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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世平

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相对好地活着，任何行为体，无论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都需要一定的战略思维。而战略思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训练的。也就说，每个人的战略思维能力都是可以被提高的。

本书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指导读者训练自己的战略思维的教程。本教程既可以作为战略分析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读者自我训练的教材。书中挑选的每一个案例都相对独立，教员和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基础有选择地使用。尽管我们这里选择的案例都是国家层次的决策案例，但是，我们发展的分析框架以及你能够从案例分析中学到的技巧完全可以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以及公司决策中去。毕竟，国家面对的战略环境是最复杂的，而国家本身也是最复杂的行为体。你如果能够思考国家层面的战略问题，你一定也可以思考其他层面的战略问题。

本书的出版是建立在许多人鼎力支持的基础上。首先，项目组成员的积极参与，他们各自出色的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是本书的根本基础。事实上，他们在这个项目还没有拿到一分钱时就开始工作了，而这对项目来说是莫大的支持。

此外，我们的工作还得到了刘丰、蒲晓宇、漆海霞、杨原、周方银以及几位匿名审稿人的批评和建议。我的几位合作者，王凯、杨珊、左希迎，也为本书的早日面世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我还特别感谢我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开设的“国际安全与战略：从战争到和平”课程的全体学生，他们的讨论使得我更加坚信这一工作的价值。

我在复旦的工作还得益于许多领导和同事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本项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完成。我至少应该感谢：陈志敏、沈丁立、苏长和和吴心伯。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分析工具研究”（项目号12BZZ05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历史中的战略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项目号11JJD810017）的支持。对它们的支持，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王琳和儿子潇雨。他们在无私地支持我工作的同时，还确保我始终认识到，工作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2013年12月于上海



绪论

唐世平

所有的行为体，包括国家，都会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刻作出一些影响深远的战略决定，尽管决策者几乎不可能全面意识到这些战略决定被执行下去后所产生的战略行为的深远影响。这就意味着，理解战略行为及其影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但是，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战略行为的研究都仍在沿用一些过时的方法。即便是在商业管理的战略行为研究中，这些过时的研究方法仍然统治着我们对战略行为的理解，且不说企业的战略行为对世界的影响要远比国家的战略行为小得多，也相对简单得多。

这些过时的研究方法的关键缺点在于，没有采用历史中的系统眼光来看待这些战略行为。具体说来，这些研究都有两个明显的缺陷。

首先，这些研究没能将决策者和决策过程真正放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研究。因此，它们的结论都有太多的“事后诸葛亮”和“以成败论决策”的色彩。而事实上，历史中的决策者不仅必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在当时的历史理解中作出这些艰难的决定。因此，某些决策在当时看来可能是一个正确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决策，但这却并不意味着这一决策一定会导致决策者所期待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都缺乏一个系统的眼光来看待一个战略行为和成败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们的结论有太多的“决策（者）决定成败”的色彩。而事实上，在大部分时候，一个战略行为的成败绝非是作出这个决定的行为体所能够单独左右的：战略行为的成败高度取决于其他行为体的反应以及战略环境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不是已经存在东亚的成功模式作为基本的参照，并且可以依靠海外华人的爱国情结、资本积累和技术储备，以及中国选择加入的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西方）市场经济体系，那么，无论我们的领导人有多高瞻远瞩，我们的人民有多勤劳勇敢，中国的改革开放都不大可能在1979—1984年这短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同样重要的是，所有的战略行为的结果都高度依赖于前人的战略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的结果。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已经基本完成的中美关系破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阻力将会更大，甚至是不可逾越的。

显然，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企业的持续成长都有赖于我们对战略行为有更加历史和更加系统的理解。为此，我们相信，一个以历史的和系统的眼光为出发点，并能够训练战略思维的教程有重大实践意义。

本书就是这样一个教程。本教程首先提供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战略行为的基本分析框架，而这些分析框架都基于我们的原创性研究。随后，本教程提供了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案例。通过阅读这些案例的材料，然后回答每一个案例后面的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学生将能够锻炼自己的战略思维（从思维方式到分析框架的熟练运用）。最后，尽管本教程的案例都是关于国家的战略行为，但是，本教程不仅能够用来训练国家和地方领导人的战略决策思维，同样还可以拿来训练企业家的战略决策思维。这不仅是因为不同行为体的战略决策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样的，更是因为国家是最复杂的行为体，其面对的决策环境也最为复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国家的战略行为，那么也一定可以理解其他行为体的战略行为。


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提供一些理解战略行为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些分析框架都来自我们的原创性研究，它们包括：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框架、一个新的行为归因理论以及一个帮助我们理解战略行为的系统效应的方法。第二部分是历史案例。这部分的案例覆盖了不同地区的国家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战略决策和行为，也包括中国的案例。这些案例的介绍和详细材料将能够引导学生从当时的决策者/决策者们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重要的战略决策和行为。

因为案例分析是本教程的核心，因此需要特别对案例的设计做些说明。

首先，我们挑选的案例不仅包括中国的一些重要决策（已经解密的），还涵盖其他国家的一些对世界的进程有深远影响的战略行为案例。这些外国的案例不仅包括一些传统欧美大国的战略行为，还收录了其他文化圈的一些国家的重大战略行为（详见目录）。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的决策者充分意识到不同国家的决策风格存在差异（也许受这些国家的特定的文化影响），因而在和这些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应有意识地去注意它们的不同风格，而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我们的案例既包括一些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几个月）作出的战略决策和后续行为，也同样包括一些在相对长的时间内（几年甚至更长）作出的战略决策和后续行为。这样做是为了从另外一个侧面来保证我们案例的多样性。我们希望我们的决策者不仅能够理解在短期内作出战略决策的困难性，也同样能够理解到在相对长的时间内作出战略决策的复杂性。

本书每一个案例的材料又由三个小部分组成。首先是一个对案例的简短的背景性介绍。接下来是关于该案例的阅读材料，这是每一个案例的核心部分。阅读材料分为两个部分：必读材料和选读材料。必读材料通常在200—300页左右，选读材料通常在300—400页左右。这些必读和选读材料通常有三类：原始材料；学者对这些战略行为的研究；决策者和执行者的回忆录。

案例材料后面是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每一个案例中最为精要的部分。这些问题涵盖：导致战略决策的基本缘由；战略实施后的效果（特别是那些间接的、对决策者来说非意图性的和滞后的）；造成战略行为成败的必要因素、充分因素；决策者和执行者在战略行为成败中的作用（或者说是责任）。学生需要在充分阅读材料的基础上，来回答这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通过回答这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学生将通过切身体会战略决策中的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来学会理解战略行为。

本书的每一个案例都是相对独立的，因此，教员和学生都可以根据时间允许和学员的知识基础，选择其中的某些案例。此外，书中的某些案例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比如，“中美走出敌对”和“萨达特对以色列和平政策”），所以，经常运用比较思维肯定会对你的分析有所帮助。


如何使用本书


学生必须首先阅读本书的前三章（第一部分），因为这部分提供了分析战略行为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工具（包括：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框架、一个新的行为归因理论、一个帮助我们理解战略行为的系统效应的方法）。只有掌握了这些不可或缺的分析框架和技巧，才能相对好地分析案例中具体的战略决策和行为。

就回答具体的案例问题而言，最好的方式是由2—3名学生组成一个小组来回答案例中的一个或多个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学生要学会相互挑战，从而可以突破一些惯性思维。如果学生有限，则可以让每位学生回答案例中的一个问题，然后一起讨论。教员应该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做有充分准备的报告（presentation），然后接受其他学生和老师的挑战和批评，并且通过捍卫和修正自己的理解来锤炼自己的战略思维。如果学生足够多，可以让两个学生或者两个小组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通过PK的方式，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并促进学生间的思维碰撞。

我们也希望，学生的报告应该尽可能做到以下几点：

——尽可能将我们想象成为当时的决策者，并真正地将我们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

——充分考虑到决策者的教育背景（以及广义上的成长经历）、个人情绪偏好、所掌握的信息等等。

——充分考虑到决策者面临的国内政治经济格局（或者企业的内部状况）。

——充分考虑到决策者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或者市场环境）。这一格局不仅应该包括当时的基本大国关系、国际经济体系，还应该包括当时的某些趋势（这些趋势对于任何战略行为的成败有重要影响）。

——时刻关注决策者和国家机器对战略实施的控制和调整：这一过程本身又取决于国家的内部能力（人力、财力）、官僚体系的能力，以及对外界的影响力。

——时刻关注其他国家对决策的反应以及决策国和这些国家的互动。同样，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战略行为的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想特别强调，不是针对每一个具体案例的每一个问题都有最佳的答案。设计这些问题的初衷是训练学生的战略思维分析能力、技巧和习惯，而不在于提供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尽管某些问题可能确实有一些答案是更加可靠的。

最后，我们希望老师和学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和指正，特别是使用这个教程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反馈给我们，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完善本教程。



第一部分　分析框架


第一章　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左希迎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正确的国家战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一，缺少战略或战略失当则往往令一国陷入凶险之境。若想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我们必须对自己和其他国家的战略行为及其效果有深入了解。
[1]

 战略行为给我们的认知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如何理解他人或自己的行为；如何把握他人或自己的行为后果；如何理解自身和他人的行为是怎样相互作用并且最终导致这些行为和行为后果的。

20世纪，国际政治大理论之间的辩论很大程度上统治着国际政治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化没有受到应有重视。
[2]

 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极大地推动了战略（行为）研究的深入，然而这一状况在冷战结束后也面临挑战。
[3]

 近年来，外交政策理论的研究逐渐冲破藩篱，对国家战略行为的研究也逐渐多元化，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在大的层面上，长时间以来，国内外的战略研究主要关注提出具体的战略方针，而忽视了战略制定中的方法论问题。这导致了既有战略研究的两个重要不足：一方面，缺乏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基本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对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研究不足。本章旨在弥补这两个缺陷，提出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

一、战略行为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尽管一些学者对战略行为理论及其战略制定中的方法问题作出了有益探讨，加深了我们对战略行为的理解
[4]

 ，但大部分学者均致力于为国家提供大的战略思路和具体战略，对理解战略行为的方法论问题关注较少。
[5]

 对理解战略行为的方法论问题关注不够无疑是战略行为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要对战略行为进行更加精细的研究，我们需要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支持。当然，强调社会科学方法论不是要取代历史方法，而是为了相互促进，弥补不足。从方法论层面看，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缺乏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大多数情形下，国家的战略行为都是复杂的，而要理解复杂的体系需要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部分战略行为研究，特别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小的或中层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的缺陷。然而，这些理论并未给出一个用于理解战略行为的实用而有效的分析框架。
[6]

 构建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实用而有效的分析框架是战略行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过于倚重历史方法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战略行为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都相对单一，即过于倚重历史方法（建立在案例分析上的归纳和总结）。战略行为研究与外交史研究似乎有着天然的亲近性，这两个学科也确实可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发展。
[7]

 历史方法为战略行为研究领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极大地推动了战略行为研究的发展，并产出了一系列优秀成果。
[8]

 在国内，一些学者用历史方法研究国家的战略行为，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9]

 但是，历史方法的垄断地位也给战略行为的研究带来了一个重要问题：其他研究方法，特别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要研究方法，在战略行为研究领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与此同时，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包括以理论构建为目标的研究国家战略行为的学者）也只讨论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而很少探讨战略分析和制定中的方法论问题。
[10]



（三）单一变量和多变量的困境

在理论构建中，学者需要兼顾理论的解释力和简约性，但理论解释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理论简约性。鉴于变量越多，理论构建就越困难，因此，许多构建理论的学者都严格控制被考察变量的数目。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复杂的定性研究也仅仅考察4—5个变量，而这已经非常复杂。
[11]

 对研究战略行为的学者来说，尽管限制变量是可能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极大，这是因为战略行为都是多个变量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意味着，研究战略行为的学者必须直面多个变量的复杂体系，唯有如此，方能深入理解战略行为。

部分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只关注一个或者两个变量。比如，有一些学者探讨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一国的战略行为
[12]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是一国战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核心部门，因而主张关注政府机构对战略行为的影响
[13]

 。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任何战略政策的出台、执行和调整都离不开领导人（决策者），因而主张关注领导人对战略行为的影响，他们探讨的是领导人如何进行战略评估
[14]

 ，如何进行战略选择
[15]

 ，以及如何进行战略动员
[16]

 。另有一些学者则关注利益集团对战略行为的影响，特别是一些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他们致力于研究国际体系如何影响到国内利益集团，进而塑造一国战略行为
[17]

 。

从这些研究的变量选取上来看，它们均致力于找出影响战略行为最为关键的一个或者两个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理论。但这有一个致命缺陷：任何战略行为的背后，都会有多种因素起到作用，并且极有可能存在两个或者多个因素同样重要的情况。因此，让理论构建变得可驾驭（或者说是追求理论的“简约”）而舍弃任何一个因素都意味着是以牺牲对战略行为的理解为代价的。况且，绝大部分学者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舍弃这个或这些因素。

更重要的是，战略行为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即便我们罗列出这些因素也仍旧是不够的。要理解一个系统，我们还必须关注多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变量越多，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就越复杂，目前的案例分析工具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2×2的变量关系已经非常复杂，再多一些变量，要想厘清变量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排列组合和逻辑推理就难以胜任。如何能够相对充分地理解多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战略研究无法回避的障碍。

（四）战略研究中案例研究的问题

案例研究是战略行为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也大多采用案例研究这一方法，即选取特定的案例来验证理论。然而，许多战略行为理论的案例研究都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很多战略行为的研究都采用单一案例。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单一案例的研究很可能是作者潜意识地先从某个案例抽象出一个理论，然后再用这个案例来验证该理论。因此，单一案例很容易（潜意识地）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理论验证很难令人信服，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也将大打折扣。
[18]

 解决之道是我们需要摒弃单一案例研究，进行多案例研究，尤其需要进行相对好的“比较案例研究”。

“比较案例研究”是指比较分析两个或者多个案例的案例研究，其最大优势就是通过有控制的比较来审视不同案例，追溯事件的过程，从而发现对机制的解释，更便于因果关系的建立。通过比较多个案例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并进行历史过程追踪，“比较案例研究”无疑比单一案例研究更有说服力。在战略行为研究中，不少学者都采用“比较案例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巴里·波森（Barry Posen）和伊丽莎白·基尔（Elizabeth Kier）分别比较英法德三国以及英法两国的军事学说，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比较研究中美领导人如何进行战略动员。
[19]

 另有学者采用多案例研究验证其战略行为理论，例如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W.Taliaferro）就用多个案例来验证大国如何在周边地区频繁进行外交和军事干预以制衡威胁；马克·哈斯（Mark L.Haas）用多个案例来验证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如何影响了领导人对威胁的感知。
[20]



第二个问题是案例研究多为正面案例，缺乏对负面案例的关注。在当前的绝大部分战略行为研究中，案例研究基本是正面案例。诚然，正面案例是验证理论最常用的方法，但其要求也颇为严格：研究者必须说明如何选取一个案例，并论证为何选取这个而非其他案例。更重要的是，正面案例大行其道，负面案例则无人问津。事实上，运用负面案例的研究更有助于验证一个理论。具体说来，对战略行为的研究运用负面案例至少有三个好处：（1）在战略行为研究中加强负面案例研究，比较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可以从正反两面验证理论，避免了理论的循环论证；（2）负面案例研究可以限定理论解释的范围，使得战略行为理论更为精致，方法论更为科学；（3）负面案例研究可以审视既有研究，从负面案例中发现新的机制，补足现有理论。因此，战略研究需要有负面案例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五）对各种变量的作用机制关注不足

多变量研究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列举出许多可能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或变量），而在于如何厘清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对变量的相互作用关注严重不足，更谈不上变量相互作用的机制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影响不同战略行为阶段的变量组合可能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同一因素在不同阶段也可能有不同作用。
[21]

 近年来，对战略行为的研究逐渐寻求连接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变量，综合考虑影响战略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在这些研究中，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以往战略研究的问题，开始探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
[22]

 然而，既有的战略行为研究都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且大多没有关注到每个阶段都有许多因素影响该阶段的成败。须知，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因素组合，而同一个因素在不同阶段中的作用大小和方向也是不同的。

其次，相同因素在不同的情势下（特别是冲突或者合作）的作用大小和机制也是不同的。当前的战略行为理论主要关注各国如何制定战略政策以应对外部威胁或者解决国际冲突，很少关注对战略合作的研究。
[23]

 事实上，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面的因素对国家之间的合作同样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它们对国际合作的影响可能和它们对国际冲突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24]



鉴于各种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要构建一个分析战略行为的统一框架，就必须厘清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且对它们的作用机制作出一定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关于国家战略行为的统一分析框架。

（六）忽视了两个盲点及其挑战

当前的战略行为理论还忽视了可能导致战略失败的两个盲点及其挑战，或至少对这两个盲点没有较深入的探讨。第一个盲点是国家的不同战略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或相互矛盾，而这很容易导致战略的失败。第二个盲点是战略环境会发生变化，即外部发展摧毁了政策制定时的预设环境和执行战略的必要环境。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是瞬息万变的，因而战略行为也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并且，前一阶段的战略行为也会塑造战略环境，从而使得后一阶段的战略环境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从战略行为的进程来看，这两个盲点对战略行为的成败殊为关键。目前的大多数战略行为研究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盲点，就更谈不上对这两个盲点及其挑战有深入研究了。

二、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

以上论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大体努力方向，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在这一节里，我们将首先提出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我们认为这个初步分析框架应该是理解战略行为的起点，并将用一个小规模的实验来展示这个分析框架的效用。这个初步分析框架将战略行为细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战略行为的阶段

按照主要行为体的不同，以及这些行为体的重要性来审视战略行为的进程，我们可以将战略行为分为四个阶段，即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
[25]

 显然，在战略评估阶段，尽管战略评估的启动通常需要国家决策层的推动，但国家的情报收集和评估系统是主要行为体。在战略决策阶段，国家的决策层是主要行为体，国家的情报和智库系统也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在战略动员阶段，国家的官僚体制(bureaucracy)是主要行为体，国家决策层是重要的辅助行为体。在战略执行阶段，国家的官僚体制和具体的执行人员（比如，高级外交官）是主要行为体，国家决策层的支持以及情报系统的反馈也是非常重要的（见表1-1）。


表1-1　战略行为的阶段划分

[image: 027-i]


第一个阶段是战略评估，即国家对国际环境、国家能力和国家政策选择等因素做一个尽可能全面和准确的评估的过程。尽管在国家战略行为的过程中，任何阶段的失败都可能造成战略行为失败，但因为战略评估是战略行为的第一步，如果战略评估有误，战略行为则几乎不可能成功。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对战略评估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国家如何评估外部威胁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内因素。
[26]

 然而，战略评估事实上远比评估外部威胁复杂。
[27]

 战略评估是对国家战略行为的整个基本环境做一番考察，而评估外部威胁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在国际层面，战略决策者不仅需要评估外部威胁（包括敌人的多少和坚定性），也需要评估自身的盟友多少和凝聚力，还需要评估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在国内层面，战略决策者则需要兼顾国内的政治、经济生态，特别是国家运作战略政策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国家的政策选择。

另外，鉴于国际社会是一个系统，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非常复杂，更限于外部信息缺乏和自身“情感”或“情绪”的影响，战略评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需要多次修正的过程。对领导人来说，好的战略评估还需要规划一个蓝图，这个蓝图不仅要宏观，更要尽可能全面、细致，对战略行为进程中的各种因素和可能都要考虑在内，并对其进行准确评估，形成一定的预案。

第二个阶段是战略决策，即领导人根据战略评估确立一整套战略规划或战略政策，借以指导国家的战略行为。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集团）是处理信息的中心，担负着政策选择的重大责任，而国家的官僚体制只起辅助或者侧面作用。首先，领导人依据国家情报评估体系所提供的战略评估，甄别并处理来自于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大量信息，再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和关切。其次，国内不同部门和团体（例如外事部门、军方、利益集团、媒体、公众声音等）通过各种管道力图影响到决策过程。因此，领导人需要根据各方的利益相关程度，综合国家利益的排列顺序，权衡各种利弊，才能最后确立某个战略。

第三个阶段是战略动员。战略动员也就是战略准备，是指国家通过动员国际、国内战略资源（特别是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备实践已决定的战略。在战略动员阶段，国家的官僚体制是战略动员的主要行为体，肩负着动员的具体任务。
[28]

 战略动员的客体则是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例如武器、钢铁、石油、粮食以及军事人员等。某些时候，领导人在战略动员阶段可能也有重要作用：因为战略动员有时需要决策者的直接推动。领导人还可以通过不同的策略来实施战略动员，比如，夸大外部威胁等。

第四个阶段是战略执行。战略执行是指国家利用已经动员的战略资源，实施既定战略。战略执行是国家战略行为的最终表现，或者说是战略的行为输出。战略执行还可以细分为战略布局、战略实施和战略调整三个部分。战略布局是战略执行的初级阶段，意指执行者通过各种手段控制重要的战略关节点，从而形成对己有利的战略态势，进而把握战略的主动权。
[29]

 在战略执行阶段，良好的战略布局会让己方占据先机，进而为战略实施打好基础。战略实施是战略转变为具体国家行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纸面上的战略由具体的人员转变为具体的行为。
[30]

 然而，即使看似完美的战略规划，在实践中也可能存在诸多问题，战略实施人员则应该及时调整应对变化，以避免战略无的放矢。特别是，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之间是一种战略互动关系，一国的行为发生变化，通常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行为作出调整，而该国的行为最终可能也必须随之调整。这意味着，任何战略执行都需要战略调整，以避免战略政策脱离实际。

（二）理解战略行为的成功与失败

我们提出的初步分析框架首先将给出一个通常不被认识到的结论，即：战略行为的失败很容易，但是要解释或理解失败却相对困难；战略行为的成功很困难，但是要解释或理解成功却相对容易。
[31]



显然，一个成功的战略行为意味着在以上四个阶段都基本是成功的，而且同时也要求国家的不同战略不存在大的相互矛盾，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把握基本准确。换句话说，战略行为成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一个正确的战略得到了良好的执行，包括评估大致准确、决策正确、动员了足够的资源，以及执行得当且灵活；（2）战略环境总体有利于战略的执行；（3）国家战略并无严重的相互矛盾和抵触的情况。类似地，战略行为的失败也可能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1）战略行为四个阶段中至少有一个阶段是失败的；（2）外部环境的变化超出了战略评估对外部环境的把握，换言之，外部发展摧毁了政策原有的执行环境；（3）国家战略有相对严重的自相矛盾、自相抵触。

尽管战略行为的成功很困难，但是要解释或理解成功却相对容易。相比之下，找出战略行为失败的原因，相对来说就困难得多：失败很容易，但是要解释或理解失败却相对困难。这是因为要解释失败，需要我们弄清楚哪一个或哪几个阶段失败了。如果无法对失败原因作出准确的判定，就会出现好的部分不能保留，而坏的部分则有可能得到保留的“悲剧”性结果。

具体说来，理解战略行为的成败，仅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四个阶段的成败组合就有16种之多（见表1-2）。假定战略行为的成功很容易判定，那么对一个失败的战略行为的判定有14个错误答案，而只有1个正确答案。
[32]

 显而易见，系统地探讨和解释战略行为成败（特别是失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比如，即便在战略评估和战略决策都成功的情形下，也仍旧有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的三种不同组合将导致战略行为的失败。因此，理解一个战略行为的失败，不能简单笼统地认定“战略本身失败了”，对不同阶段的判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又比如，假定一个战略行为失败的真实原因是资源动员不足，而评估的结果是该战略行为的评估和决策都是失败的，那么这个行为体就极有可能会抛弃一个正确的战略，而不是增加一定的资源投入。

如此一来，我们对战略行为阶段的简单划分就很容易让我们发现一些既有的战略研究的严重不足。我们将发现，目前的研究对战略行为成功和失败（特别是失败）的原因事实上都没有特别精细的研究。战略行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任何一个阶段失败都将导致失败，因此确定失败的原因其实非常困难，而既有研究大多没有重视这一要点。
[33]



以托利弗为例，他探讨的是国家如何从国内社会汲取和动员资源，塑造国家应对威胁的战略行为。他认为19世纪后半叶的清政府与日本都致力于军事自强战略，但是由于清政府的国家汲取能力较弱，因而在与日本的竞争中失败。
[34]

 尽管托利弗指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是正确的），但他对战略失败的缘由的理解却是简单化的。他忽视了战略行为任何阶段的失败都可能造成一国战略的失败，即除了战略动员失败以外，清政府可能在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或战略执行上也是失败的。类似这样的简单化的战略研究还有许多，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


表1-2　评估战略行为失败或成功的不同组合（+成功，-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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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个小规模的“实验”

为了初步验证我们的分析框架的有效性，我们做了一个小规模的“实验”。我们的实验对象是五位从事中国战略分析的中青年骨干人士或学者，他们来自政府战略研究部门和大学。我们要求他们对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战略行为（针对某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进行评估。我们将这三个战略行为用A、B、C表示，而五位人士则用甲、乙、丙、丁、戊表示，其结果如下（见表1-3）。


表1-3　不同分析者使用分析框架后的分析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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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的分析框架使他们各自的分析过程更加精细，他们的分析结果也因此更加精细。此前，他们之间的讨论时常会出现“这个战略不对”这样笼统的判定。一些分析者还能够自觉地在此基础上将一个战略行为分为几个时段，并且对每一个时段的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进行评估。
[36]



其次，正如我们先前预测的那样，不同人士之间共识相对较多的战略多半是相对成功的战略，即在某一年之前的C战略。而也正如我们先前预测的那样，针对那些不是很成功的战略行为（比如B战略行为），不同人士之间的分歧很多。

最后，对于那些不是很成功的战略行为，我们的分析框架让我们看到不同人士的判断之间更加细节的分歧。这样一来，他们的分歧就可以被更加精细地推敲。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框架，他们之间的讨论（甚至争论）就无法进行：各说各的判定和理由，却没有对话。通过讨论，他们可以达成共识，这样更容易让他们接近一个真实的判断，从而有助于他们从中国的战略行为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总之，尽管实验规模小且简单，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分析框架的效用。

三、界定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

前面提到，战略行为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对一些最重要的因素进行初步的界定。因为相比国内因素，理解国家战略行为背后的国际因素可能反而相对容易，我们将先探讨国际因素，然后再探讨国内因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应然”问题，即战略行为体应该考虑的因素或者是应该会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但我们深知，鉴于各种限制，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精英集团可能在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客观环境因素，而且要准确认知这些因素在当时也是非常困难的。显然，领导人或精英集团主观认识到的环境与他们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之间的差别越大，国家的评估和决策就越有可能出现问题，战略行为也就越有可能失败。因此，要理解战略行为（特别是其成败），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到当时领导人或精英集团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还必须考虑到领导人或精英集团所认知的客观环境，这两者缺一不可。

（一）国际因素

1. 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分配。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分配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物质力量分配，特别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对比。尽管现实主义者（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者）可能过分夸大了国家实力分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37]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进行战略评估和战略决策时，实力的对比通常是领导人所关注的首要因素。一定意义上说，实力的对比也是影响国家战略政策的核心因素。

2. 盟友的多少和凝聚力。结盟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重要战略行为，也是实现国家目标、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外部手段。一国的战略行为除了需要权衡己方盟友多少（以及敌方盟友的多少）之外，还需要考虑己方盟友的凝聚力，因为盟国内部存在着“被抛弃”（abandonment）和“被牵连”（entrapment）的可能性。
[38]

 盟友的多少决定了一国可能获得的外部支持的多寡，盟友多可以增加支撑战略政策的资源；联盟凝聚力则是指联盟之间在战略协调上的团结程度和配合程度。

以冷战时期的美苏为例，美国的盟友远远多于苏联，并且这些国家的战略资源也远胜于苏联的盟国，因而美国可以通过利用盟友的战略资源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从组织形式来看，联盟可以分为对称性联盟和非对称性联盟。非对称性联盟一般存在一个领导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冷战期间的北约和华约。对称性联盟内国家实力往往不相上下，大多存在着实力比较接近的两个或者多个国家（比如一战前的法俄联盟）。其他条件恒定的情形下，非对称性联盟的凝聚力一般要高于对称性联盟，但即便是非对称性联盟内部，不同联盟的凝聚力也有所不同。总体说来，联盟凝聚力的大小受到国家实力差距的大小、意识形态的相似程度、联盟制度化程度以及领导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多寡等因素的影响。
[39]



3. 敌对国的多少、能力和坚定性。国家战略行为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要分清楚敌我形势，对敌对国的威胁作出准确及时的判断。
[40]

 一个国家面临的敌国越多、越强，这个国家的战略环境就越困难。
[41]

 同时，敌国的坚定性（resoluteness）也是影响战略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敌国坚定性是指敌国对抗本国的战略意志强度或决心（resolve）。敌国的坚定性越强，对本国的挑战或威胁也就越大。
[42]



4. 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社会存在一些特定的趋势，而这些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作用不容小觑。如果一国能认清世界大势，并顺从这些大势，就可能对其战略政策起到正面作用。
[43]

 相反，如果逆势而行，则往往会遭遇巨大的阻力，并丧失其战略机遇。在国际政治领域，历史上的黑奴解放运动、去殖民化运动等都是能够影响到一国战略政策，甚至国运的历史趋势。战略决策者如果不识时务，逆潮流而上，则往往难以实现其战略目标。一些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如工业化、信息化、产业转移、石油资源逐渐减少、金融服务业的兴起、资本的流动加速等等，也会影响到一国的战略政策选择。
[44]



（二）国内因素

国家的战略行为是一项多阶段的浩大工程，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国内因素的影响。同一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有所不同，且不同因素在相同阶段的作用也相差很大，因此需要对主要的国内因素一一进行探讨。

1. 领导人个人的禀赋、偏好和学习能力。在传统的战略研究里，领导人一直是最重要的角色。但在行为主义的科学化诉求中，个人这一层次的分析却逐渐被边缘化，仅存在于一些早期的外交政策分析中。
[45]

 可问题在于，如果忽视领导人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我们就很难理解国家的行为。毕竟，是领导人感知外部威胁，规划和讨论战略。因此，我们必须将领导人重新纳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
[46]



以往的研究大多将领导人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体，从国家利益的成本—收益分析来制定和执行战略政策。然而，没有绝对理性的人，领导人也一样。要更好地理解国家的战略行为，就必须考察领导人的性格和偏好，这可以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不同的问题领域，领导人的偏好会有差别。如果领导人在某一领域特别擅长，就更容易按照自己的逻辑给国家战略行为烙上自我意志的烙印。有的领导人其个人偏好在国内政治，有的个人偏好在外交政策；有的领导人擅长经济领域的议题，有的则擅长安全领域的议题。其次，领导人的性格可以分为进攻性的（鹰派）或者防御性的（鸽派）。领导人如果是进攻性的，则在对外政策中往往主张通过强硬手段来解决问题。再次，领导人还可以分为“革命型”和官僚型。“革命型”的领导人，其战略行为往往个人风格比较明显。相比之下，官僚型的领导人，往往按照官僚体制的运作程序来处理战略事务，因而战略行为中的个人风格不明显。

领导人的禀赋和学习能力也是不同的。由于成长背景、知识结构、兴趣偏好等因素的不同，领导人在战略决策中的禀赋存在差异。有些领导人能够睿智地判断一国所处的位置，并通盘考虑以制定合理、明智的战略政策。有些领导人则由于禀赋的缺陷，或者在某些问题领域缺乏足够的能力，不容易形成决断，或者是作出战略决定之后出尔反尔，让执行者无所适从。另外，在学习能力上，领导人也差异明显。学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负面学习”，即从本国和他国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避免以往所犯的战略失误；
[47]

 第二种是“正面学习”，即学习自己国家，尤其是他国的成功之处。
[48]

 领导人在国家制定、执行战略政策时，两种学习都需要考虑。不过，对领导人来说，这两种学习能力会有差别。有的领导人可能两种能力都很强，有的领导人则可能仅仅擅长其中的一种，也有的领导人可能两者都不擅长。

2. 精英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精英凝聚力是指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中的群体或个人视彼此为精英阶层一部分的程度。宗教相异、族裔不同、个人成长以及战略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都可能成为精英分裂的原因。长期的政治对立也有可能导致精英集团的分裂。最终，在一个社会里，身处两个不同集团的精英阶层拒绝承认对方是整个国家的合法精英。
[49]



同理，社会凝聚力是指一国的公民视彼此对国家拥有平等权利的程度。在多族群国家里，历史、文化和宗教等原因可能导致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程度非常高，从而使社会凝聚力低下。长期的阶级斗争、高度的社会不公，以及长期的党派政治对立也会降低社会的凝聚力。
[50]



显然，精英集团的凝聚力是一国制定战略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精英集团的凝聚力越高，国家制定战略、动员资源和执行战略的能力就越强。社会凝聚力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动员资源和执行战略的能力，不仅如此，社会凝聚力还可以影响到精英对本国能力的判断及其对国内安全的担忧，进而间接影响到战略评估和战略决策。总体说来，一个社会如果是分裂的，其战略行为则步履维艰。一战期间的沙皇俄国就是一个社会凝聚力不足的典型案例，尽管沙皇俄国的精英尚存一些凝聚力，但是其社会凝聚力的缺失令其很难进行战争动员。其中一个重要结果（同样也是原因）是沙皇俄国利用其精英部队维持内部安全，而非外部安全。

3. 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深刻影响着战略行为（详细的讨论见第四节），在这一点上，很多学者作出了有益探索。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和斯奈德研究了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对冲突的影响；
[51]

 傅泰林（M.Taylor Fravel）探讨了政体安全如何影响领土争端等。
[52]

 但是，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于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如何影响一国的战略行为，大部分既有研究都只考虑了这两个因素的其中一个，而没有考虑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对战略行为的影响。

大致而言，政体可以分为多元政体和一元政体两种理想类型，根据其安全程度又可以将国家划分为强多元国家、弱多元国家、强一元国家和弱一元国家。
[53]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强多元国家在战略行为的各个阶段都应该表现不错。弱多元国家在评估阶段可以做得不错，但在决策、动员和执行阶段则不容乐观。强一元国家在动员、执行阶段可能不错，但是在评估和决策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弱一元国家在评估、决策、动员和执行阶段都存在诸多问题（见表1-4）。


表1-4　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对战略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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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官僚体制的有效性意指官僚体制在以下几方面的能力：汲取资源和动员资源的能力，执行战略的能力，信息收集和反馈能力。显然，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对于国家的战略评估、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对于战略评估阶段，通常只有情报收集和评估的官僚体制起到直接作用。

官僚体制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以下五个因素：（1）分工是否明确。官僚体制内存在各个部门的竞争，因而各个部门的分工就显得非常重要。一旦分工不明确，便会影响到官僚体制的有效性。（2）奖惩措施是否公正严明。一个政治系统中必须有得当的奖惩措施来保证体制的正常运转，惩罚违背规则的行为和奖励遵守规则的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3）信息网络是否畅通，信息是否透明。官僚体制内的网络与信息关系到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畅通的网络结构与透明有效的信息是基本前提。（4）资源是否足够。一个体制的运转必然需要强有力的资源支撑，如果官僚体制的资源不能保证，战略行为也将缺少官僚体制的支持。（5）官僚体制的文化是否具有进取精神。官僚体制往往充满了惰性，如果要保证其有效性，就必须构建一种鼓励进取的制度从而维持一种进取文化，以不断改革和进步。如果丧失了进取文化，官僚体制往往会阻碍国家战略行为的出台和实施。

5. 国家的学习能力。国家的学习能力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能力之一，意指一个国家不断从历史和其他国家学习经验教训以努力提升自我水平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的学习能力突出，其把握历史机遇、推动战略行为的能力也就越强。总体来说，国家学习能力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全民学习的基础设施、鼓励学习的社会激励机制、鼓励个人和组织学习的文化。
[54]

 前文已经叙述了领导人的学习能力，但是国家的学习能力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包含领导人的学习能力、国家机器的学习能力和社会的学习能力（比如，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三个组成部分。国家的学习能力能够影响到战略评估和战略执行，特别是当战略行为受挫需要调整时，国家的学习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四、战略行为的复杂性

影响战略行为不同阶段的因素很多，我们的研究也正在这个方面借助数理方法（比如解释结构模型）继续深入，我们在这里先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通过归纳和推理列举出影响不同战略阶段的主要因素（表1-5）。
[55]




表1-5　影响不同阶段战略行为的主要因素（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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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多少表示这些因素的影响大小，空白表示影响很小。

（一）战略行为各阶段的因素组合

表1-5清楚地表明，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因素组合，而同一个因素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大小可以不同。根据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我们将其分为核心因素（+++）、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

在战略评估阶段，核心影响因素是：政体类型、领导人禀赋、领导人的学习能力、领导人的偏好和国家的学习能力。首先，政体类型会影响到战略评估。从战略行为的过程来看，不同政体的评估模式会有所不同，并最终影响战略评估的结果。其次，领导人禀赋是影响战略评估的核心因素。对领导人来说，其对战略进程的掌控能力，特别是对国际环境的敏感性，以及对国内政治纷争的协调和引导能力，都是战略评估至为重要的因素。再次，领导人的偏好也是影响战略评估的核心因素，即使面临同样的战略环境，领导人也会因偏好的差异而做出不同的评估。最后，领导人的学习能力、国家的学习能力也都会影响到战略评估，因为战略评估不仅需要领导人学习能力的保障，还需要依托整个国家的学习能力。此外，官僚体制情报收集和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对战略评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属于重要因素。政体安全也是战略评估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是通过间接影响决策层对内外威胁轻重的判断而影响评估的。

在战略决策阶段，领导人的作用不可或缺。领导人的偏好和领导人的学习能力这两个因素不仅可以影响到战略评估，也会影响到战略决策，只是作用大小不一。领导人禀赋和偏好都是影响战略决策的核心因素，而领导人的学习能力则变成了一般因素。除此之外，政体类型、政体安全、精英凝聚力也是影响战略决策的核心因素。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不同意味着各国国内政治结构会有所区别，而这会塑造战略行为的决策模式，从而影响到战略决策。最后，如果精英缺乏凝聚力（精英是分裂的），精英在战略决策上将不容易达成一致。

战略动员是战略行为成功的重要保证，缺乏强有力的物力和人力资源保证，战略执行会举步维艰。能够影响到战略动员的核心因素包括政体类型、政体安全、官僚体制的有效性、精英凝聚力以及社会凝聚力。政体类型不同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差别，而政治制度的差别将会影响到战略动员的效率。政体安全同样会影响到战略动员。如果国内政体安全程度低，动员能力势必受到影响；如果一国政体安全程度高，则有益于其战略动员能力。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其关键作用显而易见：官僚体制高效灵活，政令方能畅通顺达，汲取物质资源、吸引人力资源的能力才能有所保障。
[56]

 精英凝聚力是影响战略动员的核心因素，若精英集团缺乏凝聚力，则可能影响到社会层面的动员。社会凝聚力也影响战略动员，因为整个战略所需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最终都是从社会中汲取，所以统一合作的社会力量是重要保证。如果社会缺乏凝聚力或者社会陷入分裂状态，战略动员将难以开展。与之相较，因为许多情况下领导人并不需要直接参与战略动员，尽管拥有巨大威望的领导人能够推动战略动员，领导人禀赋也只是影响战略动员的一般因素。

战略执行是整个战略行为的最后阶段。影响战略执行的核心因素是政体类型和官僚体制的有效性，而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的学习能力则是重要因素。与战略动员相同，政体类型和官僚体制的有效性深刻影响到战略执行的方式，因而是核心因素。特别是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对战略执行的影响尤为巨大。一个高效迅速、合作无间的官僚集团能够保证战略按照原先的设计运转。如果官僚组织内部分裂，各个组织和部门仅仅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则往往使战略政策偏离既定轨道，造成战略政策的失败。政体对战略执行的影响大致和政体对战略动员的影响类似：政策的实施在不同政体里有很大区别。国家的学习能力则关系到战略行为执行后的调整和修正，国家学习能力弱会影响到国家的战略灵活性，因而它属于重要因素。精英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关系到战略执行的具体运作，并可能影响到具体行为的成败，因此也属于重要因素。

（二）同一因素在战略行为各阶段的作用方向不同

表1-5表明，在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同一因素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但是，表1-5仅仅描绘了独立看待每个因素时的情景。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因而构成了复杂的系统。
[57]

 这些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只能留待后续的工作中再进一步探讨。在这里，我们选取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做一个简单讨论，表明政体类型和政体安全对不同阶段的影响的方向以及大小都可以不同。

强多元国家中的精英是统一的，政体安全程度高，其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威都非常强。这意味着强多元国家容易团结起来采取强硬措施应对外部威胁。相比之下，强多元国家却不容易团结起来发起战略安抚以构建合作。这是因为，在多元国家中，反对党的存在意味着任何战略安抚的尝试都会被反对党冠之以对敌人的懦弱，因为战略安抚的尝试经常意味着妥协和退让。
[58]

 因此，尽管强多元国家有能力进行战略安抚（特别是当温和鹰派或鸽派当权时），但是它很少主动发起战略安抚。总体说来，只有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时，多元国家才可能主动发起战略安抚。

弱多元国家的政体安全程度低，精英通常是分裂的。弱多元国家中央政府的能力也相对弱小，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力量相对强大。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的能力相对弱小和政体安全程度低，如果外部威胁和安全压力非常大时，弱多元国家可能会考虑妥协和让步的行为。然而，弱多元国家的精英又是分裂的，且一定会有反对党攻击妥协和让步的行为以获得选票。因此，弱多元国家在妥协和让步问题上也很难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因为国家能力的低下，弱多元国家很难有效地坚决抵抗外部威胁。因此，弱多元国家可能既不能很有效地构建合作，也不能很有效地坚决抵抗威胁。

强一元国家的政体安全程度高，中央政府的国家权力相对较大。在战略行为的四个阶段，强一元国家在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上会有一定优势，但是在战略决策阶段，领袖的偏好和个性对战略决策影响非常大。在战略评估阶段，一些同领袖的偏好与个性相悖的意见可能会受到压制，因而战略评估可能不够客观全面。较之于强多元国家，强一元国家缺少社会掣肘，寻求与对手合作时所面临的危险性较小，因而相对容易妥协。换言之，一元国家比多元国家更适合达成战略安抚与合作。
[59]

 从冷战经验看来，缓和对抗的倡议基本均由苏联率先提出，而非强多元国家美国。另外，较之强多元国家，因为缺少社会和反对派的制衡，强一元国家也更容易执行业已达成的协议。冷战结束阶段的历史似乎也支持这样的理解。

在弱一元国家中，虽然国家政体是一元的，但其政体安全程度低，中央政府的能力很弱。总体来说，弱一元国家的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国家权力被地方政府分享。因而，在制定和执行一个统一的战略政策时，弱一元国家往往存在巨大缺陷。在战略决策阶段，弱一元国家尚可依靠国家领导人作出决策，但是在战略评估阶段，弱一元国家就很容易出现差错。特别是在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阶段，弱一元国家的中央政府因为缺乏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掌控能力，难以使战略得到贯彻。战略动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社会作为支撑，以保证整个国家的官僚体制运行畅通，但是弱一元国家中脆弱的中央政府显然无法担此重任。同理，战略执行也是需要国家作为一个体系才能够有效运转。弱一元国家很难满足这两个阶段的要求。

五、结语

对战略行为的深入研究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然而战略行为都是复杂的体系，面对这样一个复杂体系，我们需要更好的分析工具。鉴于当前的战略行为研究缺乏一个基本分析框架，本文在批判和吸收当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解战略行为的初步分析框架。首先，我们强调，战略行为包括战略评估、战略决策、战略动员和战略执行四个阶段。其次，我们强调在不同阶段，不同因素塑造国家的战略行为，而同样一个因素在不同阶段其作用的方向和大小也是不同的。

影响战略行为的因素之多元，互动关系之复杂，给构建理论带来了诸多困难。要在短时间内构建一个精致、解释力强大、因果关系明晰的理论框架并不容易。从这一点上来说，本文提出的初步分析框架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我们认为，未来对国家战略行为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首先，针对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建立不同的解释模型。构建战略行为的宏观统一模型（或理论）非常困难，但是针对每一个阶段，则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中层模型（理论），通过几个精致的中层模型（理论），串联起战略行为的宏观模型（理论）。其次，厘清不同因素在同一阶段、相同因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机制，构建更加机制化的理论。再者，鉴于案例研究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建立一些主要大国和重要国家的战略行为数据集，然后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考察各种因素对这些国家的战略行为的影响，再用定性（案例）研究来更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对战略行为的影响。
[60]

 最后，尽管我们这里的讨论有了一定的动态性，但对于判定其他国家的战略走势仍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动态的分析框架和模型。

在理论层次，我们认为下述几个方面是能够产生突破的。首先，在战略研究中，传统的“制衡”与“追随”二元论已经不再有价值，我们需要更加精准地对战略行为进行分类和定义。
[61]

 其次，构建战略合作的理论。当前战略研究中的一个特点是对冲突过于关注，从而忽视了对合作理论的研究。从学术积累的视角看，加强对战略合作的研究可以突破当前的局限，从而产生新的理论增长点。再者，理解他人的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归因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内部纬度的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以及外部纬度的盟友和敌人的多寡、国际趋势和地理环境等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但总体说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过于简单，其面对的情境也过于简单。因此，国际政治和战略学者必须发展出超越社会心理学的、能够应对复杂体系的归因理论。

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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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
[1]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前言

不确定性，或者说“信息的不完全性”（incomplete information），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它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会时不时地经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挫败，却又让我们的生活因这种挫败而充满了戏剧性。因此，毫无疑问，不确定性在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确定性并不只是一个研究者为掩饰自己的无知而故意创造的术语。恰好相反，对于政治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不确定性构成了一个永恒却又迫在眉睫的挑战——如何理解国家某一行为（或者非行为）的直接和深层诱因。政治家们通常都乐于依赖他们的直觉来揣测他国行为背后的驱动力，而国际关系学者则试图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来构建理解国家行为的框架。不幸的是，关于行为归因的社会心理学文献对于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的借鉴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国际关系中对归因的现有讨论存在着严重不足
[2]

 。

在本章中，笔者试图为国际关系领域构建一个新的归因理论，以此来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对不确定性和归因问题的探讨
[3]

 。给具体而言，笔者首先将会强调不确定性问题有几个不同的维度，而各维度的不确定性给我们的认知带来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差异的。笔者还将特别指出，在理解这些维度时，我们的心理机制使我们容易产生一些重要的偏差，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次，我将强调这些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组成的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s）无处不在
[4]

 。由于我们的大脑没有被赋予系统性思维的天赋，这些系统效应给我们的认知带来的挑战更为艰巨
[5]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在不同情境下，这些维度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认知挑战可能是不同的。在国际政治领域，冲突情境和合作情境中的认知挑战就有所差异。国际关系研究中鲜有涉及对这些相异且相互作用的维度以及它们单独或者相互作用所造成的挑战的评估。而这种缺位已然给既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许多的困惑。

在深入分析之前，需要做几项重要的说明。首先，尽管本文的理论框架指向一些特定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可以通过经验与实验方法加以验证，但是笔者只能把对这些具体假设的更为系统和严密的实证检验放在其他文章里。本章迈出的是构建理论的第一步。尽管文中提供了一些来自国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证据，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花絮性的论证。

其次，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国际关系，所以笔者将群体内（in-group）和群体间（out-group）的认同作为下文讨论中的预设条件。笔者假定，在进化历程中，经历过长期“我们”和“他们”的对抗（us-versus-them）的个体，已然将固定了的对内和对外群体认同完全地加以内化。群体认同在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中尤其突显。其深刻地塑造我们对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看法、态度及行为，而塑造的依据则是根据那些对象是属于我们所认知的群体内部，还是群体外部
[6]

 。

再次，尽管笔者的分析暗含了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根据个体间互动来推断出群体间互动的意味，但笔者深刻意识到“个体间和群体间的不连续性”（interpersonal-intergroup discontunity）的存在
[7]

 ，并且理解个体与理解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两者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8]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拒绝使用单纯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研究路径来探讨群体间关系问题，而这种研究路径往往是理性选择流派的理论家们所拥护的。笔者引用个体间层次的研究，仅仅是因为个体间层次的某些经验能够在群体层次上得以沿用。再者，就像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家认识到的那样，未来的研究不应该再拘泥于个体与群体的二分法，而是应该在分析个体的决策行为时将其置于群体的背景之中加以考虑。这一点也是笔者所提倡的
[9]

 。

最后，虽然笔者将关注点放在了由不确定性带来的认知挑战上，但笔者需要明确强调，除了心理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政治、预算和战略因素）也会让我们的认知误入歧途，从而造成所谓的“诱发性偏见”（motivated biases）。这些诱发因素，通常能够与这里讨论的心理性偏见相互作用，从而又为我们理解他国的行为增添了一层挑战。为了便于分析，这里只关注那些由不确定性本身所带来的心理性挑战。

文章余下的部分结构如下。在对理解他国行为的不确定性的五个主要维度进行描述之后，第二部分将指出国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中现有的归因理论研究并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人的行为。文章的第三部分着重分析由这些维度带来的普遍性挑战。第四部分强调了这些维度在不同情境中带来的不同挑战。在冲突情境和合作情境中，我们对他国行为的解释存在的极大的不对称性。文章的第五部分从心理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文献中提取了一些证据，用以说明我们在归因时常常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第六部分讨论无法正确理解事物所导致的后果。第七部分指出本文的理论意义。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一、不确定性与国际关系中归因理论的不足

不确定性的主要维度可以首先分为两个更宽泛的类别：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
[10]

 。内部维度包含四个维度，即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冲突关系或一场整体性冲突中的总体战争能力，或者指一个国家在局部冲突中的即时作战能力。然而在合作情境下，一个国家的能力由其所能提供的帮助（比如在军事上、财政上、医疗上的帮助）来衡量。决心是指实现承诺的意志。这里的承诺可以是冲突情境中发出的威胁，也可以是合作情境下愿意做出的贡献。一个行为者的意图是指实现目标的战略偏好
[11]

 。在国际关系的相关讨论中，我们通常把意图分为两大类：善意的或是恶意的。一个国家如果故意威胁他国，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恶意的，反之则是善意的
[12]

 。

一个行为者的利益即是他的目标。这里说的目标既可以是当下的，也可以是长期的。所以，利益就是指一个行为者对于结果的偏好
[13]

 。由于动机是指“促成一个人以特定方式行动的驱动力”，或是“激发行为的一种情感、愿望、生理需求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冲动”
[14]

 ，我们时常把一个行动者的即期利益称作他的动机，或是干脆把动机等同于利益
[15]

 。在强调结构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追求的抽象目标涵盖了安全、权力、满意度、威望等等
[16]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国家不仅追求诸如领土、财政收入、表决权（一般在国际组织中）之类的有形目标，而且还力图实现那些无形且难以捉摸的目的，比如荣誉、威望、声誉以及可信度。

我们通常为国家行为的外部维度贴上“外部环境”或是“战略环境”的标签。在这样的标签下，我们把国家边界以外的因素笼统地归结在了一起，而这些因素可能囊括了一个国家的地缘环境、其在区域内或是整个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同盟国的有无与强弱、敌对国的强弱等等。整个国际体系的特性（即各种不同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政治演变的主流趋势（比如全球化）亦构成了国家运转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关键维度。

了解他国行为背后的能力、利益（动机）、意图、决心以及外部环境，是一个归因和认知的过程。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家们已经热衷于将社会心理学中对归因和认知问题的研究成果引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之中。对归因和认知理论的首次引入是由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其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中加以完成的
[17]

 。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社会心理学中归因研究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诞生了该领域中最著名的一批著作和标签，例如“基本归因误差”（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简称FAE）
[18]

 。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对归因理论的引入都建立在这些早期著作的基础上。然而，正如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自己所指出的那样
[19]

 ，这些早期的归因理论著作存在着严重的概念性错误与操作性问题。实际上，就如马勒（Malle）所敏锐指出的，许多现有的主流归因研究文献甚至没有提及那些解释行为的挑战本身。
[20]

 它们把归因（即把行为当作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结果来解释）和解释社会结果混为一谈，尽管这两个任务除了一些表面的相似点之外其实有本质的区别
[21]

 。更糟糕的是，即便它们提到了归因，也往往把归因看成是一项用（内部的/属性的）特性或者（外部的/情境的）因素来解释行为的任务（详见下文）。

在近期的研究中，马勒和他的同事
[22]

 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归因理论。马勒的新理论首次把行为划分为两大类：意图性（intentional）和非意图性（unintentional）。对于非意图性行为（比如说本能行为），我们的解释是直截了当的：我们仅仅声明导致行为的原因，并不去做更深入的探究。对于意图性行为，我们的归因可以被归纳为两个模式：“原因解释”（Reason Explanation）和“带因果历史的原因”（Causal History of Reason）。前者可以被理解为表层归因：我们仅仅陈述他人行为的代理原因（proxy reason）。后者是更为复杂、或者说是更为深层的归因：我们对导致个人行为的原因做进一步回溯，并且把个人经历和文化因素纳入到解释中去
[23]

 。

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关注那些意图性行为。这是因为与时常受本能影响的个体不同，国家并不会遵循本能来行动。此外，我们大多同时采用表层与深层归因来解释他国行为。因此，社会心理学中归因理论的最新进展或许为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更多灵感。不过，即使有这些最新进展
[24]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心理学中的现有归因研究至少存在着两大关键的不足
[25]

 。

第一，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用两种互有重叠的二分法来区分导致他人行为的可能原因，即“属性原因”和“情境原因”；内部（或者个人）原因和外部原因
[26]

 。尽管许多人把内部原因等同于属性原因，外部原因等同于情境原因
[27]

 ，但这两种二分法并不完全重叠。例如，一个国家也许有一个脆弱的政体，这是内部原因。然而严格来说，这种情况是情境的而不是属性的。实际上，尽管琼斯和戴维斯
[28]

 把意图（实际上他们指的是动机/利益和意图）看成是属性的，但这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正确，因为众所周知行为者的动机/利益和意图可能会变化。因此，不是所有的内部原因都是属性原因。

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属于外部原因，但在领土国家时代，该环境更接近于属性原因。因此，尽管大多数外部原因不是属性原因，但并非所有的外部原因都是情境原因。所以，即便只是作为启发式（heuristic）的工具，属性/情境这种二分法在行为归因上的运用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无效的。而相对的，内部/外部二分法则应当被更多地使用
[29]

 。毕竟，在严格意义上几乎不存在完全属于属性的原因：绝大多数原因都是情境的。

此外，即使采用了内部/外部的二分法，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研究也只为理解国际政治提供了有限的帮助。这是因为内部/外部二分法对于理解行为者的行为来说太过粗糙。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经常把动机（目标/利益）和意图均视为意图
[30]

 ，而把行为者的能力、决心和外部限制统归为“促成因素”
[31]

 。然而，作为国际关系学者，即使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维度简单地囊括在“外部/战略环境”的标签下（当然这种做法并不令人满意），我们也必须把“内部原因”划分为四个维度，因为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对于理解他人的战略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同样也是比较根本的一点，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研究极少涉及群体动态（group dynamics）。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体主义作为一种范式已经在社会心理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32]

 。因此，尽管“极小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明确认为群体动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3]

 ，但大部分归因理论家都趋向于忽视群体动态对归因的影响，就连那些最新的研究也不例外
[34]

 。

然而，国际关系中的归因几乎是永恒地被笼罩在群体动态的魔咒之下。实际上，社会心理学自身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通常在极小群体存在的情况下
[35]

 ，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归因的相互作用会加剧归因误差或偏见并使其更为固化而难以被矫正，由此产生了佩蒂格鲁(Pettigrew)所谓的“终极归因误差”
[36]

 。在现实世界的国际政治中，族群中心主义（表现为种族中心和群体认同）常常与归因携手而来
[37]

 。因此，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拒绝纯粹的个体主义研究路径，转而按照群体动态（主要是族群中心主义）来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归因是势在必行的
[38]

 。正如即将在下文中明确揭示的那样，族群中心主义普遍而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对于他人行为的归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不考虑族群中心主义就无法把握归因问题。

因此，仅仅利用现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远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之复杂性。国际关系学者应当超越社会心理学对归因的认识，而本文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以下的讨论既对国际关系研究也对社会心理学研究有贡献。

二、对我们认知的普遍性挑战

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给我们的认知带来了众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可以被理解为分属于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是普遍性的，而第三个层次则是情境性的。这一部分讨论的是普遍性挑战，情境性挑战将在后文中予以介绍。

1. 普遍性挑战Ⅰ：单维度的挑战

在不确定性的四个内部维度中，能力维度可能是最容易观察的。两个互有关联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点。首先，尽管错误估计别人能力的事情时有发生（见下文），但能力更容易被观测到。其次，相对于利益以及意图来说，能力的变化是缓慢的。行动者需要时间来建立和累积起自己的能力，而其意图与利益却可能在一夕之间就发生改变。这一事实给了他国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一个行动者变化的能力。

一般说来，对于他国决心的不确定性只有当我们已经和其他行为者处于冲突或者合作的情境中时才会变得重要：除非我们想和他们合作或者是反对他们，我们通常不会去考虑别人的决心。决心对我们的认知造成的困难比能力更多，但比意图和利益要少。由于决心通常是能力的一个函数（函数中还要加上利益、意图和外部环境），决心不像利益和意图那样容易改变（见下文）。不过，正如勒博（Lebow）
[39]

 所强调的，由于其他一些心理因素的影响（比如由他人行为引发的愤怒和憎恨），决心比能力要容易改变。

一个恶意国家不会真正在意他国的意图。然而对于一个善意国家而言，自其致力于制定一个针对他国的完善的安全战略开始，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就会带来麻烦。善意的国家如果错误地把一个恶意国家当作善意国家，那么就有被恶意国家利用的风险。相反，如果善意国家把另一个善意国家误认为恶意国家，将可能使这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进一步恶化，最终以不必要的军备竞赛和冲突收场
[40]

 。更为关键的是，解读他人的意图比评估他人的决心更困难：它需要耐心地传递保证信号并解读他人对这一保证姿态的回应
[41]

 。此外，意图能够比能力和决心改变得更快。鉴于此，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造成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意图的不确定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处于中心位置
[42]

 。

他国的利益也许是除去能力外最容易被觉察到的，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他国生死攸关与核心的利益（比如说领土完整）是不证自明的。然而，我们对他国利益的评价（尤其是那些核心利益之外的部分）面临严重的双重标准问题
[43]

 。大部分是出于我们的族群中心主义，我们趋向于合法化、甚至美化自己的利益和自己对利益的追求，同时非法化他国的利益和他国对利益的追求。因而，我们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合法的、克制的和适度的，却把他国的利益看成是非法的、野心的和贪婪的。我们同样认为自身利益之于自身，相比他国利益之于他国来得更为关键、甚至更为生死攸关。由此，我们把自己对利益的追求看成是文明的、以维持现状为导向的、正义的、思虑周详的、与人为善的，而把他国对利益的追求看成是不文明的、修正主义的、非正义的，贪婪成性的和具有侵略性的。

除此之外，我们通常把我们的荣誉、威望、声誉和权力看成是合法利益，却很少把他人的荣誉、威望、声誉、权力看作是合法的。更有甚者，我们倾向于收回我们的沉没成本（sunk cost，例如流出的血汗、赌上的声誉、倾注的荣耀），而任何微小的收获都会被当作是值得保护的财产
[44]

 。然而，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却极少把他国的沉没成本以及新的收获看作是他国需保护的新利益。简言之，政治家们的族群中心主义偏见使他们强烈缺乏移情能力
[45]

 。

总的来说，在理解他国的利益时，我们的思维是严重的“双重标准”的。这种双重标准在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中均适用，但在前者中表现得更强烈
[46]

 。

外部环境则相当之复杂。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即使是仅仅评估我们自身的外部环境就已经是个足以令人却步的挑战，更不用说去评估他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了。更糟糕的是，由于倾向于以省力模式来运行
[47]

 ，我们的大脑习惯用过于简单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详见下文的讨论）。

2. 普遍性挑战Ⅱ：系统和动态效应

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的运作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静态的。它们持续地进行互动并形成一个动态的系统：不同的维度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并且能够彼此相互改变。

能力的变化通常会改变对利益的界定：能力越大，利益的界定就越具扩张性，或者说更为野心勃勃，能力越小则相反。换句话说，如杰维斯
[48]

 早先所言，我们倾向于把我们处理不了的事情放到一边，而总是惦记着那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或者说我们自认为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这一长期被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观念至少道出了部分真相。

目标或利益的变化时常导致战略偏好的改变，用马基雅维利的话来说，就是“目的是手段的理由”。更具有扩张性的目标，通常需要更为无畏且更具侵略性的战略。而意图的变化也会推动能力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表现在总体军事实力上，还体现为军事能力的性质。恶意要求更多的进攻性能力而善意则相反。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一直将进攻性军事能力优先于防御性军事能力发展，然而英国和法国的做法或多或少与此相反
[49]

 。

意图和决心同样也能够相互作用：一个国家偏好于什么样的战略取决于她为某些目标奋斗的意愿有多大
[50]

 。同样，决心是目标、能力、外部环境以及意图的函数。在希特勒政权相对虚弱的时期（1936年左右），希特勒在莱茵兰地区再军事化期间就已经准备好一旦英国和法国立场坚定就立刻放弃。然而，1938年后，希特勒变得更难以被威慑（吓阻）。他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去实现他的魔鬼计划，因为他确信他将获胜。并且，他不断膨胀的野心驱使他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变得更加坚定不移。

与此同时，所有四个内部维度都能够单独或共同地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当一个国家得到盟国支持时，其利益（或者是目标）界定可能会有所扩大，反之亦然。相类似的，一个国家的（真实或是想象的）能力和由其激发的在危机中的决心将会被真实或想象中的盟国的支持所支撑。一战前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对峙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 II）的空白支票很显然使奥匈帝国变得更加无所顾忌（也更为野心勃勃）。越南战争期间，北越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支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当战略机会（比如权力真空）被认为有利时，一个原本善意的国家很可能被引诱进行扩张（即机会主义扩张），由此变成一个恶意国家
[51]

 。如果扩张成功，该国能力将得到增强，而其不断壮大的能力也将反过来推动其利益界定的扩大，并继而增强其扩张的决心。

由我们和他国之间的相对权力分配所部分构成的外部环境，不仅是我们和他国行为的基础，还是国家归因努力的基础。因此，当他国弱于我们时，我们会认为他们其实并没有合作的意图：他们之所以合作只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善意的。当他国的力量等于或者强于我们时，我们则认为他们没什么兴趣与我们合作，因为他们是恶意的或者至少决意要压榨我们。

同时，一个国家的能力和意图能改变她的外部环境。一个带有恶意的强大国家的最后结局往往是招来更多的敌人和（或者）那种为了寻求利益或保护而追随自己的盟友
[52]

 。一个善意却弱小的国家则很有可能会得到更多同情他的盟友。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能力适中、意图也并不那么明确的国家，他们的能力和意图同样也会对外部环境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

系统效应的另一个方面其实更难以应付：能力（作为国家实力的一部分）是国家利益或目标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几乎每个政治家都将权力当作一个（即期）目标，并且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同时，正如上文所言，尽管我们把自己的沉没成本和新得利益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我们并不会把他国的沉没成本和新得利益看成是他们的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忽视权力和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影响。

由于这五个维度之间能够彼此相互作用并进而构成了一个系统，它们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系统效应并不能单纯地用把它们相加来评估，而是必须以系统的方法来测量
[53]

 。不幸的是，由于常常以“省力模式”来运转，我们的大脑更倾向于以非系统性的方式去思考。对系统性思考的厌感并不只是标准社会心理学研究在“启发法”（heuristics）或者是“图式思维”（schematic thinking）这些概念下所捕捉的那些东西
[54]

 。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所产生的系统效应，以及我们对于系统性思考的厌恶对我们的认知造成的挑战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

三、我们的认知所面临的不对称的情境挑战：冲突情境VS合作情境

国际关系领域对归因的理解大部分还停留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由社会心理学家所推广的“基本归因误差”的范畴下
[55]

 。“基本归因误差”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倾向于将更多的属性特征投射到他人的行为中，即便他人的行为是由属性和情境因素所共同驱使的。尽管琼斯和戴维斯
[56]

 在重构海德尔（Heider）
[57]

 所提的命题时有提到感知者的归因很大部分受到感知者所在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一关键的洞见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58]

 。社会心理学家们确实强调了一个行为对行动者和行动的感知者而言是否称心如意构成了感知者归因的一个关键情境环境
[59]

 。然而，他们始终忽略了另一个关键维度：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所关注的行为是否令人称心这一点之外，还有一点也深刻地塑造着我们对于他人行为的理解，即行动的感知者和行动者是处于(潜在的)冲突性关系或情境中，还是处于合作性关系或情境中
[60]

 。

在此描绘的新理论再次强调我们自身所处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我们对于他人行为背后存在的各类外部限制的相对影响权重的解读。更重要的是，它强调对于国际关系和我们的社会生活而言，我们最关注的就是某种特定的情境到底是冲突性的还是合作性的：正确判断我们所处的情境对于我们成功地生存和繁衍是至关重要的。

在群体层次，我们最为关心的是我们群体的生存。这种对群体生存的关切使我们的大脑更容易感知更多危险而非安全。我们的认知在冲突情境与合作情境中的不同运作方式因而也体现出了这一点（见表2-1中的总结）。换言之，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在合作情境和冲突环境中所造成的挑战是明显不对称的
[61]

 。

对于他人的利益和意图，我们的认知从冲突情境到合作情境大体上是一致的。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倾向于否定、忽略、贬损和非法化他国的利益，而对我们自身利益的态度却恰恰相反。

同时，对于意图，不管情境如何，我们都倾向于高估他国的恶意而低估他国的善意。在个体间与群体间的层次上，存在最直接的证据表明这种不对称性来自于小孩和成人的“敌意/险恶归因偏见”：我们一般趋向于把他者的那些会对我们造成妨碍且由此不令我们称心的行为归因为带有敌意或险恶意图，纵使这些行为完全是无意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明确意图的
[62]

 。

在群体间层次上，“敌意/险恶归因偏见”经常以“反应性贬值”（reactive devaluation）的形式呈现。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倾向于对他人的让步提议进行反应性贬值。当对方提出了妥协和让步，老练的谈判者一贯贬低这些妥协让步，判定这些还不够充分，并且认为这多半是受情境因素（特别是谈判者自身的强硬态度）驱动而不是对手希望妥协或有意合作
[63]

 。当一个实际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和平提案以巴勒斯坦提案的名义来呈现给以色列犹太人和亲以色列美国人时，这个提案会被认为是不利的（即“这个提案会更偏向巴勒斯坦人”）。当同一个提案作为以色列人的提案被呈现给以色列犹太人和亲以色列美国人时，它会被认为是有利和“不偏不倚的”
[64]

 。最后，从现实生活中的国际政治案例来看，在对抗性的国家间关系中，决策者通常把称心的结果（比如妥协）归因于他们自身的努力而把不如意的结果归因于他人的恶意。杰维斯
[65]

 和拉尔森（Larson）
[66]

 在他们的研究中充分地展示了这样的证据。

在冲突情境中，当他国的能力大体同我们的一样或是高于我们时，我们倾向于高估他国施加伤害的能力。因此，尽管（事后看来）英国和法国在1938年以前与希特勒交战要比一年后再来敷衍了事地打一仗好得多
[67]

 ，他们仍高估了希特勒德国的军事能力
[68]

 。1814年拿破仑战败以后，主要的欧洲势力始终高估了法国的力量，尽管在那时法兰西已经开始了长时间的相对衰落，而普鲁士的阴云却已然渐渐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
[69]

 。

当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有两个原因可能导致我们低估他国的能力，进而低估决心。在某些案例中，双方之间能力太过悬殊以至于优势方很容易就变得过于自信。比如说朝鲜战争中的麦克阿瑟、越南战争中的美国以及2003年美国对于伊拉克的入侵，这些案例都是一种对他国能力（进而决心）的目中无人式的低估。在另一些例子里，那些低估对手能力(进而决心)者是一些“突变体”（mutants）：他们的自负（和野心）驱使他们低估别人的能力并且确信他们将取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换句话说，许多误判都是由偏见所导致的
[70]

 。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就属于这第二类的案例。正如布莱尼（Blainey）
[71]

 在很久以前就指出的，不管属于哪种原因，领导者对于对手能力（进而决心）的低估常常导致了战争。当然，这两种原因并不互相排斥，当它们同时存在时，它们能彼此增强
[72]

 。

相对的，我们倾向于低估他国在合作中提供帮助的能力（和决心），这一点无关于我们和他国之间的相对权力分配。在两个盟国之间，双方都倾向于怀疑另一方是否能够做出那么多贡献，并且担心那些困难和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将由自己来完成。当双方能力相差不大时这一偏见会尤其严重：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可能想“搭便车”。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他国决心的不确定性通常只有当我们和他国已处于冲突或者合作情境中时才显得重要。与在冲突情境中感知他国能力的逻辑相类似，当对手的能力与我们基本一样或大于我们时，我们通常不会在冲突中低估对手的决心，即使另一方在上次冲突中做出过让步
[73]

 。所以，尽管苏联在两个超级大国间发生的大多数危机中都做出过让步，冷战期间的美国却从未低估过苏联在僵持中坚守立场的决心
[74]

 。

相对的，当对手的能力大大低于我们自身时，我们很有可能会低估对方的决心。麦克阿瑟低估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心，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军事力量有同他那装备优越的军队作战的可能。相似的，以色列排除了埃及会在1973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因为她坚信埃及只会在能够攻击到以色列的机场的情形下发起攻势
[75]

 。正如勒博和斯坦因
[76]

 慧眼所识，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信奉理性威慑理论的（粗糙）逻辑的领导者会倾向于低估对方发起挑战的决心。

寻求合作时，对他方决心（即兑现其合作承诺的决意）的不确定性会在真正达成合作的协议之前起作用。而就如费伦
[77]

 所言，这种对他方遵守契约承诺之决心的怀疑是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障碍。在联盟内部，每一方都担忧在对手的压力或引诱下另一方会抛弃联盟
[78]

 ，尽管在现实的世界政治中，以强制方式楔入联盟的战略是极少成功的，甚至就连选择性调和类的楔入战略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79]

 。

如果已经处于一定程度的冲突关系中，我们在感知到潜在的不友好或敌意信号时会倾向于轻视他方做出该项举动时所处环境的重要性。换言之，当他国的行为不令我们称心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弱化他们面临的外部约束，即认为他们的不善举动都源于他们天性本恶。更重要的是，我们几乎从不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正是我们自己导致了他们的多疑，而他们现在只是在对我们先前的不友好举动做出回应。对这种可能性的忽视正是国家通常难以解开螺旋上升的安全困境这种恶性动态的重要原因
[80]

 。

相反，当感知来自其他国家的潜在的友好信号时，我们倾向于夸大导致其做出该种举动的外部约束。另一方做出让步是因为在既定的外部环境中他别无选择。换言之，当他国行为令我们满意时，我们倾向于强调他国所面临的外部约束。而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外部约束归因于来自我们自身的压力，情况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行为符合我们的心意是因为我们迫使他们这么做。于是乎，在冷战末期，大部分的美国核心决策者一直坚信戈尔巴乔夫是由于美国的压力才被迫屈从的，而直到很久以后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真正的改革家这一可能性才得到承认
[81]

 。赫鲁晓夫掌政苏联之后的冷战阶段至少部分地受这种动态所推动。美国的核心决策者并不准备相信，尽管有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存在，赫鲁晓夫可能真的希望与美国及其盟友“和平共存”
[82]

 。

实际上，上文中提到的这些偏见和误差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在解释他方行为时我们时常陷入其中，哪怕拥有足够的后见之明也依然如此。当他国行为合我们之意时，我们会将导致行为的主要原因归因于我们自己（作为外部原因），而几乎没有给予那些导致对方行为的内生动力以肯定。当他国行为不合心意时（同样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我们就会将主要原因归因于他方的恶意和精明算计（作为内部原因）。因此，毕胜戈
[83]

 和沃尔夫斯
[84]

 都坚持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迫于压力才屈服于西方的，他自身观念的成分在其决定的形成中不起主要作用
[85]

 。

在评估他国的威胁和保证信号的可信度时，冲突情境和合作情境之间的差别会变得尤其凸显。根据关于冲突中（特别是威慑和强制中）有成本信号传递的研究成果，一个国家威慑的可信度是关于一国（军事）能力、利益、决心和情境约束的函数（所有变量均为国内观察者感知到的情况）
[86]

 。更形式化的表达为，一国在其对手思维中的威胁可信度CT
 可由以下等式来决定：

[image: 067-i]


根据关于寻求合作的有成本信号传递的研究成果，一个合作行为［即一个战略示善姿态（reassurance gesture）］
[87]

 的可信度是一个关于其成本、风险（即在姿态没有得到相应回报时将产生的潜在损失）、潜在收益（比如说，不论另一方是否正面回应都将节省下的资源加上另一方正面回应时获得的其他好处），以及信号发送者面临的情境约束（即情境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驱动着保证信号的传递），同样所有变量均为接收者感知到的情况。更为形式化的表达为，保证信号的可信度CA
 可由以下等式来决定：

[image: 067-2-i]


从这两个结构截然不同的等式来看，很显然我们倾向于高估他国威胁信号的可信度（因为分子中的各项是相乘的），除非在构成其威胁信号的各部分（即能力、利益和决心）中至少有一个的值变得极端小。相对的，我们倾向于低估他国保证信号的可信度（因为分子中的各项是相加或者相减的）。在实践中，我们低估他国保证信号的可信度的倾向更为严重，因为我们倾向于低估另一方可能承受的成本和风险而夸大其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相对的，我们高估他国威胁信号可信度的倾向也更为严重，因为我们总是将另一方威胁信号背后的情境约束最小化。

合作情境下归因与冲突情境下归因之间产生这种对比的支撑基础是“为生存而恐惧”的心理。这一心理产生了诸多的偏差，其中的部分已经被贴上了诸如“敌意归因误差”（hostile attribution error）、“险恶归因偏差”（sinister attribution bias）或“迫害认知”（paranoid cognition）之类的标签
[88]

 。这一系列的动态强化并维系了我们对潜在危险的警觉，并且保护我们不会轻易陷入松懈。在为了（个人或群体）生存的世界里，“有备无患，未雨绸缪”是一句至理名言
[89]

 。

需要牢记的一个关键点是，在心理动态为冲突与合作增加了一类内生动态的同时，冲突和合作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知觉。正如冷战所生动诠释的那样
[90]

 ，随着对抗的延长，对抗双方都越来越认为对方是不可救药的侵略成性，并且从根本上认定对方的目标是非法的，意图是恶意的，从而渐渐回到只关注能力和决心的更为简单的认知方式（即心理简化）
[91]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双方变得对彼此的目标和意图毫无兴趣，眼中只剩下能力和决心。仅当冲突性情境结束之后（虽然依然伴随着一些挥之不去的仇恨），国家才会缓慢地开始意识到彼此都并非天生侵略成性，继而再次对彼此的目标和意图产生兴趣。

四、人们通常无法正确认知事物的证据

在文章的这一部分，笔者将提供一些表明我们通常无法正确认知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的证据。当然，这绝不是说笔者能正确认知所有事物，并且能将所有错误认知加以矫正。笔者首先将提供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文献中的证据，说明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未能正确认知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接着笔者将提供一些来自现实世界政治的证据，这些证据目前大部分来源于二手文献资料。

1. 无法正确认知挑战：国际关系研究文献中的证据

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自我中心主义地）相信其对事物的认知比政策制定者更为正确，然而事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国际关系学者们会犯的错误可以归为三大类，与上文所述的多维度造成的认知挑战的三个层次基本一致。

（1）将各维度混为一谈或以不一致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维度

国际关系学者最明显的错误或许在于他们在许多讨论中未能将五个维度区分开来，并且没有以一致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维度
[92]

 。

例如，施维勒
[93]

 认为动机与意图可以互换，并指出“‘意图’这一概念通常指行为体的计划与目标”
[94]

 。同样，即使张伯伦在慕尼黑协定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确实对希特勒的野心没什么把握，但巴罗斯和伊姆莱
[95]

 等人却断言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意图”茫然无知（见下文讨论）。这些学者们混淆了意图与目标（或者说野心）。

最近，在尝试整理归纳不确定性的各种概念时，拉斯本
[96]

 正确地指出，不确定性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而言意味着“国家对互动者的意图、利益与权力信息的缺乏”。然而，在讨论国际关系中理性选择路径（RCA）的不确定性研究时
[97]

 ，拉斯本同他之前的麦克唐纳
[98]

 一样，没有能够成功认识到理性选择路径最感兴趣的是能力和决心的不确定性，同时它将意图固定为恶意，进而将意图的不确定性边缘化，甚至在假定中予以排除。这一点在费伦
[99]

 的作品中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另一些学者尽管区分了意图与动机,却并未以一致的方式来使用这两个概念。例如蒙哥马利
[100]

 声称要使用“动机”与“偏好”来表示国家对目标的偏好，而用“意图”来表示国家对战略的偏好。然而，蒙哥马利对于这些概念的利用并非总是前后一致的。他时常论及“一国可以显示其善意动机的首要方法”和“一个善意国家试图证明其动机”
[101]

 、“显示其善意动机”
[102]

 、“对他国动机的不确定并且恐惧他国会利用所有让步来牟利”以及“显示他们动机”
[103]

 等等。在所有类似的情形中，动机均应该被“意图”所替代。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格拉泽在抱怨杰维斯
[104]

 对螺旋模型和威慑模型的阐释仅仅关注了国家的意图而相对忽视了国家的扩张动机时，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对国家的意图与动机予以同等的关注
[105]

 。格拉泽由此引入了一个他自称更为精致的从两个维度区分国家动机的方法。通过结合这两个动机维度（即贪婪的与非贪婪的、常安全的与不安全的），格拉泽声称国家可以被分为四种类型，因而他的理论增强了螺旋模型与威慑模型的解释力，并为国家军事战略归纳出了更为精细的对策。格拉泽的常安全/不安全二分法显然是无效的，因为根据他自己所信奉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所有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都是不安全的。

更糟糕的是，格拉泽提出的框架中的第一维度取决于一国是否对不以安全为目标的扩张感兴趣——感兴趣的是贪婪的国家，反之则不是。由此，贪婪与非贪婪的二元论并非关乎动机（这里可被理解为目标），而是本质上再次提领了意图维度，因而不过是增加了两个新的标签，没有带来什么实质的益处。

此外，格拉泽
[106]

 总是将“善意的”与“恶意的”置于动机与目标之前。然而，根据他所信奉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对目标的偏好是由国际政治的无政府属性所决定的
[107]

 。换句话说，结构现实主义假定国家的目标偏好是固定的，所有的国家将安全视为最低限度的需求
[108]

 。由于权力仍然是安全的重要支柱，并且权力与安全相互作用，追求权力与追求安全之间不可能存在明显的界限
[109]

 。所以，追求权力不必然意味着恶意，追求安全也不必然意味着善意。因此，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而言，国家的动机或目标在规范意义上是中性的，只有意图或者对战略的偏好可以被视为恶意或善意。因而也只有放在意图前的形容词能够被用来区分和标示国家所属的两种基本类型，即恶意国家与善意国家。鉴于存在上述缺陷，格拉泽对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型的扩展带来的更多是困惑，而不是更精细的解释力
[110]

 。

（2）非系统与非动态的理解

由于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组成了一个动态系统，我们需要一种系统的、动态的路径来理解它们
[111]

 。不幸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通常以非系统与非动态的路径来理解不确定性。这种非系统与非动态的路径是无用且易于误导的，其大大削弱了五个维度变化所拥有的解释力。

针对不确定性的非系统性思维的一种表现是单独拿出一个或两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并忽视了其他维度。安妮·萨托利
[112]

 推论，在50年代，朝鲜战争发生之前中国大陆攻打台湾之誓言的无法兑现（即中国的虚张声势）使中国威胁干预朝鲜战争的可信度被大幅削弱。就因为这个缘故，美国主要的决策者们不会认为中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威胁是可信的。萨托利由此排除了多数美国决策者因低估中国的作战能力而不把中国的威胁放在心上的可能性。然而，即使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虚张声势在一定程度上诱使美国忽略了中国的警告，但一个可能更为合理的解释是美国决策者对中国作战能力的低估是导致其不认真对待中国威胁的更为关键的原因
[113]

 。毕竟，“当且仅当受足够的权力支撑并且为清晰的目标服务时，威胁才是可信的”
[114]

 。

不确定性的非动态研究路径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我们通常倾向于认为一旦我们为某一国家贴上了某种特定类型的标签，那么标签就不应该被摘下，不论之后发生了什么。因此，格拉泽
[115]

 坚持认为一个机会扩张主义国家（即一个至少在某段时间内是恶意的国家）只要其扩张是受安全所驱动就仍然是一个追求安全的国家（或者更精确地说，一个善意国家）。然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无政府状态中所有国家都追求安全。因循着同样的逻辑，许多学者都试图将某种情境认定为安全困境并假定这种情境将持续存在。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情境却能够从安全困境转变为螺旋，再从螺旋转变回安全困境。所以，这些学者就倾向于追问冲突是否是由安全困境所导致的，而不是去追问冲突是否已经从安全困境转变为了螺旋，并进而转变为战争
[116]

 。在以上这两种情形中，一国（或一种情境）在不同类型间来回转变的可能性都遭到了忽视。许多理论学者似乎忘记了标签仅仅是一种启发式工具，它们并非一旦粘上就永无揭下之日，因为五个维度本身是都可变的。这也就是说，国家的类型（或身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这一观点远在建构主义尚未流行之前
[117]

 便被人所提及
[118]

 。因为假定一国的标签是一成不变的，一些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把国家行为的现实主义理论变成了静态的理论。这完全是多此一举。

非系统和非动态思维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也包括政治家，详见下文）的一个最突出的后果是我们倾向于强调意图只可能从善意迅速变为恶意，却不会从恶意迅速变为善意
[119]

 。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相信他国从善意变为恶意，可是当该国的意图已经从恶意转变为善意时，我们却十分抗拒于改变对该国的印象。然而，从逻辑上看，如果一个国家能迅速地从善意转变为恶意（比如说由于领导人的变化），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国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和速度从恶意转变为善意。冷战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例证说明领导人的变化可以有效地改变一国的性质，比如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同斯大林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就大不相同
[120]

 。冷战后，我们能颇为确定地认为在布什和新保守主义掌权后美国已经成为恶意的国家，而如今，奥巴马已经使美国重回善意国家的阵营。

（3）未能把握冲突与合作情境所带来的不同挑战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们未能认识到，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在我们与他国身处情境不同（如冲突、合作或模棱两可）时对我们的认知造成的挑战可能也是不同的。实际上，许多既有研究都明示或暗示了不确定性的不同维度在各种情境中没什么区别。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例是道格拉斯·吉布勒
[121]

 假定“违反防御条约与违反互不侵犯或中立条约将产生同样的不诚实的声誉”。然而，违反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比违反防御条约要糟糕得多，后者不过是传达出合作伙伴的迟疑不决，但前者则意味着（所谓的）伙伴或朋友实际上是恶意国家。事实上吉布勒接下来就写道，“违反中立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相比忽视防御条约往往制造了对条约的更为露骨的亵渎，因为这类违反常常由一国攻击其盟友所引起”。不过他之后仍然在各种论述中坚持将它们视为相同的。

相似的，格里高利·米勒
[122]

 致力于研究商业联盟（作为合作的一种形式）中以责任为荣的决心所带来的声誉，以此来挑战默瑟
[123]

 关于由决心所带来的声誉也许在冲突中并不显得那么重要的论点。很明显，米勒相信，对合作（例如商业联盟）中声誉的领悟可以直接移植到（国际）冲突中的声誉上。

2. 误判事实：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

从事后来看，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政治家们在理解他国行为时经常会出错。鉴于众多学者已广泛而深入地就此项议题进行了研究
[124]

 ，我在这里只是强调一些关键的方面，特别是突出冲突情境中知觉与合作情境中知觉的比较。

政治家们总是高估他国的恶意，特别是在冲突的情境中。这种情况发生之普遍使杰克·列维
[125]

 断言这些对恶意的高估构成了“错误知觉最为普遍的形式”。冷战期间，美国政策的关键制定者们（如凯南、尼采、杜鲁门等）强烈相信苏联真的热衷于毁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因而认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也是一样）是苏联设计的一场对美国决心的测试，而不是一场由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驱动的战争
[126]

 。在另一边，苏联领导人同样夸大了美国摧毁苏联的险恶用心
[127]

 。所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冷战史的大部分都是由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以及与促成合作之良机痛失交臂所构成的悲哀故事
[128]

 。

在试图理解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这一举动背后的深意时，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将纳赛尔视为另一个希特勒式的独裁者，而不是一位需要打动国内与区域内的广泛听众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纳赛尔的这一印象的固化使艾登不可能去考虑对纳赛尔让步的可能性
[129]

 。

在双方能力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政治家们同样倾向于高估对手的能力和（相应的）决心。在1936—1938的关键时期，英国和法国本可以对纳粹德国发动一场防御性战争，但两国始终高估了德国的力量与决心
[130]

 。结果是，在希特勒最为脆弱和迟疑不决的时候，英法两国却拒绝与之针锋相对
[131]

 。

冷战的早期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经典案例。在对1957—1961年期间的“导弹鸿沟”传奇进行考察时，乔纳森·罗逊指出，美国领导人始终了高估了苏联的能力，“将他们的对手（想象成）比实际更强大、更具有进攻性、也更危险的敌人。”
[132]

 保罗·尼采在起草NSC-68文件时，同样高估了苏联日益增长的绝对能力而将美国的能力视为稳定不变的。他因此也高估了苏联的相对能力，而实际上即使将早年苏联制造原子弹和中国革命的成功计算在内，对美苏间相对实力的更为乐观的评价仍应成立。两个超级大国同样高估了彼此挑战另一方的决心，并且同时害怕在让步或妥协后会失去关于自己决心的声誉
[133]

 。

由于族群中心主义（或者更为确切地说，缺乏移情能力），政治家们通常认为，一国对其他国家的恐惧是合情合理的，但其他国家对该国的恐惧则是不合情理的。因此，迪安·艾奇逊认为苏联没有恐惧北约的理由，而美国及其盟国却有理由恐惧苏联。同样，当美军朝鸭绿江推进时，中国应该没什么好怕的，而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扩张主义的恐惧则是理所应当的
[134]

 。类似的，约翰·肯尼迪认为猪湾入侵事件不过是一场颠覆诡计，但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却是具有挑衅与侵略性质的行为。而赫鲁晓夫对于这些情境的解读则恰恰相反
[135]

 。

与上述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家们倾向于低估盟友们为集体福利做出贡献的能力、利益以及决心。因此，自从尼克松访问中国而未知会日本（即“尼克松冲击”）之后，日本就一直怀有被美国“遗弃”的恐惧。许多日本政治家开始怀疑美国对美日联盟做出的承诺，并害怕在时机成熟之后美国会为了中国或其他亚洲国家而抛弃日本
[136]

 。联盟政治的整个被抛弃之恐惧的动态都能反映出低估盟友贡献联盟的能力、利益和决心这一机理的影响
[137]

 。

此外，处于正在发展的合作关系之中的双方几乎总是倾向于相信另一方选择合作是不得不为之，并且多半是由于我们不懈地施压所致
[138]

 。因此，当印度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走向和解时，双方都相信另一方选择合作本质上是迫于外部的压力。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压力是1989年后的外交孤立状态，对于印度而言，则是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双方都弱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自1962年短暂而血腥的冲突之后，两个国家内部都持续地存在着对两国和解的呼吁
[139]

 。同理，美国的主要决策者都曾经很不乐意承认苏联之所以选择与西方合作，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确实与以往大不相同
[140]

 。

冷战初期的那几年（1945—1950）很好地佐证了以决心和能力为基础的计划系统逐渐形成的过程。从乔治·凯南主导的NCS-20/4文件到保罗·尼采主导的NSC-68文件
[141]

 ，美国对苏联的知觉越来越集中于能力与决心维度，将苏联的利益固化为不可救药的野心勃勃，而将苏联的意图固化为不可救药的侵略成性。外部约束力同样被视而不见，在美国人眼里，“克里姆林宫能够选择任何可以利用的有效手段来执行她的基本设计”
[142]

 。而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思考则如同美国的一个镜像
[143]

 。

五、误判事实的后果

由于我们对不确定性维度的误判的整体政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将重点聚焦于误判事实在理论上会产生的后果。我的研究表明，无法正确认知不确定性维度已然给我们对国际关系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的理解制造了可怕的陷阱。有时，我们的讨论已经彻底失去了连贯性和一致性。

1. 区别在于“概率性”与“可能性”？

区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或者其他非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构想是布鲁克斯的“概率性与可能性之分”
[144]

 。根据布鲁克斯的观点，进攻性现实主义（或者更精确地说，在布鲁克斯的作品里是指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由“可能性”驱动的理论，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是由“概率性”驱动的理论。不幸的是，布鲁克斯在讨论“概率性”和“可能性”问题时没有明确区分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他因而没有认识到，在估计另一国家的能力、利益、决心和外部环境方面，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是一个“概率性”的理论。只有在估计意图时，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一个“可能性”理论
[145]

 。由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既是“可能性”的也是“概率性”的，而非仅仅是“可能性”的
[146]

 。

沿袭布鲁克斯的构想，托利弗
[147]

 赞扬科普兰
[148]

 解决了评估他人行为时的“概率性可能性之分”问题（由此整合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并将科普兰的理论归入防御性现实主义。托利弗对科普兰的推崇和他对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区别的误解同样也是因为没有把握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

虽然科普兰
[149]

 开始时将他国现在和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视为其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驱动因子，并且似乎同意将意图的不确定性置于其理论的中心位置，但他最后的总结却是：一个国家是否会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既取决于其感知到的相对衰落之性质（如衰落的速度、深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取决于在特定的系统权力分配（即“极性”）条件下这场预防性战争是否会取得胜利。国家对预防性战争的算计成为纯粹的成本—收益计算（虽然要更为复杂一些），其中涉及了能力、决心、利益和外部约束，而对意图的不确定性则在任何时候都未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尽管科普兰的预防性战争理论是由“概率性”所驱动的，但其却是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这是因为是否将他者的意图假定为最恶是划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其他所有非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真正的界线：进攻性现实主义是，而所有非进攻性现实主义都不是
[150]

 。如此一来，托利弗对科普兰解决评估他人行为时的“概率性与可能性之分”问题的赞美是缺乏依据的，并且他对进攻性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区别的理解是具有误导性的
[151]

 。

2. 意图的妄想与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

意图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应该被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位置
[152]

 。然而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许在这方面走过了头——他们过于强调了意图的不确定性而边缘化了其他维度。更关键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于意图的理解是固定而静态的，而且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既然国家能够迅速从善意转变为恶意，那么也能够以同样的速度从恶意转变为善意。在他们看来既然意图能从善意转变为恶意却无法再转变回来，那么将他国的意图假定为最恶就不失为一种更好的做法。其结果就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成了他们选择的路径。对他者未来（恶意）意图的过分强调，以及继而所做出的假定意图最恶是逻辑或理性之选择的断言，是米尔斯海默
[153]

 和科普兰
[154]

 所拥护的结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秘而不宣却无法绕开的基石性假定——其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第六元素”
[155]

 。并且，正是这种对他人意图的最恶假定，而不是其他诸如如何划分所得和传递善意信号之类的原因，使得进攻性现实主义否定了在无政府状态下除面临共同威胁时组成临时联盟之外还存在合作的可能性
[156]

 。

然而，这一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其没有认识到，意图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变化（从善意变为恶意或者相反）。意图的变化多半与一国的领导层、能力及目标的变化有关。这就为其他行为者提供了评估对方意图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即使一国的意图从善意转变为恶意，也只有当其（进攻性）军事能力发生实质性变化之后其才能够造成真正的威胁。尽管希特勒也许很久以前就是个有谋杀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但大致直到1936—1938年左右希特勒德国才成为一个严重的威胁
[157]

 。这一延迟给了其他国家机会来观察对方的行为（包括其军事能力和姿态）、评估其意图并进而据此设计针对该国的政策
[158]

 。当这些方法成为可能时，将他国意图假定为最恶（并且固定对他国意图的印象）就不会永远是最好的下注手段。最关键的是，从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到将他国意图假定为最恶之间存在一个逻辑跳跃。为了给进攻性现实主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们需要为他们的理论寻找一个更好的锚点。

3. 从不完全信息到承诺问题

主要由我们无法正确认知不同维度而造成的另一后果的一个典型示例是以“不完全信息”为基础的战争模型
[159]

 。这些模型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假定了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战争或冲突将不会发生。然而，显然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当一国发现另一国从本质上是无可救药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比如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时，该国必将选择进攻，因为投降不在其选择范围内。在族际政治中，冲突爆发是因为一方或双方都是恶意的，并且另一方或双方都对此心知肚明，而不是因为双方不确定彼此的意图。因此，完全信息不但未必能阻止战争，而且关于一方之恶意的完全信息实际上可能引发一场战争
[160]

 。同样的，当一方或双方能够确定对方坚持立场的决心时，战争也可能爆发。因为这些缺陷，基于不完全信息的战争博弈模型“对某些持续冲突的解释是很无力的，并且其对一些案例历史的解读也相当之匪夷所思”
[161]

 。毫无疑问，只有当我们将不确定性的多种维度拆解开时，我们才能把“完全信息能消除战争”这个普遍存在于各种关于战争的“不完全信息”研究中的古怪结论去除掉。

另一个颇具影响力但对各个维度的理解存在问题的构想是由费伦首创
[162]

 的“承诺问题”。莫妮卡·托夫特
[163]

 对“时间线”的强调具有同样的潜在含义：所有五个维度都会变化是“时间线”成为一个问题的唯一原因。

“承诺问题”的概念不仅没有让问题清晰化，而且让问题更加混乱
[164]

 。首先，通过假定动机（根据费伦的解释，指的是目标、贪婪或征服的欲望）不会变化
[165]

 ，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被假定掉了——无论其表述是“承诺问题”还是动机的不确定性。毫不令人意外，当动机被假定为是固定的而意图被假定为不存在（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被永恒的“承诺问题”所取代）时，费伦一度曾试图引入的安全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失了，因为形成安全困境最主要依赖的一个条件正是国家的意图可能会向最糟糕的方向转变
[166]

 。

第二，费伦注意到，导致承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即使合作性的交易已经达成，行为体仍然有欺骗或背叛的动机。而正是这一承诺问题使得国家之间难以达成妥协，纵然战争的代价是如此高昂。然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交易已经达成后，国家还是会改变其想法（即选择欺骗）并偏向于采取一个完全不同（即对抗性）的战略。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第三，正如加兹克
[167]

 指出的，当用费伦的逻辑来推导一个逻辑结果时，将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承诺问题是永恒的，那么战争就不应该被停止。所以我们应当持续进行战争或为战争而准备，直到我们至少建立起一个区域性帝国为止。同时，因为承诺问题是永恒的，所以得到安全的最好的途径便是在任何有利的时机下发起预防性战争。然而，即使在非洲这样的盛产由西方殖民主义塑造的“人造国家”的地方，国家之间也很少发动改变彼此边界的战争
[168]

 。费伦因此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很多根据他的逻辑承诺问题应该是最为严重的领土争端案例中，许多妥协仍然能够达成并为当事国所遵守。另外，国家还有其他选择，他们可以简单地冻结搁置纠纷，使争议退回原处。

最后，通过假定国家（或领导人）是风险规避或风险中性的
[169]

 ，费伦假定排除了一个战争的准充分原因（或有说为什么一些国家不会坚持他们的谈判立场），即有些国家是风险接受的。当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统治着一个国家，并且如果该国正好已经获得了一些重要能力，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将会引发战争。虽然像希特勒这样的极端案例十分罕见（老天保佑！），但风险接受型的领导人兴许未必如费伦所期待的那么稀有。正如勒博所言
[170]

 ，当领导人面对可能丧失尊严与威望的情形时，他们会变得相当能接受风险。

鲍威尔
[171]

 试图进一步探索承诺问题的根源。他声称，费伦对战争的三种“理性主义”解释可以最终被解构归入承诺问题中，战争因而仅仅是一个承诺问题。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事实上，他的解释（再次）混合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在费伦的讨论中，我们还隐约可以发现动机、意图、决心和能力几个因素，而到了鲍威尔的理论中，就只剩下“承诺问题”的标签了。鲍威尔把战争只当成一个承诺问题的做法从国家的战略计算中掩盖了、甚至是完全删除了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
[172]

 。虽然过分强调意图会扭曲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但无视意图的情况更为糟糕——它让我们对现实国际政治中不确定性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视而不见。

从根本上看，将战争视为承诺问题并不会增加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其仅仅是将不确定性问题重新贴上了一个并不十分有趣的标签
[173]

 。最后，通过边缘化、甚至删除意图的不确定性，正式或非正式的理性选择模型最终采取了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异常相似的立场。对于这些理论或模型而言，只有当战争毫无益处，才应该避免战争
[174]

 。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这一立场所依靠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更糟糕的是，经验事实全然不支持这一论调。1945年后国家间实现了大量的合作，但无论是出于意图的不确定性还是承诺问题的考虑，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理性选择理论家们都只能或暗或明地宣称：在世界政治中，只有极少的妥协可以达成。

4. 不朽的慕尼黑，还是被误解的慕尼黑？

在慕尼黑的悲剧中，张伯伦与达拉第对希特勒合并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要求做出了让步。这让慕尼黑永远与“绥靖政策”这一声名狼藉的术语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转而使慕尼黑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最为强大、最多援引并进而被最多滥用的意象之一。可以说，慕尼黑这一隐喻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决策者
[175]

 。对于许多人来说，慕尼黑的象征意义是一位野心家可以轻而易举地隐藏其真实的（恶意）意图，因此竞争性的政策总是比合作更为可取
[176]

 。此外，由于合作姿态（即示善信号）只会让对手变得变本加厉，（通过妥协而达成的）合作总是危险的。因此，竞争永远是一种更为可取的政策。

区分不确定性的五个维度将对有关慕尼黑的一些错误理解做出新的阐明和澄清。从本质上说，慕尼黑事件存在三种可能的理解方式，而只有其中的一种支持恶意容易被隐藏这一观点。另外两种理解实则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第一种理解认为，慕尼黑悲剧的产生是由于张伯伦没有意识到希特勒的恶意。第二种理解认为，尽管张伯伦意识到了希特勒的恶意，但他无法确认希特勒的野心与决心实际上有多大。这一理解并不支持恶意容易隐藏这一观点。其重点讨论的是张伯伦对希特勒扩张的范围和决心的不确定，而非希特勒的扩张意图。将这一理解与第一种解释等同就犯了将意图与决心或利益混为一谈的错误。第三种理解则认为，导致慕尼黑的悲剧的原因并非是张伯伦不确定希特勒的恶意或是虽然他认识到了恶意但不确定希特勒的贪婪程度，而是英国和法国缺乏相应的军事能力进而缺乏在慕尼黑抵抗希特勒的决心
[177]

 。同样，这一理解也不支持恶意容易被隐藏这一论点。

近期的经验研究已经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早至1934年，晚至1936年，当希特勒将莱茵兰地区再军事化后，大多数法国与英国的决策者，包括最为关键的张伯伦本人，就已经得出了德国对欧洲的和平造成了严重威胁这个结论。尽管莱恩
[178]

 、利普曼与列维
[179]

 、巴罗斯与伊姆莱
[180]

 对导致英国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确切原因意见相左，但他们都同意一点，至早在1933年，至迟到1936年，英国和法国都已经意识到了希特勒所带来的一目了然且迫在眉睫的危险
[181]

 。到了慕尼黑事件发生的时候，即使仍然很不确定希特勒的野心究竟有多大，英法两国的领导人对希特勒的侵略性与（发动战争的）决心的不确定已然为零。无论以何种方式衡量，对希特勒意图的不确定都不是导致慕尼黑悲剧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虽然可能有很多原因使英法两国没能坚定地去对抗希特勒，但没有意识到希特勒的恶意以及他带来的威胁肯定不在这些原因之中。尽管希特勒认识到了隐藏其真实意图的价值，但他从未像埃德尔斯坦
[182]

 所认为的那样擅长做这件事。事实上，正如基辛格
[183]

 早先所指出的，当面对一个类似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这样的革命性政权时，常见的错误并非是对意图的误判，而是低估其野心（即利益）与发动战争的决心。

因此，许多人将慕尼黑悲剧理解为表明恶意不易察觉的现实案例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慕尼黑神话的影响。其所造成的一个关键后果隐藏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定之中——因为意图本身难以被估测，所以对于国家而言更好的做法是将他国的意图假定为最恶，并将所有的妥协都视为“绥靖”
[184]

 。慕尼黑神话因此有力地阻止了国家通过保证来寻求合作，即使合作与竞争一样是自助的一种重要手段
[185]

 。

六、理论意义：打倒结构（现实主义）的正统地位！

上文讨论中最为明显的意涵在于我们需要区分不确定性的各个维度，用系统与动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并且以前后一致的含义来使用它们，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探讨更为清晰、连续和有效。让不确定性保持太多的含糊和歧义会让我们付出许多代价。除此之外，我们的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化来说至少还有另一层关键意义。

对于国家的动机或目标，从修昔底德到摩根索、沃尔弗斯的古典现实主义者给了（作为个人集合的）国家很大的选择自由，从安全、权力、统治到名望与虚荣都是可以选择的对象
[186]

 。然而，在沃尔兹
[187]

 的结构主义革命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都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国家追求生存是一个最基本的假定，而权力是一种追求生存的手段进而其本身也可以作为通向安全的间歇目标
[188]

 。此外，对于多数后沃尔兹时代的现实主义者而言，目标（或动机）与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动机受结构驱动（即被无政府状态支配），而意图的驱动力则来自单元层次
[189]

 。因此，虽然每个国家都在寻求更多的权力与安全，但不同的国家追求这两个目标的战略是不同的（即是恶意或善意的）。

这种由沃尔兹启迪的正统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启发了对国家行为与结构性结果的理论化
[190]

 。然而，套用麦克唐纳的话，这一正统只是“有用的小说”
[191]

 ，而非“奇迹制造者”
[192]

 。因为正统仅仅是“有用的小说”，其最终会弱化并误导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所以应该被坚定地予以拒绝。

首先，尽管很多人相信是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但无政府状态与对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对他人意图的不确定无所不在，即便是在等级制国家内的日常生活也如此。

更为关键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国家想要的不仅仅是抽象的安全与权力，而是切实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事物，比如特定的领土、可度量的货币收益、明确的投票份额、面子、威望、荣誉等等，并且后一类的情况更为多见。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将安全与权力的抽象概念作为目标对于把握国家真实动机的帮助是很有限的。政治家们（其他人也是一样）希望知道其他国家想要的是这样或那样的确切的东西，而非“安全”或“权力”这样的抽象事物。坚守国家追求权力或安全的主张削弱了国家利益天生拥有的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力，而这种解释力已经体现在了在马基雅维利的至理名言中（即“目的是手段的理由”）。很显然，不同的目标通常需要不同的能力、意图和决心。

为了理解真实的国家行为，我们必须探究国家的特定利益诉求。显然，如果我们仅仅保有国家追求安全与权力这一个观点，便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朝鲜与北越都如此致力于实现民族的统一。我们必须承认，金日成与胡志明都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而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兴起也预示着由他们二人所领导的国家将会被狂热民族主义强有力地驱动起来。相似的，如果没有抓住“共产主义阵营”的敌人印象在两场冲突爆发前就已经建立这一点，我们同样无法理解为何美国精英将朝鲜对韩国的侵略以及北越对南越的渗透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从反事实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的精英们将这两场战争建构为民族统一的战争，他们定然远远不会觉得自己必须要介入其中。

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国家行为（这也是新古典现实主义所宣称的目标），就不能仍然只听从这种结构正统
[193]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把动机（或利益、目标）作为国家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来进行解释，而不是通过假定国家追求权力与安全来将这一问题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没有对驱动国家的有形目标的一定了解，便无从去充分理解国家的行为。格雷泽
[194]

 、施维勒
[195]

 等现实主义者开始试图将所有的动机纳入相关的描述之中。他们起了个好头，但做得不够。沃尔弗斯
[196]

 认为国家安全存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这一根本性的洞见意味着我们必须将哥本哈根学派与社会建构主义共同纳入我们的分析和描述中。国家利益并非是由结构赋予的，而是由精英（以及公众，不过相比之下作用远不如前者）通过叙述中的话语行为建构出来的
[197]

 。在此过程中，文化因素需要纳入到描述和分析之中，因为社会心理学家们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文化因素确实影响着社会认知，包括归因
[198]

 。在此意义上，哥本哈根学派与社会心理学对于结构现实主义（以及结构建构主义）来说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挑战，还是一种必要的救济，因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国家利益的渠道。

同时，国际关系领域的心理学研究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于将心理学和大的研究议题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建构主义对身份与身份变化的强调显然是一块试验田。然而，多年以来，众多的建构主义研究文献同样过于结构化，并且一同忽视了所有的心理因素。不幸的是，如果说主要采用物质主义路径的现实主义或许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得起忽视人类社会中观念变化的现实过程及观念的变革的力量的代价，建构主义却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其所宣扬的正是观念的变革之力。因此，（没有心理学的）结构建构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我们需要建立起联结宏观社会（物质的与观念的）变化与心理变化的桥梁。另外，从安全化（或去安全化）、社会习得、建构到群体认同，哥本哈根学派、社会建构主义与社会心理学所强调的所有的过程影响国家目标界定与战略选择的关键途径都是国内政治。因此，要充分理解他国的行为，建构主义同样必须开始认真进行对国内政治的研究。

结构正统是一种作用很有限的工具，其为国际政治描绘了一幅不完整、甚至扭曲的图景。它“辉煌了”三十年，现在是我们同它彻底决裂的时刻了。

结论：超越国际关系的归因

不确定性的研究理应在国际关系以及其他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核心位置。在国际关系中，在对不确定性的既有探讨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由社会心理学的认知研究（尤其是其中的归因理论）所支撑的。然而，尽管近期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研究在理解现实世界政治方面是不令人满意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并未区分上文所提及的五个维度，也没有涉及五个维度间的动态互动。而且，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情形往往在实验中受到控制，其通常远远比现实政治中的情况更为简单。这样的结果就是，国际关系中对不确定性的现有研究往往是也未作区分的、非系统性的以及静态的。

本章中，笔者提出了一种针对国际关系的新的归因理论，而这种归因理论也能够从几个方面对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归因研究做出贡献。首先，其对行为的各种动因作出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其次，通过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们的归因受控于群体动态的影响，这一理论还指出了一种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结合起来的归因研究路径。再次，这一理论要求使用更为系统与动态的方法来研究归因，并将个人与集体的历史、身份以及话语引入到相关讨论中。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家从不吝于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不幸的是，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科学或社会学之间的对话常常是单向的：社会心理学家几乎只在彼此间汲取灵感。然而，通过向政治科学家与社会学家学习并与之合作，社会心理学家们可以收获许多的东西，因为前者对个体（从关键决策者到选民）在重要的现实生活情境中如何思考与行动知之甚多。因此，我们也需要心理学家从国际关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与社会学研究文献中吸纳和借鉴。毕竟，如果只拿大学二年级学生做实验，社会心理学不可能获得自身的发展与成熟。

为了在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科学或社会学之间形成双向对话，我们同样需要国际关系理论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去建构能够同时被实证和实验所论证的心理学理论。只有这样，国际关系理论家才能在理论上对社会心理学做出贡献。本章在此方向上迈出了一步
[199]

 。


表2-1　国际关系新的归因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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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以中苏联盟破裂的多重影响为例
[1]



唐世平　王　凯　杨　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一、导言

系统广泛地存在于宏观/微观世界、无机/有机世界以及自然/社会世界之中，因此，各学科几乎都会讨论系统并发展关于系统的理论。
[2]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对“系统”的探讨方兴未艾，并出现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复杂性转向”。
[3]

 罗伯特·杰维斯在广泛引用各学科成果并批评本学科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系统效应”(system effects)是这一转向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代表。
[4]



但是，国际关系学目前关于系统效应的讨论都没有给出一个分析系统效应的基本框架。比如，罗伯特·杰维斯只强调了系统效应的普遍存在，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去考察各种类型的系统效应，特别是战略行为的系统效应。本章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尝试。

事实上，任何行为体，特别是国家，都处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因此，充分理解系统效应并自觉运用系统效应思维进行战略思考能够提高战略分析和决策的水平。以中苏联盟破裂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多维影响为例，本章展示了四个维度和九种类型的系统效应的存在及其超越时空限制的影响力，并且进一步总结了应用系统效应的框架来优化战略评估的方法。笔者希冀这一分析框架在战略分析上的切实运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的战略分析水平。

在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

第一，之所以选取中苏联盟的破裂作为案例来阐述系统效应，是因为学界（历史/国际关系）已经全面和深入地研究过这一段历史
[5]

 ，而且大部分人士相当地了解和关心这一时期中苏之间以及中苏和美国之间的互动，所以本章可以在不带任何意识形态棱镜的情况下分析这段历史中行为体之间的真实互动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段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恰好为本章提供了一个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案例，透过这个案例，我们能够展示系统分析的强大力量。

第二，本章的主旨是通过对系统效应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来指出其对行为体的战略评估和决策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对中苏联盟破裂这一案例的讨论主要围绕某个特定的战略行为体（即中国）展开。这就意味着，我们强调中国放弃中苏联盟的战略决策会通过某些系统效应再次影响中国以后的战略行为和国际格局，并有意识地忽略了对此影响程度较低的其他系统效应。

第三，由于接触一手资料的困难性、决策者隐瞒战略意图以及在事后合理化战略行为的倾向，所以在下文中所提到的由战略行为导致的四组效应中，对意图性/非意图性效应的明确区分是最为困难的。为了尽可能地在避免谬误的同时保持本文的完整性，本章只能力求通过合理的逻辑演绎和接触更多史料的方法来判定战略行为体（中国）的意图。

本章按以下几个部分展开：首先，指出既有讨论的不足，进而对系统效应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义和分类。其次，以中苏联盟的破裂为例，证明多重系统效应的存在及其影响力。再次，总结应用系统效应的框架来优化战略评估的方法。最后，强调精细分析系统效应的意义。

二、如何理解系统效应？

罗伯特·杰维斯认为系统效应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但又常被忽视的部分，并且任何系统中的行为都会导致直接/间接、立即/延迟和意图性/非意图性三组效应。
[6]

 可是，杰维斯混淆了前两组效应，并没有对它们进行区分。我们认为，虽然直接/间接和立即/延迟这两组效应存在涵义上的重叠，但是对它们进行必要的区分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系统效应。此外，杰维斯没有注意到对发生了的/未发生的效应的区分同样体现了系统效应的一个维度，而未发生的效应只能通过反事实思考（counterfactual reasoning）来考察。更重要的是，目前关于系统效应的讨论尚未给出一个分析系统效应的基本框架。

为了更为完善地考察系统效应，在此有必要先更加精确地定义这四组效应。

第一，对直接/间接效应的区分主要反映了影响的传递性。直接效应指的是由某项战略直接导致的相关行为体的能力、认知和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间接效应则反映了因上述变化的产生而进一步导致的行为体之间后续的互动结果。

第二，对立即/延迟效应的区分通常依据时间维度。行为的某些效应也许很快就会显现，但是它的另一些效应则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比如，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会选择某个具体的专业，这一行为的立即效应之一是他将接触到这个专业的知识，而专业教育对于该学生职业发展影响的体现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三，对意图性/非意图性效应的区分需依据影响与预期相符合的程度。由于不同行为体对行为将在何时以及何处产生效果的预期不同，因此对意图性/非意图性效应的区分往往需要研究者考虑行为体的这些不同预期。意图性效应指的是某种行为造成的影响与行为体的预期相符，非意图性效应则包括预期之外的收获、预期之外的损失以及与预期相反的结果这三种可能的影响。

第四，对发生了的/未发生的效应的区分同样体现了系统效应。实际上，上述前三组效应都属于发生了的效应，即通过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来考察某一事实的影响。未发生的效应则体现了因某一历史事实（如某种战略行为）的发生而被阻止的其他可能事件。对未发生的效应的考察（主要使用逻辑和证据进行反事实思考）能进一步通过展现历史进程其他可能性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认识另一个维度的系统效应。

因此，系统效应可以细化为上述四组不同但又在含义上存在重叠的类别。通过将前三组发生了的效应组合成一个“2·2·2”的表格，我们可以得到八类细化后的系统效应（如表1所示），对它们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随后分析那些未发生的系统效应。

以中苏联盟的破裂为例，它对中国的对外战略造成了八类发生了的系统效应和另一类未发生的系统效应。下文首先将依次分析这八类发生了的效应，随后会运用反事实思考来考察那些未发生的效应。

三、中苏联盟破裂的多重系统效应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具体并相对详细地讨论中苏联盟破裂的多重系统效应，特别是中苏联盟破裂对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本章将中苏联盟破裂的具体时间界定在1959年年底，因为在这一年前后中苏在一系列国内、双边和国际事件上的冲突将两国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彻底公开化，维系中苏联盟的共同战略目标不复存在。
[7]

 虽然中苏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些场合仍然会寻求修复双边关系，但是这些补救措施恰恰反映了因联盟破裂而导致的两国间紧张（甚至敌对）关系。


表3-1　中苏联盟破裂的系统效应

[image: 095-i]


（一）直接、立即且意图性的效应： 中国获得更多的自主性

对中国来说，中苏联盟破裂造成的最直接、立即和意图性的效应就是获得了在内政和外交上的自主性，从而使得中国领导人有能力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意志来制定和执行国家的（内外）战略。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牛军认为，“（‘中间地带’理论）它的产生预示了中国革命运动在战后东亚格局中将独立发展的趋势，揭示了中国革命运动不会再受任何大国操纵的基本趋势”。
[8]

 按照牛军的逻辑，新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必然包含了“一些无奈”。这些“无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迅速涌上前台，中苏间长期存在的“控制”与“自主性”之争最终导致了中苏联盟的分裂，通过放弃中苏联盟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随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战略以及世界的格局。

（二）直接、延迟且意图性的效应： 影响世界对中国的战略认知

对于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国领导人而言，与苏联划清界限不仅可以给中国带来急需的“自主性”，而且能够以延迟的方式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对中国的战略认知——无论他国是否乐意见到，中国已决心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虽然鲜明的自我定位既可能带来朋友也会招致敌人，但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敢于也乐于看到这种局面，他们认为影响世界的对华认知是塑造一个理想世界的第一步，而且他们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

对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而言，中国所表现出来的“骄傲、急躁和好战情绪”被认为可能“被反对派利用，从而导致走向缓和的世界局势被重新拉回到冷战的轨道”。
[9]

 同一时期，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分裂的主流看法是“虽然中苏联盟发生了分裂，但是中国和苏联对西方世界的敌对态度是一致的，而且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激进和好战”。
[10]

 然而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者来说，即使中苏分裂会削弱革命的力量，一个坚持“暴力革命”原则的强大中国无疑也会被视为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福音。

通过改变自身，中国领导人确实做到了“意图性”地影响世界的认知。但是，一旦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意图性效应并没有完全按照决策者的战略构想带来令人满意的战略效果。

（三）直接、立即且非意图性的效应

1. 中国面临的战略孤立程度陡增

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在谋求扩大国家自主性的同时会考虑这种自主战略将导致多大程度的负面效果，因此他们尽力扩大收益（自主性），并力图减少损失（如可能的战略孤立局面）。但是，中国领导人毕竟无法完全预期苏联的战略回应和中苏（以及系统中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及其盟国）互动的前景。对于中国来说，陡增的战略孤立局面主要来自苏联的一系列战略回应，如在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社会中公然贬低并斥责中国、制造边境摩擦以及不断加强中苏边境的苏联军事力量等。苏联的行为明显超出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可能回应的预期，至此，中国同时面临来自诸多行为体（比如美、苏、印）的安全威胁，而这种陡增的战略孤立局面将进一步深刻地影响中国以后的对外战略。

2. 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中国领导人希望通过与苏联划清界限来获得国家的自主性并且力图在国际共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们并不愿意见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自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后，中苏关于未来国际共运方向的相互冲突的观点已经固化，但是在1959年年底到1961年年末，中国和苏联都仍然把缓和中苏关系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确定为基本政策。
[11]

 在这一时期，中苏双方都试图利用不同的场合来说服对方。毛泽东相信，中共可以通过有限制的斗争手段来影响苏共，从而达到帮助赫鲁晓夫转变态度的目的，但是这种以斗争促团结的方式最终没能如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起到教育苏联的效果，反而促进了国际共运中“左派”和“右派”分野的形成，并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既成事实。

3. 削弱了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地位

对苏联而言，中苏联盟破裂削弱了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并进一步导致苏联积极拉拢亚太地区的其他战略行为体。中苏从“朋友”到“竞争者”（再到“敌人”）的身份转变迅速增大了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压力，削弱了它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为了制衡中国并恢复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苏联积极在这一地区强化盟友关系，苏联的这一战略意图随后导致了中苏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

（四）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的效应： 导致中美之间相互认知的改变

中苏联盟的破裂并没有立即导致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发生变化，更准确地说，这种变化是以一种延迟的形式产生于中苏由分裂走向兵戎相见的互动过程中。

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决策层来说一直都是难以把握的，中美之间的历史纠葛、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战略对峙导致即使在中苏争斗愈演愈烈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依然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12]

 然而，当苏联在中苏边境上陈兵百万后，中苏分裂的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效应终于体现了出来。1969年年初，毛泽东让陈毅等老帅们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的举动既是为了了解党内战略人士对未来中国国际战略的看法，也是为了获得更为广泛的党内支持以期逐渐调整对美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战略。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认知的改变与中苏分裂以及随后苏联对中国的严重安全威胁休戚相关。

对于美国而言，中苏从联盟分裂到公开对抗的过程同样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影响了其对华认知。冷战爆发后，美国外交政策圈内大致有两大派别：一派更加拘泥于僵硬的意识形态分野，另一派则强调对社会主义阵营“分而治之”的可能性。中苏联盟的破裂以及随后的兵戎相见有力地挑战了前一派战略家的世界观和战略逻辑，渐渐增大了美国外交圈内后一派精英的话语权。当然，中美之间的接近与缓和绝不仅仅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但是，中苏联盟破裂和交恶的过程使得“共产主义运动是铁板一块”这样的判定不攻自破，迫使美国战略界不能继续完全使用“意识形态因素”来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解，进而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更加有可能发生。就这一点来说，中苏联盟破裂以及后来的公开对抗对美国精英战略思想的影响是无法被其他的可能事件所替代的。

（五）间接、立即且意图性的效应： 促进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左”倾

中苏联盟从出现间隙到最终分裂的过程导致中国领导人不断获取并不断捍卫来之不易的国家“自主性”，而中国对“自主性”的追求最终在国际压力、国内政治变化和经济衰退的互动中演变成中国领导人对本国“左”倾模式的盲目崇拜，它体现在领导人对于时代特征、战争、和平、革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固化。

进一步来看，中苏联盟的破裂导致中国领导人必须合理地向国际和国内社会解释为什么“苏联老大哥”现在转变成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阻碍和威胁、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模式代表了正统的马列主义道路并且值得效仿，中国外交战略中“左”的倾向正是在这样一种朴素的逻辑中被不断强化。中苏分裂以及随后的中苏论战“使中国共产党内已经产生的‘左’倾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了，并且一步步深入全党的思想教育和每个党员的头脑”。
[13]

 在对外战略领域，这种“左”的倾向逐渐将“和平共处”的原则边缘化，进而影响到具体政策的制定。

（六）间接、延迟且意图性的效应： 推动了中国的“革命外交”

中苏联盟破裂带来的中国“自主性”的提升以及“左”的意识形态在对外战略领域的泛滥共同促进了中国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渐走向极端（推动“世界革命”）。“革命外交”要求中国领导人用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五种表现形式：（1）通过国内宣传和动员为“革命外交”提供支持；（2）利用驻外机构和人员宣传革命思想；（3）通过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支持（甚至要求）第三世界国家进行革命；（4）派出（准）战斗人员直接参与国外的革命运动；（5）直接针对“美帝、苏修和反对派”进行军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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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外交”的实施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属于意图性效应，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例如促进了国外“毛派”运动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繁荣及其在当代的延续。但是，“革命外交”导致的其他诸多后果则更多属于超出政策制定者预期的非意图性效应，例如损害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性。

（七）间接、立即且非意图性的效应

1. 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

虽然中国领导人长期抱有在第三世界交朋友的战略意图，但是从现有资料来看，中苏联盟破裂给中国带来的非意图性效应（即战略孤立局面带来的巨大压力）间接并立即促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至中苏论战最激烈的1964年间，周恩来总理曾三次密集出访了27个亚非国家，出访时间分别是在1956年年底到1957年年初、1960年年初以及1963年年底至1964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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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周总理这三次出访的时机，则不难发现这三次大规模出访都发生在标志着中苏双边矛盾显著升级的事件之后，即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1959年戴维营会议后的美苏缓和态势和中印边界冲突以及1963年开始的中苏论战。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通过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整体上确实有助于打破中苏分裂后陡增的战略孤立局面，但是，这种和平的交朋友政策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为应对战略孤立局面而采取的一种权宜和无奈之举，它与“革命外交”政策在手段和目标上的差异正反映了中苏分裂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巨大影响。

2. 推动了越南战争的升级

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推动世界革命是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领导人所希望达成的对外战略目标之一，但是直接在家门口卷入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显然并不符合他们的初衷。本文认为中苏联盟破裂间接并立即地推动了越战的升级，而这场发生在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战争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则是非意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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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联盟的破裂通过影响越战的两个主要行为体（中国和美国）进而促进了越战在20世纪60年代前中期的升级。首先，对于中国来说，中苏分裂导致中国必须全力支持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且造成中国对越政策的战略回旋余地极小，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1）中国的自我定位、“左”倾的对外战略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事实导致中国放弃支持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内外）声誉损失将是极其高昂的；（2）战略孤立局面造成中国害怕越南彻底变成美国人或者是苏联人的地盘，因为这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

其次，虽然美国卷入越南问题的动机主要来自于其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需要以及对所谓的“多米诺效应”的恐惧，但是美国之所以敢于在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再次在中国家门口挑起并主动升级冲突，则与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苏分裂（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危机）对中国行为的限制作用不无关系。

简而言之，一方面，中苏分裂造成中国必须支持越南革命；而另一方面，美国仅仅从中苏分裂的事实中注意到了中国“战略能力”的降低，却忽视了中国的“革命决心”。在中美双方的互动下，越战在20世纪60年代前中期升级。

3. 推动了印度对华军事冒险政策的制定并加剧了中苏冲突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同样受到了中苏分裂的促进作用。这场中印较量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20世纪50年代晚期尼赫鲁政府的军事冒险政策（集中体现为1961年印度制定的“前进政策”）。进一步分析，印度之所以敢于制定这种进攻性的政策，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印之间存在未解决的地缘政治矛盾，这对寻求大国地位的印度来说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其次，印度认为中苏分裂所导致的美苏对华认知变化和中国的战略孤立局面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机会，如果印度处理得当，那么印度的反华政策将会同时获得美苏的支持。最后，印度高估了中国在“大跃进”后面临的国内困难。

虽然印度挑起了冲突，但是中国却主导了这场战争的形式（快速的歼灭战）和结果（中方胜利后单方面后撤），而中国选择这种令世界吃惊的方式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因则可以部分归结为中国自主性的提升、陡增的战略孤立局面和“左”的对外战略方针。此外，从长期影响来看，由中苏分裂推动的中印边界冲突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中苏以及中美之间的冲突，而且塑造了冷战期间南亚的战略格局（即印巴敌对、中巴接近、美苏竞相拉拢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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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的效应

战略行为发生在一个包含各类行为体的国际系统而非真空环境内，它必然招致其他行为体的战略回应，这种“行为—回应”互动链条的延伸导致国际体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互动行为和结果。对于初始的战略行为来说，这些体现着系统效应的互动行为和结果将不断贴近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的维度，因此，这一类效应是数量最为可观的一类发生了的效应。

1. 促进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与缓和

中苏联盟破裂以及随后的兵戎相见以一种延迟的形式促使中美双方考虑改善双边关系，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的接触和缓和。但是，中苏分裂并非是导致中美建交的充分条件，中美关系在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的“破冰”却不能保障中美克服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所有障碍，苏联在全球范围的进攻性战略才是推进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通过积极促成美苏缓和来消减中美关系破冰带来的战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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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美苏缓和的结果反过来造成美国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降低。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中美两国共同认为苏联的军备建设以及它在全世界发动的代理人战争（在中南半岛、中亚和非洲等地）对自己构成了最主要的威胁，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步骤才得以迅速加快。

中美关系破冰随后打开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交流的大门，中日（1972年）、中英（1972年）、中德（1972年）的正式建交以及1973年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首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元首）的中国之行无疑极大地受到了中美接近的直接影响。

2.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中苏联盟破裂十余年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中苏联盟的破裂以一种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的方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具体来说，中苏联盟破裂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三大历史“遗产”，即自主性、战略孤立和“左”倾意识形态，而这三大遗产通过不同的逻辑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中苏分裂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必需的能力——国家自主性。其次，为了扭转恶化的战略孤立局面而采取与西方“破冰”的战略使得中国得以再次“睁眼看世界”，为改革开放“打好了前哨”。最后，“左”倾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的影响并非是直接的，而是遵循着原因—后果—反思的路径。从一定程度上说，“左”倾的失败产生了改革开放得以生存的土壤。

3. 导致中日因快速建交的需要而搁置双边问题

1972年中日迅速建交导致的双边遗留问题在当代的发酵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效应。20世纪70年代初，应对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摆脱战略孤立局面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因此快速建立并稳定中日双边外交关系是中国政府的头等议题，而战争赔偿问题、中日（民间）和解与钓鱼岛问题等议题就不得不被置于“搁置”的状态。然而，冷战结束后，中日之间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再次相互纠缠和发酵，制约了中国的发展战略，并恶化了东亚的安全困境。

4. 造成台湾地区不可逆转地被边缘化

中苏联盟的破裂虽然造成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中期的战略孤立局面，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并没有给台湾地区带来相对大陆的战略优势：首先，历史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嘲弄了7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中苏联盟破裂推动的中美破冰和它的“多米诺效应”导致“国民党政权”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边缘化（被“断交”、失去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其次，中国随后的改革开放进一步不可逆转地扩大了大陆对台湾地区的战略优势。

5. 支撑了越南统一后的扩张野心

一方面，当中美在支持各自盟友和避免越战无限升级的矛盾中走向和解后，越南劳动党从战争的废墟中成长为中南半岛上最富斗争经验和能力的行为体，并且日益不满曾经的盟友——中国；另一方面，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调整了“三和政策”，开始积极介入越南局势，谋求提升因中苏联盟破裂而在亚洲受到削弱的战略地位。在中苏关系持续恶化、苏联在全球的进攻态势明显以及中美双边关系得到提升的情况下，越南选择倒向苏联以支撑其日益膨胀的扩张野心。苏联的大批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导致越南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和意愿得到增强，并进一步导致中越和中苏矛盾显著升级。

6. 维护了朝鲜的稳定，并导致了朝鲜的相对孤立

朝鲜之所以能够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60年里保持稳定（既未再次受到资本主义阵营的军事干涉，也未受到社会主义大国的过度干预），与中苏联盟破裂导致的多种系统效应不无关系：首先，中苏联盟分裂导致朝鲜获得了不对称的战略地位（可以在中苏之间谋求平衡）；其次，由中苏分裂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使朝鲜进一步获得了意料之外的红利——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使中国有强大的动机来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最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使得中国有能力为朝鲜的生存提供必要的物质和安全保障。虽然中苏联盟破裂客观上促进了朝鲜的稳定，但是它的其他系统效应（促进中国与美日韩的交往）却造成了朝鲜的相对孤立。

（九）未发生的效应： 历史的其他可能走向

使用反事实思考得出的未发生的效应可以揭示历史的其他可能走向。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通过不同的逻辑路径和证据能够得出不同的未发生的效应，但是受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中苏分裂导致的若干相对重要的未发生的效应。笔者认为，如果中苏联盟没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或者说破裂的时间大大推迟，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度和范围将扩大、中西的隔离和对抗期将延长，从而会导致中国某种形式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被推迟。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假定中央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必然会导致某种形式的苏东剧变（亦即苏东剧变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外生于中苏关系），则中国将不得不被动地应对由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其后果将难以想象。

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度和范围将扩大

如上文所述，中苏联盟破裂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斗争。然而，如果中苏联盟没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或者说破裂的时间大大推迟，那么随着中苏整体实力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幅提升（如果中苏能够避免分裂，则苏联将继续支援中国的建设）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危机（如美国深陷越南战场、石油危机等），则中苏的长期合作将有能力并且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扩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力度和范围。

2. 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隔离和对抗期延长

如果中苏联盟没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则中苏双方仍将在相互妥协中保持联盟至少形式上的完整性，但是双方关于国家自主性和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论势必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自主性和战略孤立状态必然同时降低，则中国将不能（自主性低）或者不愿（缺乏战略孤立带来的接触动机）主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此外，如果中苏联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则冷战中两大阵营的对立将会持续固化，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很难发生变化，其接触中国的动机必然减弱。综合上述逻辑，除非中苏联盟在晚于现实的某个时间产生某种严重的裂痕或者苏联（也可能是中国）国内政治发生类似“新思维”的剧变，否则中国很难在70年代初期就能与西方“破冰”，而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隔离和对抗期将会延长。相应地，中国某种形式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也将会被推迟。

3. 中国受苏东剧变的冲击力将增大

现实中的苏东剧变导致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被动地接受了社会主义阵营崩溃造成的巨大冲击，民主转型并没有立即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相比之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在较早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发起的、更加主动和可控的改革过程，因此，在中国已经坚定不移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十年之后，中国能够相对轻松地应对苏东剧变的巨大压力。但是，如果苏东剧变发生时中苏依然保持了稳固的盟友关系（假设中苏联盟的稳固并不能阻止苏联发生某种形式的剧变），那么在对西方制度缺乏了解和缺少接触的情况下，中国将不得不被动地应对由某种形式的苏东剧变导致的巨大冲击力，中国当今的走向将难以预料。

四、应用系统效应框架来优化战略评估的方法

上文以中苏联盟的破裂为例，证明了多种系统效应的存在及其影响力。但是，系统效应的存在并不会导致人类的行为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没有直截了当的方式达到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目标。相反，通过更为完善地评估战略行为可能会导致的诸多系统效应，政策制定者可以更为精准地设定达成战略目标的路径或者尽快调整难以达成的战略目标。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考察战略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系统效应。

（一）重视多种系统效应

上文已经展示了中苏联盟的分裂会导致八种发生了的和另一种未发生的系统效应。随着这些效应越来越贴近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的维度，它们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最终参与塑造了当代东亚（甚至世界）的格局。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战略的评估和决策阶段应特别重视分析由潜在的战略行为所引发的系统效应，特别是那些不断贴近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维度的效应。

为了全面地考察系统效应，我们可以先从绘制战略行为（或者战略结果）的影响图入手（参见图3-1）。在这个初步的评估图中，实线箭头表示确定的影响，虚线结构表示不确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前者几乎是无条件的：只要中苏联盟破裂，就一定会产生（比如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后者是有条件的：中苏联盟的破裂可能只是必要条件，但不充分（比如中美和解）。但是，一旦某些有条件的结果成立，它又会导致一些其他的结果必然发生（比如，在中美和解后，中日交往和中韩交往的增强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朝鲜的相对孤立）。通过绘制这样的影响图，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握各种可能的影响，更为方便地推敲某个具体的影响到底属于哪一类系统效应。随后对系统效应的考察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完善初步的影响图。

（二）考察系统效应应从直接效应开始

分析某一具体战略可能导致的系统效应应从该战略对相关行为体的能力、认知和国内外战略环境造成的直接效应出发（即首先评估表3-1中的“直接效应”这一列），无论这种效应包含立即/延期还是意图性/非意图性的维度。

考察战略行为的直接效应是我们进一步分析各种间接效应的基础。比如，中苏联盟破裂导致的直接效应大致包括以下六点：（1）中国获得更多自主性；（2）影响世界对中国的战略认知；（3）中国面临的战略孤立程度陡增；（4）社会主义阵营分裂；（5）削弱了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地位；（6）导致中美之间相互认知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较准确地考察这些直接效应，那么我们就有信心预测相关行为体未来的战略行为和它们之间的互动。因此，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分析多种系统效应，政策制定者应遵循直接效应到间接效应的逻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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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中苏联盟破裂的影响图



（三）评估各种意图性/非意图性和立即/延期的直接效应

在评估各种类型的直接效应时，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意图性/非意图性效应和立即/延期效应这两个维度。意图性的直接效应往往集中体现了某项战略的主要目标，无论这种效应是立即还是延迟的（两者的区别仅反映在达成战略目标所需的时间维度上）。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确定某项战略的主要目标以及实现各项目标所需的时间是评估战略的第一步。

在完成评估的第一步后，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某项战略可能直接导致的立即、非意图性效应或延迟、非意图性效应。在分析这些效应时，政策制定者必须考察这项战略会在一个长时间段内影响哪些相关行为体，是否会导致这些行为体的能力、认知和战略环境发生某些变化。再次以中苏联盟的破裂为例，如果中国领导人在做出放弃中苏联盟的决策前能够全面评估在中苏分裂的短期内“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战略环境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国际共运的前景是否会受到影响”以及从长期来看“是否会影响各主要大国的战略判断”，那么中国领导人就可以根据这些可能的非意图性效应来调整战略路径和战略目标，甚至会因为达成目标的成本太大而暂时放弃战略行为（即更加主动地寻求避免中苏分裂）。

（四）在直接效应的基础上考察各种间接效应

在一个系统中，行为体不可能指望己方的行为不对系统中的行为体或系统的环境产生任何影响，每项战略行为带来的相关行为体的能力、认知和环境的变化必将造成这些行为体考虑采取相应的应对战略（即系统的反馈作用），从而进一步导致系统中各个行为体之间后续的战略互动。因此，为了尽可能准确而全面地预测这些互动，政策制定者需要在直接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诸多可能的间接效应。而且，有一点必须牢记：间接效应通常比直接效应更加广泛，其影响也更加深远。

首先，有些间接效应可以较为方便地从直接效应推测出来。例如，当中苏分裂导致中国的孤立局面陡增时，与利害关系较少的第三世界发展友好关系就是一种非常可能被执行的战略。

其次，对另一些间接效应的评估必须将战略的直接效应与其他外生于该战略的因素（如既有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格局等）联系起来考察。例如，当中国被孤立且被视为“危险”的国家时，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关系的印度将有机会和动机采取冒险的对华政策。

最后，更多的间接效应来源于外生因素、直接效应和已发生的间接效应的综合作用。例如，如果苏联的扩张意图明显、中国长期受困于战略孤立并且中苏矛盾加剧等条件会同时存在，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可以合乎逻辑地考虑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近的可能性。

（五）使用反事实思考来分析未发生的效应

政策制定者除了需要评估可能由某项战略导致的上述三个维度的系统效应，还必须使用反事实思考来分析战略行为可能造成的未发生的效应。虽然使用发生了的/未发生的效应来评估尚未被执行的战略与分析历史上已发生的战略之间存在表面上的不同，但是考察这一维度的系统效应仍然可以有助于完善战略评估，因为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战略行为将会通过何种路径带来什么，而且应该清楚它会怎样导致我们失去什么。

对于任何一项处于评估阶段的战略计划来说，虽然该项战略中所描绘的、达到战略目标的路径实际上都处于未实现的状态，但是这些路径实际上体现了政策制定者预期中的发生了的效应。相应地，该项战略的未发生的效应相当于使用反事实思考来预测该战略的实施可能会阻止系统中的哪些变化（即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在实际分析未发生的效应时，除了首先提出反事实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利用在考察诸多发生了的效应时使用的逻辑和证据，因此，首先分析发生了的效应，再分析未发生的效应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上文在分析了中苏分裂导致的诸多发生了的效应后，就可以较为有效地推测出中苏分裂导致的某些未发生的效应（即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或多种与现实大相径庭的可能走向）。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如果要通过战略设计来建立一条最为有利的、通向未来的路径，那么评估各项战略可能导致的未发生的效应则是必需的步骤之一。

五、结论

本章展现了系统效应在国际安全战略中的存在及其巨大影响力。在国际系统内，每一项安全战略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战略发起者的后续行为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以中国放弃中苏联盟的战略行为为例，它不仅以各种方式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战略行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亚、南亚甚至世界的走向。通过进一步将系统效应细化为四个维度和九种类型，本章提供了一个分析系统效应的框架，因而具有理论和现实价值。

本章强调，习惯性地采用线性思维方式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系统和更广范围的人类社会，为了应对系统的挑战，我们必须采用系统效应的（乃至进化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只有应用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才有可能充分理解并积极发掘社会科学中广泛存在的、以系统中的互动为基础的社会机制（如路径依赖、多米诺骨牌效应以及反馈等）。

具体到战略的层面，本章对系统效应的讨论在两个方面有助于国家战略的制定。首先，这一分析有助于优化己方的战略评估。通过更为全面地评估战略行为可能会导致的诸多系统效应，政策制定者可以更为精准地设定达成战略目标的路径或者尽快调整难以达成的战略目标。其次，对系统效应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应对对手的战略。通过评估对手的战略可能导致的诸多系统效应，我们可以寻找并利用该战略的不足和疏漏，从而方便我们“对症下药”。

对中国的安全战略来说，系统效应给予我们的提醒是非常有用的。首先，系统效应的存在要求我们统筹协调各项国家安全战略。中国的外交中存在大量的战略思路和概念，例如，按照外交对象划分的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按照外交手段划分的政党、文化、经济和军事外交以及因具体议题而异的领域外交（能源、人权、环境和网络等），这些不同层次的战略的实施会导致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系统效应，因而极有可能影响各自战略目标的达成。其次，相比其他影响力有限的国家，中国制定的安全战略必将对世界产生更为深远的系统效应，因此，抱着对中国和世界负责的态度，中国更应该关注国家战略的系统效应。最后，系统效应的存在要求我们不能过分简单地评价历史，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本章的案例中：中苏联盟的破裂在短期内既增强了中国的自主性又造成了中国的战略孤立，但是从长远来看却间接、延迟和非意图性地促进了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虽然这其中的许多系统效应可能都不是中国领导人所能预想到的，更谈不上是设计好的。

本章给出了应用系统效应进行战略评估和决策的分析框架，但是，具体的战略评估需要战略分析人士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运用这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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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历史案例


第四章　英法对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1931—1939）

吴征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案例介绍

绥靖政策可能算得上是二战研究中最为关键、也最为复杂的课题之一，对该政策的形成、成败以及影响的研究，卷帙浩瀚并且歧异颇多。本案例介绍，重点不在于提供某种结论，仅在于描述绥靖政策的基本情况，并引导学生自主进入原始历史材料及颇具影响的后世研究中，提醒学生应当重点关注的诸多战略要素，并进而形成自己的战略判断，培育学生的战略思维和判断能力。

一、绥靖政策的含义

绥靖政策（appeasement）大致用来指西方大国（尤其是英法两国）对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法西斯国家种种行为采取的不断退让、息事宁人的政策。英法两国对德绥靖政策则是对二战爆发及其毁灭性后果、英法两国战时及战后国运有决定性影响的战略决策。该政策被认为最早始于一战结束之初，到张伯伦时期形成比较系统的战略构想并且不乏支持者（而此时法国瘫痪，其外交政策几乎完全依赖于英国），二战爆发后，随着丘吉尔的上台，绥靖政策被完全抛弃。

二、英法对德绥靖政策（1931—1939）的由来和形成背景

笼统地称“英法”对德绥靖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法国外交全无自身判断，几乎依赖于英国。而这一政策的形成，受到了复杂的时代背景、国际环境和决策者等各层次因素的影响。

一战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人员损失使得整个欧洲到处弥漫着和平主义倾向，战争爆发的原因被主要归为传统均势的问题，自由国际主义思潮被许多人接受，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众在心理上根本无法接受另一次大战，这样一种广泛的反战情绪正是英法绥靖政策形成的温床。

针对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的对德条约，西方政治舆论逐渐认为其过于苛刻，而英国作为战胜国却无意于维护凡尔赛体系，甚至出于某种对德内疚，怀疑甚至否定凡尔赛体系。这一切刺激了英国绥靖政策的形成。而法国方面，出于其自德国诞生以来就存在的对德恐惧，力主严惩德国，但经过了战后初期在对德问题上与英国的严重对立之后，法国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并由于其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其外交政策逐渐完全依赖于英国。

20世纪30年代，适逢经济大危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经济都濒临瘫痪，以邻为壑的基本政策进一步使得英法两国经济雪上加霜。由于英国国内公众关注点集中于社会福利等问题，英国政府无视国际环境，削减军备开支，直至1938年才开始大举重整军备。法国更是历经国内政局动荡，内阁走马灯般更换，无暇外顾。经济危机导致英法两国政府不得不将更多精力放在各自的国内事务上，这是导致绥靖政策的重要动因。

对英国这个传统的殖民帝国而言，一战后来自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民族反抗进一步消耗了他的资源和精力，因此英国决策者愈加关注已经日益捉襟见肘的帝国事务，从而更不乐意去承担其在欧洲大陆的义务。

此外，英国绥靖政策还受到该政策在处理其国内冲突时大获成功的鼓励。通过扩展选举权，顺从工人和矿场劳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前后相继的多届英国政府消除了政治煽动分子推动国内革命的隐患，说服了大众去经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表达诉求。国内政治的榜样促使张伯伦相信，类似的战略可以被用来与希特勒打交道。

不容忽视的是，英法绥靖政策的背后还存在着“俄国”因素。作为一个传统上与英国一同反对欧陆霸主的另一个“侧翼强国”，俄国在一战后变为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此时尚处于外交孤立之中并对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深怀猜忌和敌意。如今在英国看来，与苏联和平共处甚至结盟几乎都不可期待，相反，苏联对自己的敌意非常明显。因此，防止德国与苏联联盟，并依靠德国作为抵抗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也成为英国对德绥靖的一大考虑。而法国在“联苏制德”的“巴图外交”失败后，就出现了赖伐尔的外交转向，法国同样开始走上对德绥靖的道路。

最后，绥靖政策的实施与这一时期英法外交决策者的个人因素也密切相关。这一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主政者分别是鲍德温、麦克唐纳以及“臭名昭著”的张伯伦，尤其在张伯伦时期，绥靖政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思想，而张伯伦却被希特勒戏称为“小毛虫”。在同一时期，法国的赖伐尔政府于1934年改变“巴图外交”战略，肇始了“绥靖”政策。等到了达拉第主事时期，法国外交开始完全依赖于英国，从而造成了英法绥靖政策基本定型的既成事实。

三、绥靖政策的实施过程

1.“麦克唐纳方案”

1933年3月16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出一个旨在“全面解决裁军问题”的方案和“有限裁军”构想，要求大量削减法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的军队，同时允许德国军队在5年内扩充为20万人。这实际上是“扶德抑法”之举，这一方案一旦实施将会使得德国拥有了扩军甚至与其他国家军备平等的权利。因此该方案遭到法国的坚决反对，而德国则借此于10月14日退出裁军会议，并于10月19日退出国联。这一时期英法虽尚有不合，但英国的绥靖苗头已经相当明显。

2.“巴图外交”的失败

出于数个世纪以来对德国的恐惧，法国在一战之后力主严惩德国，并着力防止德国再度崛起，反对“麦克唐纳方案”。随后，时任法国外长的巴图提出了“东方条约”，他认为对希特勒的让步会是致命的，该条约意在联合欧洲各国，尤其是苏联，并囊括德国，通过集体安全机制来约束并遏制德国。然而该条约并未得到英国的积极支持，德国、波兰则明确反对。1934年10月9日，巴图被刺，该条约也最终破产。“巴图外交”的失败是英国绥靖政策的早期影响之一，也进一步导致了法国外交在赖伐尔上台后的绥靖转向。

3. 希特勒公然毁约及英法的反应

1935年，希特勒一再公开毁约，他宣称德国不再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军队人数已逐渐达到48万，而英国政府对此未采取任何措施。相反，英国鲍德温政府上台伊始，即与德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为德国冲破凡尔赛条约放手扩军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1936年3月德国进兵莱茵非军事区，事实证明这是希特勒的试探性进兵，而此时英国国内虽有主张强硬的丘吉尔派与主张绥靖的张伯伦派之争，但最终张伯伦派占了上风，因此并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法国更是在这个事关自己生死的关键性问题上一味对德姑息，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仅仅在国联会议上以一纸“谴责”不了了之。进兵莱茵区事件，是法国绥靖政策最终定型的重要标识，而英国在这一试探性事件上的绥靖政策，大大鼓励了希特勒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4. 张伯伦与绥靖政策的形成

1937年5月张伯伦就任英国首相，正式开始鼓吹并实施自成一体的绥靖政策，希望能够促进欧洲问题的总解决：政治上，承认希特勒统一德意志民族的正当性，满足其要求，但要求德国允诺使用和平途径实现其目标；经济上，在德国对欧洲安全作出严格保证后，英国考虑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殖民地问题上，英法可以做出一些让步。张伯伦实施并推进其绥靖政策主要在以下几方面着力：派遣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访问德国，同希特勒会谈，并向希特勒介绍了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表示只要希特勒同意用和平的方法，英国不会用武力来阻止希特勒所要求的变化。张伯伦认为此次出访是一个巨大成功，而希特勒则借机摸清了英国政府的意图，之后行动更肆无忌惮。同时，张伯伦为了促成其旨在达到欧洲问题总解决的绥靖政策的成功，对法国施加外交压力，法国外交政策进一步与英国趋同，走上对德绥靖道路。

5. 德奥合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及英法反应

1938年3月，希特勒进兵奥地利，德奥合并。这一事态的发展完全背离了凡尔赛体系，防止德奥合并一向是凡尔赛体系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然而，张伯伦在英国内阁紧急会议上认为希特勒对奥地利的吞并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不应该为了这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而放弃绥靖、放弃和平。同时，法国也没有做出任何强硬反应。丧失了一切国际支持的奥地利最终屈从于德国要求，而这正符合张伯伦的条件——德国通过和平手段取得对奥地利的控制。3月13日，奥地利正式并入德意志帝国。

吞并奥地利后，希特勒又转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他最重要的理由在于，一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建国之时，约300万德裔被纳入其版图内的苏台德区，因而违背了民族自决原则，而这些德裔大部分位于苏台德区。1938年9月他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出驻在居民多数为德裔的地区的一切警察并将管辖权交给当地居民。随后，张伯伦在波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表示承认苏台德地区必须分离出来这一原则，并返回伦敦说服他的同僚和法国人，使他们确信有必要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意苏台德德裔自决，以确保张伯伦的最终目标——和平。9月29日，张伯伦与达拉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签署了《慕尼黑协定》，满足了希特勒的几乎所有要求，回国后向国人宣告：“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

1939年3月，希特勒入侵捷克省份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破坏《慕尼黑协定》。英法被迫向波兰提供安全保证，此次含有威胁意味的许诺表明英法对德绥靖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

6. 二战爆发与丘吉尔上台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并开始所谓“奇怪的战争”(因为英法直到1940年没有对德国动用一兵一卒，没发一枪一弹)。1940年5月，德国发动西线进攻，张伯伦辞去首相职务，由丘吉尔接替。一个月后，法国败亡。至此，绥靖政策被完全抛弃。

四、简评

英法对德绥靖政策评估一直是学界争论不已的重大课题，采取这一战略是否必要？是否有更好的选择？二战是否可以避免？在进行绥靖政策的过程中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该政策的最终失败？是否有成功的可能？这些都可以通过研习材料得出自己的判断。惟一有结论的是，无论出于何种因素，英法对德绥靖最终并未成功阻止二战的爆发，由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又一次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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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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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绥靖和“未卜先知的强硬应对”之外，张伯伦的政策是否还有别的选择？【提示：请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来设计不同的战略选择。】从1936年看，张伯伦的其他战略选择是否可以成功？ 【提示：你需要给出张伯伦的政策可以成功的条件。比如，你可能需要指出，如果英法的目标是延缓二战的爆发，那么英法对德绥靖政策究竟是加快了还是延缓了二战的爆发？】

3. 英法对德绥靖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参考《理解战略行为》一文中关于“理解战略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一节的内容。】

4. 【反事实问搪】
 假如十月革命没有爆发，或者革命后俄国没有变成一个仇视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国家，并因而英俄或者法俄得以结盟，英法对德绥靖是否依然会实行？

5. 【反事实问搪】
 假如主张建立“东方条约”、遏制德国的法国外长巴图能够躲过1934年10月法西斯分子的刺杀行动，那么，随后英法的对德战略可能会发生何种变化，此后5—10年内欧洲的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


第五章　希特勒进攻苏联（1940—1941）

徐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案例介绍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军190个师又3个独立旅、共约550多万人，47000门火炮，4500架飞机，4500辆坦克，分北方、中央和南方三个集群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德军航空兵猛烈轰炸了苏联西部的机场、重要城市、交通枢纽、铁路、吊车厂、陆海空军基地及正在向国界线开进的部队。苏联方面毫无防备，苏军在半天内损失1200多架飞机，一个月内损失60多个师，160万人，并全线溃退。

一、德国对苏战争计划

法国被打败后，德国立即开始研究入侵苏联问题。1940年7月，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约德尔就透露，希特勒已决定进行对苏战争准备。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也向下属声称，德国必须发动“一场针对苏联的军事打击，迫使它认识到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他随后命令部队调往苏德边境地区，并不得暴露其敌对意图。7月21日，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向希特勒递交一份研究报告，声称可以在1940年秋季入侵苏联。苏联只有50—70个师可以调用，德国只需80—100个师就可以在4—6个星期内结束战斗。不过，这份报告制定的行动目标是有限的，仅要求占领白俄罗斯、芬兰、乌克兰的一个省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几天后，德国的情报分析表明，苏联的军事力量比原先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希特勒遂指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再作一次独立评估。7月下旬，该部的评估报告认为，鉴于时机和天气方面的原因，秋季进攻苏联的计划是不可行的。7月29日，约德尔向下属透露，希特勒决定在1941年5月发动对苏战争。他还说，与布尔什维克的对决是必然的，所以要趁德国的军事力量处于巅峰状态时先下手为强。果不其然，7月31日，希特勒召集军事领导人会议，决定于1941年春季进攻苏联，并要求摧毁苏联的主要军事力量。

从7月末到11月，德国军方一直在草拟对苏作战方案。陆军总参谋部提出的“马克斯计划”设想德军以莫斯科为主攻方向，以基辅为辅攻方向。陆军方面还认为，敌我双方在兵力数量上基本相等。但是，苏联漫长的边境线一旦被突破，其指挥系统方面的劣势就会显现出来。到9月初，作战计划的目标扩大了，要求先歼灭苏联西部的驻军，再前进至北起阿尔汉格尔斯克南至伏尔加河一线，这样就可以使德国本土免遭苏联空军的威胁。此后，又经过几轮修订，进攻方案于1940年12月5日完成，定名为“巴巴罗萨计划”，并写入12月18日下发的第21号训令中。该计划主要内容有：一、在对英作战结束之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二、以突袭歼灭苏联西部各军区的部队，使其无法退往内地，然后以坦克部队为先导，并辅之以空军支援，分三路向苏联腹地进攻，分别占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顿巴斯，并最终推进至伏尔加河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带，使苏联空军无法袭击德国领土。

在此期间，也有一些人劝希特勒不要玩火进攻苏联，因为这将使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要吸取一战时的殷鉴。希特勒却反驳说，在击败英国之前，休想指望苏联不动手。要打败英国，就得扩充海空军，同时削减陆军，但只要苏联依然是个威胁，就万万不能削减陆军。

为了进攻苏联，德国又开始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进行一系列准备，同时采取一些伪装和欺骗手段。德国开始大造舆论，说要实施对英作战的“海狮计划”。他们先是制造假象，大量地印发英国地图，给部队配备大量英语翻译，并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沿岸集结大量的渡海及登陆工具，在海岸上配置了许多假火箭，派部队频繁地进行登陆作战演习，造成部队要大规模进攻英国的假象。然后，德军大规模东调，却放风说，这是为了在进攻英国之前，到东部地区去休整。

德国还在外交上迷惑苏联人。他们在外交上停止了往常那种对苏联的攻击，而把矛头转向英国。德国驻苏联外交官主动会晤苏联高级官员，向他们解释说，德军调往东部，只是为进攻英国而稍作休整，至于德国向波兰大举增兵，实际上是派年轻的士兵去替换将要退役的老兵。德军向芬兰大量增兵后，德国驻苏大使便去拜会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予以解释，并且通知说，德国将取道芬兰向挪威北部派遣增援部队，又解释说，德军进入罗马尼亚是派军事代表去帮助罗马尼亚训练部队。1940年11月10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德，双方还发表了一份公报，称双方在相互信任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在两国都感兴趣的所有重要问题上取得相互谅解。而实际上，希特勒在12日的训令中指出，此次政治谈判的目的是为了暂时摸清苏联的态度，无论谈判结果如何，东线作战准备照常进行。1941年1月10日，德苏又签订了一项新条约，重申了上年11月莫洛托夫访德的成果。由于假“海狮计划”的存在以及外交欺骗的成功，希特勒的对苏作战意图被很好地遮盖起来。到1941年6月中旬止，德国东线主力已经集结完毕，蓄势待发。

二、战争爆发前苏联的战备状态

在苏联一方，关于斯大林到底知不知道德国即将进攻苏联一事，迄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斯大林知道德国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苏联，但似乎并不相信德国进攻苏联是迫在眉睫之事，因为他认为德国不可能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不到两年便发起攻击，而应等到拿下英国后才会开辟东线战场。尽管苏联情报部门已经多次发出战争逼近的警告，斯大林依然拒绝改变心意，认为这是英国故意设计要让苏联和德国开战的假情报。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刺激德国，斯大林要求苏德之间的贸易协定照常执行，而且没有提高苏军的战备级别。

因此，在德国发动进攻前，苏联西部边境各军区军以上司令部均驻在城市里，部队也照常进行野营训练，前沿各师的阵地上只有个别连队值班。各军区的通信部队还在参加国防施工，野战炮兵和高射炮兵照常在射击场打靶或在军区集训。苏联空军的飞机多集中于少数几个机场上。战争打响后，苏军各部队之间无法互相联系，而且也缺乏运输工具把各单位集合起来。虽然苏军有大量的先进火炮，但弹药配备很少。炮兵单位同样缺乏运输工具而无法迅速部署。苏军的坦克数量庞大且装备良好，但却极为缺乏经验和后勤支援，维修保养的水平也非常差劲。坦克单位往往被草率地送上战场，而没有任何燃油、弹药或人员补给的安排。通常在经过一次作战后坦克便毁坏或报销了。

另外，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大清洗政策使苏军失去了大批优秀的中高级军官，致使苏军一线部队的思想观念、训练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亦远逊于德军。在1941年，苏军军官的75%任职不超过1年，军级指挥官的平均年龄比德军师级指挥官小12岁。这些军官在战场上往往缺乏积极行动的意愿，而且很大一部分不胜其职。

三、苏德战争爆发

战争初期，苏军一片混乱，全线溃退。不过，苏联拥有非常强大的预备役力量，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兵力扩充一倍以上；苏联适合服兵役的人口也是德国的三倍以上。从1941年7月下旬开始，苏军已经从前一个月的惊恐中恢复过来，抵抗越来越激烈。虽然苏军这一时期没有制空权、没有足够的装甲兵、没有战术经验，被迫使用人海战术，但他们通过数量惊人的伤亡延缓了德军的闪击势头。而这时，希特勒与手下将领们对战略重心的判断却产生了分歧。希特勒更关注南线的乌克兰，因为此地资源丰富；而总参谋部则认为尽快拿下莫斯科才是关键，因为莫斯科是苏联的枢纽，因而也是战役的重心所在。这一争执使德军主攻方向飘忽不定，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进程。当希特勒在冬季来临前最终决定全力进攻莫斯科时，苏联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负责进攻莫斯科的德中央集团军饱受秋季泥泞所造成的补给短缺之苦，到1941年12月，其前锋部队虽已推进至莫斯科市郊，甚至见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螺旋状尖塔，但此时德军已是强弩之末，而斯大林手上仍保有数十万从西伯利亚前来支援的生力军。这些部队拥有良好的冬季装备和补给，很快便将逼近莫斯科的德军全数击退，并在接下来的反击战中将战线推回到了冬季前的位置。莫斯科战役的失败使希特勒想在年底前打垮苏联的希望破灭。

四、简评

苏德战争的爆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直接影响到大战的方向、进程与结果。学术界对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决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由此产生出大量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其实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文献着力探讨希特勒个人的心理和观念对这一战略决定的影响；另一类文献则强调这一战略决定背后的国际权力分配的结构因素；第三类文献认为希特勒在对外侵略方面并无通盘考虑，而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战争的爆发是各种因素因缘际会的结果，而非希特勒的阴谋所致。

希望读者不要以单一理由来指责希特勒犯下战略大错，比如指责他事先就误判形势因而全盘皆输。战略成败的因素多且复杂，有时候不能以后果来判定其决策之英明与否。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某人失败了，就说他的决策一无是处；或者因为某人成功了，就说他的决策处处英明。希特勒固然在战前和战中都犯过分析和判断错误，但这些错误就能证明这场战争注定失败或完全没有必要吗？我们当然也不是为希特勒翻案，而是力图通过阅读来反思，从多角度来分析这一战略决策的合理成分与不合理成分。

阅读材料

一、必读材料

1. 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导论、第1、5章。

该书提出了一个权力的动态差异理论，试图从国际权力分配结构的动态变化角度来研究德国为什么决定进攻苏联。作者认为，苏联是一个崛起国，而德国是一个霸权国。问题在于，苏联的崛起势头极其猛烈，大有在短短几年内超越霸权国之势，也就是说，德国有相对衰落之势。一旦权力结构发生逆转，则德国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德国只得先下手为强，趁自己的国力和军力处于巅峰状态之时击败对手，消除安全威胁。动态差分理论不强调国家的意识形态或历史文化特质以及决策者的信仰和性格因素，只关注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动态变化。换言之，该理论认为，不管当时德国的领导人是不是希特勒，德国都会发动对苏战争。另外，根据这一理论，近现代以来所有的重大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正处于相对衰落之势的霸权国为了压制崛起国而发动的预防性战争。

2. 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56—581页。

本书这一节叙述了德国1920—1945年间军事战略的演变过程。作者迈克尔·盖耶对二战期间德国的大战略和军事战略进行了猛烈批评。盖耶认为，二战期间的德国大战略和军事战略是一种没有限度的战略，致使武力的使用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敌对意识形态之间一场天翻地覆的战争。它既无法由欧洲陆战的工具性和专业性实现理性制约，也无法受限制武力和控制损失的传统谋略的制约。就希特勒和纳粹而言，这是一场宗教启示录式的战争，就德国军方而言，军方领导抛弃了自己曾擅长的专业理性评估，而屈从于希特勒对国际事务的混有意识形态和直觉灵感式的解释。这两方面的恶性结合使对苏战争的军事部署不再具有面面俱到的性质，转而变成就事论事式的、机会主义的武力使用方式。总之，盖耶认为，德国大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失败应由希特勒和军方共同负责。

3. 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388，513—573，617—625页。

本书主要从希特勒个人的身心健康和政治信仰来探讨纳粹统治（包括发动对苏战争）的原因。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希特勒有自恋、妄想和神经质的心理特性，患有一种或几种人格变态，甚至可能是个瘾君子。这些心理疾病可以追溯到他在青少年时代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经历。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也容易与一批同样性格的人聚在一起。比如，戈林是一个聪明的反社会分子和吸毒者；戈培尔是一个心理变态的说谎者和骗子；赫斯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等。他们精神错乱、缺乏理性，具有严重的反社会、反现实倾向，意欲利用战争来消灭他们的“心魔”。政治学家则认为，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想是希特勒对外政策的哲学基础，也是他不能容忍苏联存在的根本原因。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意识形态上的死敌，“高贵的日耳曼人”与“低贱的斯拉夫人”是种族图谱上的两端，土地狭小的德意志要向东夺取生存空间。这三种主义的混合使希特勒认为征服苏联不可避免。

4. Jürgen Förster and Evan Mawdsley,“Hitler and Stalin in Perspective: Secret Speeches on the Event of Barbarossa,”War in History
 , Vol.11, No.1, 2004, pp.61-103.

本文分析并评论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数个月对本方高级将领发表的秘密讲话（文章内有这两次谈话的文本）。1941年3月30日，希特勒对东线高级将领表明了自己对军事形势以及“巴巴罗萨计划”的看法。同年5月5日，斯大林也向苏军高级将领们分析了苏联面临的安全形势。阅读本文可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当时双方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

5. Hugh Trevor-Roper，ed.,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New York, Enigma Books, 2000), Introduction, pp.3-8, 15, 17-18, 31-35.

本书记载了希特勒自1941年7月5日至1944年11月30日之间数百次私下的“席间漫谈”。这些谈话的内容广泛，其中1941年间的谈话有多处涉及对苏战争问题，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希特勒的想法。另外，本书编者还撰写了一篇导论，名为《希特勒的心智》，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其各方面思想的演化与形成。

二、选读材料

1. 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2、13章。

本书可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战争双方的一些基本情况和战争初期“巴巴罗萨计划”的执行过程，包括作战设想、兵力兵器对比、作战过程等等。作者利德尔-哈特是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史学家。本书历时20年才完成，作者收集了大量珍贵的一手和二手史料，并多次实地考察欧洲战场情况，因此对战争的叙述比较翔实与客观，而且本书有较多关于苏德战争爆发前双方的外交和政治斗争情况。

2. K.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284页。

本书可使读者站在德国的角度去体验和分析对苏战争目标、准备和实施的过程。作者蒂佩尔斯基希是纳粹德国的高级将领，曾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大战爆发前升任陆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苏德战争爆发后在东线历任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本书试图从德国的角度描述战争进程，在写法上侧重于军事行动，而对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情况着墨不多。

3. 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1—255页。

本书可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战争双方的基本情况和战争初期的战斗情况。作者对希特勒征服苏联的动机、目标及其军事才干有一些分析和评论，这有助于我们研究希特勒入侵苏联这一重大决策的思维过程。

4. 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章。

本书主要从大国为什么会犯过度扩张的战略错误来解释近现代的主要战争现象。斯奈德认为，过度扩张是工业化时代的大国普遍曾犯的战略错误。相比而言，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极权国家特别容易走向极端的过度扩张。斯奈德称这种支持对外扩张的一整套战略观念为“帝国的迷思”。那么这些战略迷思源于何处，又如何使国家走上过度扩张之路呢？斯奈德认为，这些迷思是大国内部一些在对外扩张、扩大军备和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圈方面拥有狭隘自身利益的强力集团（军方、官僚机构、经济部门等）为了给自己的扩张计划辩护而制造出来的。“帝国的迷思”可以使这些利益集团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来掩盖或兜售其狭隘的利己主义政策。虽然斯奈德书中并无专节研究希特勒为何要发动对苏战争问题，但“帝国的迷思”理论仍然可以应用到这一问题之上。

5. Richard Breitman,“Hitler and Genghis Kha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Vol.25, No.2-3, 1990, pp.337-351.

本文将希特勒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人对扩张和血腥杀戮有特别的偏爱。作者试图研究希特勒如何从历史书中借鉴成吉思汗的思想与观点。阅读本文可使读者了解希特勒扩张政策的一个历史来源。

6. 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章。

7. Robert Cecil, Hitler's Decision to Invade Russia, 1941
 (London: Davis-Poynter, 1975).

8. André Mineau, Operation Barbarossa: Ideology and Ethics Against Human Dignity
 (Amsterdam: Rodopi, 2004).

问题

1. 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总体的战争和战略形势并不算差。希特勒就一定要用战争的方式去消灭苏联吗？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吗？比如，安抚、遏制、划分势力范围或静观其变，是不是更有利呢？（我们也可以用反事实式的提问方式来表达：如果希特勒不进攻苏联，苏联和德国能否和平共处？）

2. 希特勒认为德国能够获胜的基本战略要素有哪些？对这些相对优势和成功要素的评估中，希特勒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事先不可能（大致）确立的？哪些是大致可以确立的？

3. 德苏之间的相对权力地位正在发生逆转吗？这是事实还是认知错误？如果是错误，有何证据？假如是事实，那么这是否足以让德国发动对苏战争？

4. 德国在苏德战争中的失败是注定的吗？导致失败的原因有哪些？这些因素都是不可克服的吗？【请使用《理解战略行为》一文中的分析框架。】

5. 希特勒的决策是理性的、非理性的，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希特勒的心理状态和政治信仰对这次决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还是参考性的？拿破仑征俄的失败为什么没有成为希特勒的前事之师？

6. 【反事实问搪】
 如果德国能与苏联和平共处，那么二战中各大战场（欧洲、北非以及亚太地区）的形势将会发生哪些变化？进一步来说，如今的欧亚大陆的格局又会是什么样的？

7. 【反事实问搪】
 如果德国在战争初期集中全力攻打莫斯科（而不是分兵高加索地区），并在冬季来临之前拿下这座城市，你认为其后的战争进程会向何方发展？德国有多大的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或者苏联是否会像1917年那样割地求和，以待时机？


第六章　凯南和“围堵”战略的形成及演变（1945—1950）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案例介绍

一、“围堵”战略的形成

“围堵”（containment，又译“遏制”）战略是影响20世纪下半叶最为深远的战略行为。该战略初步形成的标志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出的“长电报”（the Long Telegram）。而“围堵”战略被美国高层的基本接受则可以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于1946年3月5日在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为最早的标志。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于国会发表的讲话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对外宣布“杜鲁门纲领”（the Truman Doctrine）。而显然，“杜鲁门纲领”已经体现了“围堵”战略的许多要点。
[1]

 而凯南在1947年7月以“Mr.X”为名发表的《苏联行为的根源》则第一次出现了“围堵”这个词（该文的内部版本在1947年1月成稿，并且被美国的决策层人士广泛阅读）。

二、“围堵”战略的演变

但是，“围堵”战略的起源应该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前（1944—1945），甚至更早（比如1919年的威尔逊19条，以及二战的爆发）。至少在1944年底甚至更早，美国的核心领导层已经在思考战后的安排。在全球层面，这些安排包括联合国、四个警察（美苏英中）、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orld Bank（世界银行）等等。在地区（东欧、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和中东）层面，这些安排包括如何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但是，直到二战于1945年8月15日正式结束，美国高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依旧存在不同的意见，以至于直到凯南的“长电报”之前，一个对苏战略的基本共识并不存在，而且似乎遥遥无期。
[2]

 而凯南的“长电报”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出现，并迅速在华盛顿“洛阳纸贵”，一举奠定了凯南的地位。
[3]



凯南在发回了他著名的“长电报”两个月之后，就被时任美国海军部长的詹姆斯·福莱斯特（James V.Forrestal）召回到了国内，并且被安排到刚成立的美国国家战争学院任战略学教员。
[4]

 在接下来的半年多里（从1946年9月到1947年5月，尽管他的学期教学任务要到1947年7月才结束），凯南得以恢复身体，并且对他的思想进行系统化、精细化、可操作化。
[5]

 此外，在这段时间里，凯南已经为美国国务院提供了多次政策咨询。

1947年1月，马歇尔将军（General Marshall）出任国务卿。马歇尔意识到，国务院必须有一个负责综合政策规划的机构，因此，决定成立“政策规划局”（Policy Planning Staff, PPS），并且让他的副手（即国务院副国务卿迪恩·艾奇逊）负责物色人选。在福莱斯特和艾奇逊的鼎力推荐下，马歇尔任命凯南为美国历史上国务院“政策规划局”的第一任局长。而面对“复杂和严峻”的局势，马歇尔在1947年4月28日要求凯南立即回到国务院并尽快组建“政策规划局”。1947年5月5日，一开始只有四位成员［包括凯南，但其中的一位成员，中国问题专家，小约翰·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Jr.）因为还在莫斯科而未能出席］的“政策规划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政策规划局”算是正式组建了。

凯南在其“政策规划局”的局长任上，对美国的多项重要外交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很多时候，他和他的“政策规划局”都是这些重要战略报告的起草人。这些政策包括：“马歇尔”计划（欧洲复苏计划）、美国对中国内战的政策、美国的东亚政策、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等等。但是，他的意见也确实不是每次都受到重视（比如他在“北约”形成上的意见基本被拒绝；他对是否要发展氢弹的态度也被尼采和艾奇逊否定了）。

凯南在其“政策规划局”的局长任上，负责起草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一个纲领性文件（NSC-20-1），成稿于1948年8月。这份文件是凯南任内的最重要官方文件。1948年后，艾奇逊出任国务卿，凯南和艾奇逊的副手及杜鲁门的亲信詹姆斯·韦伯（James E.Webb）合不来，并且逐渐和艾奇逊本人也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意见不同，因而渐渐失去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凯南也因此变得有些心气不顺。加上凯南确实也有些身心疲惫，他于 1949年12月31日正式辞去职务，尽管是以“停薪留职”的方式。
[6]



凯南留下的“政策规划局”的局长职位由保罗·尼采（Paul Nitze）接替。尼采倾向于采取更加强硬的策略对付苏联。1950年4月7日，尼采负责的“政策规划局”起草了冷战史上另一份著名战略文件NSC-68。NSC-68的许多提法和措施都替代了NSC-20-1，并且在大的政策导向上指导了美国此后的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政策。
[7]

 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尽管凯南开启了“围堵”战略，但是尼采对“围堵”战略的影响超过了凯南。换句话说，凯南发展了“围堵”战略的雏形，而尼采则给“围堵”战略定了型。

三、简评

在这里，我们只关心“围堵”战略的出台和定型，而不涉及1950年后的事件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着重探讨凯南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分析人士（而不是决策人士，至少不是核心决策人士），他具备了哪些重要的素质，而又欠缺那些素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希望破除大家对凯南的膜拜（这不代表他不够优秀：他应该是20世纪最有影响、最富才华的战略分析人士之一）。比如，事实上，早在1945年，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的一个由当时美国的几位顶尖的国际政治学者（包括William J.Fox、Henry Sprout、Arnold Wolfers等人）就已经在一份得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高度重视的报告中提出了“战略制高点”（strategic strong points）的基本理念。这份名为“战后美国安全政策”的报告强调，美国必须保证所有的工业化国家（英法德日）都是美国的盟友，而不能让它们落入苏联的手里。
[8]



阅读材料

关于“围堵”战略的研究非常多。我们这里选取的是最原始的一些材料以及一些最为著名的研究（主要是John Lewis Gaddis和Michael Leffler）。相比来说，绝大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都要谨慎对待，因为他们通常都会自我粉饰。因此，回忆录只作为推荐阅读。

一、必读材料

1. George Kennan,“The Long Telegram,”Feb.23, 1946.

这是凯南著名的“长电报”，它标志着“围堵”战略雏形的出现。

2. Mr.X/George Kennan,“The Source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
 15 (July 1947), pp.566-582.

这是凯南在公开场合第一次相对系统地阐述“围堵”战略背后的逻辑。同样，尽管这个文章更多的是为了动员美国的民众和盟友，但作为一份历史文件，仍旧值得一读。

3. NSC-20-1, August 1948.

这份文件是凯南任内最重要的官方文件。至少在NSC-68 (April 7, 1950)之前，凯南这份NSC-20-1是指导美国冷战行为的纲领性文件。

4. Paul Nitze，et al., NSC-68 (April 7, 1950).

NSC-68的许多提法和措施替代了NSC-20-1，并且在大的政策导向上指导了美国此后在冷战期间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政策。大家最需要注意的是NSC-68和NSC-20-1之间的联系和分歧。

5. Melvyn Leffler，“National Security and U.S.Foreign Policy,”in Melvyn P.Leffler and David S.Painter，eds.,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 London: Routledge, 2005，pp.15-41.

这篇短文是基于Leffler的鸿篇巨制The Preponderance of Pow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见下面的介绍）。Leffler的基本观点是，冷战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确实在二战结束前就已经对二战后的世界有一定的基本态度，那就是防止任何一个有可能重新威胁欧洲（特别是西欧）和美国的大国崛起。而这样的一个战略事实上暗含了“遏制”的几乎所有重要因素。不仅如此，正是因为美国存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战略考量，使得美国和苏联的对抗变得几乎不可避免，因为双方都在争夺（或者说界定对方和自己的）势力范围。

6. John Lewis Gaddis, 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 rev.and enl.Ed., Oxford: 2005, chapters 2, 3, 4［加迪斯：《遏制战略》，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序曲（引子）、第二、三、四章］。

这本书恐怕是最为著名的研究“围堵（遏制）”战略的历史学著作。我们这里只读取其中的四章，因为这四章都只关注围堵战略的起源和定性。

二、选读材料

1.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Penguin，2011.

这是著名的冷战史学者加迪斯写出的对凯南的最为权威的传记了。对于理解凯南，绝对有帮助。

2. Michael Leffer, The Preponderance of Power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这本书也许没有加迪斯的《遏制战略》在中文世界里那么有名，但是在冷战史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恐怕要远超过加迪斯的著作。作为美国冷战史的大家之一，这本书是“（新）修正学派”的代表作。推荐全书阅读。

3. Miscamble, Wilson D., George F.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这本书是对凯南在“政策规划局”这一段时间的最权威研究之一。绝对值得一读。

4. David Allan Mayers，George Kennan and the Dilemmas of U.S.Foreig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这本书出版较早，但是也值得一读。

5. Deborah Larson，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这是第一本系统地基于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运用社会心理学的认知理论，对“围堵”战略的起源进行探讨的国际政治学著作。书中的许多解释对于我们理解战略行为仍旧有参考价值。该书的“导论”一章很精辟地总结了研究冷战起源的诸多流派，并且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批评，非常值得一读。另外，该书对于为什么每一个战略分析人士都应该了解一些社会心理学这一问题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性的回答。而我本人也一直呼吁战略分析人士必须了解一些社会心理学。

6. Robert H.Ferrell，eds., 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Trum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80.

这本书收录了杜鲁门的私人日记和信件，其中不少和冷战的起源有关。因为在这些日记里（信件又是另外一回事），杜鲁门相对直率，所以可以为我们理解杜鲁门提供一些有用的视角。

7. George F.Kennan，Memoirs, 1925-1950
 , Boston: Little and Brown，1967.

相比许多别的回忆录，凯南的回忆录因为有自我批评和自我剖析精神，所以更加值得一读。

8. 《杜鲁门回忆录》, 上下卷，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英文版是Memoirs of Harry S.Truman
 , 2 vols, New York: Double Day, 1955)。

正如前面提醒大家的，我们对这些回忆录性质的书都要谨慎对待。

9. 《艾奇逊回忆录》(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

正如前面提醒大家的，我们对这些回忆录性质的书都要谨慎对待。

10. Walter Issascon and Evan Thomas，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86.

这本书是对二战期间和战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的六位人士（Acheson，Charles Bohen，Harriman，Kennan，Robert Lovett，John McCloy）的描述。而这六位人士，尤其是前四位，对美国二战后的对苏政策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尽管这本书确实对这六位大佬有吹捧之嫌，但作为背景材料仍是值得一读的。

11.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的“杜鲁门纲领”讲话。

这是美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全面阐述“围堵”战略。作为一个公开讲话，这个文件主要是动员美国的民众和盟友。但作为一份历史文件，仍旧值得一读。这个讲话的背景：面对苏联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压力，杜鲁门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和凯南都对杜鲁门讲话中的一些过于强烈的词语持批评或至少保留态度。

12. Chris Layne, Illusive Victory
 ，Cornell，2006.

这本书是对美国大战略的一个系统研究。Layne对冷战的起源，特别是围堵战略起源的看法和Leffler大致类似。Layne认为在二战后（或者说二战快结束时），美国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个大体成型的大战略，那就是防止任何一个有可能重新威胁欧洲（特别是西欧）和美国的大国崛起，而这个大国只有两个来源，即欧洲（重新崛起的德国，以及已经崛起的苏联）和亚洲（可能重新崛起的日本）。而这一出发点也是凯南的围堵战略的一个基本支柱。

13. 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1, the Orig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尽管这里我们并不讨论冷战的起源，不过这个由全球顶尖的冷战史学者，基于对最新档案材料的研究的集子可以作为大家理解这个问题和寻找文献的开始。

问题

1. 凯南的“长电报”和“X文章”大概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策报告（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有凯南的才华和运气!）。请问：（1）凯南是基于哪几个因素来判定苏联行为的走向?（2）凯南的预测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为什么他会正确?【请至少考虑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在凯南的预测中的角色】

2. 凯南的NSC-20-1政策报告显然可以更好一些。如果当时是你来写这一个报告，你会增加／减少哪些内容（假定你站在1947年末而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任何事情）? 为什么?【提示：做一个纲领性的政策报告，应该具备哪些基本要素？】通过比较NSC-20-1 (1948) 和NSC-68 (1950)，你可以看出美国的冷战战略在短短的几年中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是什么因素和机制
 导致了这些变化？

3. 凯南的围堵战略的核心之一是“战略制高点”（strategic strong points）【类似于我们的抓主要矛盾】。确切地说，凯南认为，美国最需要的是控制几个拥有工业能力的核心地区和国家（比如西欧和日本），就可以最终赢得和苏联的对抗。这种思维既可以说是基于现实主义思想，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太系统性的思维。请问，从战略行为来看，凯南的这一“战略制高点”思想有怎样的好处，又有怎样的坏处？从其结果来看，这样的思维有怎样的好处，又有怎样的坏处？为什么？

4. 凯南并没有参与杜鲁门在1947年3月12日发表的“杜鲁门纲领”讲话的起草，而凯南也没有对杜鲁门的思想有太多的影响【凯南的第一个重要战略规划是“马歇尔计划”】。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幕僚，这应该是凯南的重大失败之一。如何解释这一失败？【提示：这肯定不全是凯南的错。通过这道题，作为战略分析人士，我们也需要知道如何“战略地”去影响战略的形成。】

5. 【反事实问搪】
 如果没有凯南，美国的对苏联政策会有类似于围堵的政策出现吗？为什么？

6. 【反事实问搪】
 亨利·基辛格在《反思围堵》（“Reflections on Containment”, Foreign Affairs
 , Vol.73, No.3, 1994）一文中提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英美国家中存在三种反对“围堵”战略的声音：（1）以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批评该政策“四面出击”，因此会耗尽美国的资源，要求将美国的战略资源集中使用在欧洲；（2）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等人则从根本上否定美国的道德优越感，他们认为苏联与美国的行为逻辑毫无差别，主张美国应积极寻求与苏联的和解；（3）丘吉尔则批评该政策过于消极，主张趁美国的实力占优之时尽早谋求与苏联签订有利于西方国家的协议，并在此基础上与苏联共处。假如上述三种意见中的任一种最终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那么它将会对美苏关系以及世界格局产生哪些影响？




[1]
 因此，冷战史学界一般认为，1944年2月初的雅尔塔会议至1947年3月的“杜鲁门纲领”讲话为冷战的形成期。


[2]
 Melvyn Leffler, 1992.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s.1-3.


[3]
 Wilson D.Miscamble, 1992. George F.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25-28.更加详细的讨论，见Deborah Larson, 1985.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特别是第六章和第七章。


[4]
 美国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是美国国防大学的一部分，培养高级将领、高级外交官和其他政府高官。


[5]
 Wilson D.Miscamble, George F.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pp.28-34.


[6]
 Wilson D.Miscamble, George F.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pp.1-37, 291-297.


[7]
 Ibid., pp.298-313.


[8]
 Melvyn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1.


第七章　吉田纲领（1946—1951）

贺平（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案例介绍

一、“吉田纲领”的历史背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7日，“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成立，开始实行实质上的美国对日单独占领和管制。9月22日，美国政府发表了《（日本）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本方针》，提出了对日政策的两大原则：一是使日本不再成为威胁美国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家；二是建立支持美国目标的、和平的、负责任的日本政府。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盟军占领当局对日本实施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涉及削弱天皇的绝对权威、土地改革、整肃财阀、改革皇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提高妇女权益等诸多领域。

1946年1月26日，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起草了《对盟国方面提出的和约内容之估计与我方希望的和约内容比较研究》，这是战后日本政府就安全保障和国际地位等问题提出的第一个规划蓝图。该文件认为，鉴于盟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非军国主义化的日本，日本应拥有“防御性、和平性的军备”。
[1]



在盟军占领当局的主导下，1946年11月日本公布了新的宪法并于1947年5月生效。新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成为日本和平宪法的最大特征。

二、何谓“吉田纲领”？

“吉田纲领”（Yoshida Doctrine）又称为“吉田路线”（Yoshida Line），它是以时任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名字命名的战后初期日本内政和外交的指导性纲领，其核心在于：将经济复苏作为战后初期的首要任务，将经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的优先战略上，同时在外交事务中保持低调，全面依靠美国的军事庇护，最大限度地减少军费开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依赖对美合作。作为日本国内较早使用“吉田纲领”一词的学者，永井阳之助把“经济中心主义、轻武装和日美安保”等三大支柱归纳为“吉田纲领”的本质内容。
[2]



战后日本的外交战略面临着三种理论上的选择。第一，放弃战争，永久中立，在这一安全保障的基础之上实现媾和。第二，正视国内关于重整军备的争论，实现与多数国家的媾和。第三，正是所谓的“吉田路线”。
[3]

 但是，在冷战拉开大幕、美苏全面对立、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的情况下，与苏联和美国两大阵营实现全面媾和仅仅成为一种理想化的选择。

“吉田纲领”对于冷战时期的日本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吉田纲领”延续和发展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即利用国际局势和有利条件，增强自身实力，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实现国家的复兴与安定、重回国际社会既是吉田茂本人的最大愿望，也是日本国民对吉田茂的最大嘱托。
[4]

 吉田茂对战后的日本外交进行了重新定义，即直面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力量局限，谨慎分析国际环境与日本尚存实力，明确可能实现的目标及其手段。
[5]



三、吉田茂其人其事

吉田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主流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也是占领期和复兴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代理人。他于1946年5月22日至1947年5月24日第一次组阁。1948年3月出任日本民主自由党总裁。在经历了片山哲和芦田均的三党短暂执政后，吉田茂于1948年10月15日至1949年2月16日、1949年2月16日至1952年10月30日、1952年10月30日至1953年5月21日、1953年5月21日至1954年12月10日连续四次组阁，前后就任首相长达7年零2个月。吉田茂是日本宪政史上仅次于桂太郎、佐藤荣作、伊藤博文的第四位长期执政者（2616天），也是战后日本执政时间第二长的首相。

作为职业外交官，吉田在战前即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曾常驻英国、意大利、瑞典、美国，并曾出任日本驻天津、奉天（今沈阳）的总领事。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被视为亲英美派人物，他还一度被东京宪兵队监禁。

吉田茂继承了从大久保利通到牧野神显、原敬、币原喜重郎等人的外交信念，把对美亲善作为日本外交的柱石。同时，吉田茂又继承了战前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等所谓“宫中自由主义”的“保守本流”。吉田茂的政治思想被称为“商人式的国际政治观”
[6]

 ，即信奉利益高于形象的行为准则，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吉田茂的努力下，日本实现了所谓的“战场失败、外交成功”，其本人也被誉为“创造了战后历史的政治家”。

四、“吉田纲领”的实施过程

1948年10月，吉田茂出任日本首相。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了战略性转变。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为标志，美国对日政策的重心，由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为经济复兴；对日媾和的形式由通过远东委员会全面媾和转为单独媾和；对日媾和的性质由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变为反对亚洲革命的手段，允许日本有限重整军备、参与美国的亚太安全保障体系。
[7]



从美国方面来看，这一转变背后存在着三大支配因素。第一，“遏制主义”开始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核心原则。第二，美国东亚政策的决策权发生了重大变动，由战后初期的盟军总司令部和国务院转为更具冷战思维的华盛顿五角大楼。第三，美国在东亚的主要战略遏制目标由苏联转向中国，日本成为这一战略的基石。
[8]



1949年，华盛顿颁布了实施经济安定九原则，在盟军总部财政金融顾问的领导下，日本实施了平衡预算、停发新增复兴金融金库贷款、削减和废止各种补助金，实行单一汇率的“道奇路线”。如果把民主化改革视为日美“媾和的预备交涉”的话，那以经济安定九原则为代表的“道奇路线”则是“事实上的媾和”。
[9]



在“吉田纲领”的指引下，战后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实施了对美媾和，根据道奇路线调整经济，建立了警察预备队，签署了《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迅速走上了国家复兴和社会安定之路。

对美媾和是“吉田纲领”的核心问题。1951年9月，48个国家在美国旧金山签订《对日和约》，正式结束了与日本的战争状态。这被视为吉田茂外交成就的最高代表。
[10]

 《旧金山对日和约》签署两个小时之后，美国与日本又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该条约使美国有权在日本维持军事基地并驻兵。通过“吉田书简”的形式，日本政府承认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吉田纲领”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在于是否重整军备。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曾秘密敦促日本筹建一支30万到35万人的军队。1951年年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日期间也对吉田茂提出了扩张军备的要求，吉田茂断然予以拒绝，认为这种骤然再军备的做法将会颠覆日本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在吉田茂执政的整个美军占领时期，日本警察预备队的规模被始终控制在75000人左右。

五、吉田茂的对手与同盟

在保守阵营内部，对于“吉田纲领”有着不同的声音。鸠山一郎、岸信介、重光葵、三木武吉、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强调反共主义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独立与尊严。他们信奉依靠本国力量保卫国家的“自主防卫论”，认为日本应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主张重新武装日本，并建立独立自主的对美关系。

在保守阵营外部，社会党和共产党人、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学生运动分子、左翼反政府人士等主张非武装的中立政策、全面清算军国主义残余，反对将日本捆绑于美国强权之下。为此，社会党联合其他在野党开展了争取“全面媾和、永久中立、和平”的运动，反对排除苏联的对美单独媾和，反对对美提供军事基地并缔结军事同盟，强调联合国的作用。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既是吉田茂的对手，更是吉田茂的伙伴和盟友。麦克阿瑟于1945年8月30日到达日本，直至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前，担任盟军最高司令部（GHQ/SCAP）总司令，因而被视为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真正主宰。麦克阿瑟将日本形容为一个“12岁的孩子”
[11]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他主张保留天皇制，对日本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向其灌输民主社会的基本理念。

尽管位高权重、个性倔强，但麦克阿瑟并不是天皇背后的太上皇，也不是战后日本的独裁者。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政策主要是由华盛顿的官员设计的，如国务卿艾奇逊和杜勒斯、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乔治·凯南、曾任驻日大使的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等，也得到了哈里·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美国最高领导人的首肯。与麦克阿瑟关系密切的副官、盟军最高司令部民政局长科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准将，情报部部长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民政局副局长查尔斯·卡迪斯（Charles L.Kades）等盟军占领当局官员也对麦克阿瑟的对日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官员主张“把政权交给战前精英中的‘稳健分子’，包括商界领袖、外务省比较亲西方的官僚等”，“利用天皇作为稳定力量，让日本社会倾向保守及团结一致”。
[12]

 在他们眼里，吉田茂正是不二人选。

吉田茂和麦克阿瑟相互信任、各取所需。麦克阿瑟将吉田内阁的当选视为“亚洲历史上的一个危机时期对在政治上持有保守想法的人给予明确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委任”，而吉田茂则把麦克阿瑟视为“一位通情达理的人”。
[13]

 如果说麦克阿瑟成功地借助和平宪法使裕仁天皇免于战争审判，吉田茂则利用这一和平宪法和麦克阿瑟对杜勒斯的个人影响抵制了后者对日本重整军备的要求，顺利实现了对日媾和。
[14]



六、“吉田纲领”的继承者及其影响

吉田茂知人善任，“吉田学校”（Yoshida School）培养了岸信介、池田勇人等大批日本政界后起之秀。吉田茂下台之后，石桥湛山、池田勇人等人基本继承了“吉田纲领”的施政路线。

在经济方面，日本“殖产兴业”“富国裕民”的政策取得了成功。1955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宣布日本已经走过了“战后时期”。1960年，曾任吉田内阁大藏大臣的池田勇人首相采纳了下村治等学者的意见，制定和实施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15]

 1967年日本总理府实施的《关于国民生活意识调查》显示，已经有将近九成的日本人具有了“中流意识”，日本社会形成了“一亿总中流”的和谐格局。
[16]

 1955年至1973年成为举世瞩目的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年，在傅高义风靡一时的专著中，日本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17]



在国际地位与对美关系方面，1955年在美国的斡旋和支持下，日本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在池田勇人执政时期，日本成为关贸总协定第11条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国，并成功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佐藤荣作尽管是岸信介的胞弟，也曾是吉田茂的政治对手，但其政治路线基本沿用了“吉田纲领”，他也成为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在其任内，冲绳回归日本，完成了吉田茂的个人夙愿，吉田外交战略也得以真正实现。

在军事力量方面，通过正式的机制和规则（如宪法条款、法律判决）、作为谈判和争论焦点的非正式界限（如佐藤作荣的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三木武夫的GNP1%上限等）、影响公众意识形态的宣传等三种方式，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日本的军事开支与其经济实力的对比与其他发达国家乃至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仍保持在极低的水平。
[18]



当然，“吉田纲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吉田茂对于和平宪法的非武装条款和日美安保同盟产生的驻日美军等问题态度暧昧。尽管冲绳在佐藤执政时期回归日本，但遍布日本的美军基地等问题时至今日仍困扰着日本社会，成为日本政局和外交的不稳定因素。“非军事化”“非武装化”的制约也在日本日益寻求“普通大国”和“正常大国”地位的进程中饱受诟病。
[19]



其次，出于冷战需求和实施“吉田纲领”的考虑，美国在日本国内推行行政合理化，日本的官僚政治权威进一步集中。对于是否重整军备等决策，吉田茂政权并未充分倾听日本国民的意见，其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具有较强的精英政治特点，吉田茂本人也被视为带有鲜明的“独裁”（ワンマン）
 色彩。尽管在“55年体制”之上，自民党政权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一党优位制”，但其黑幕政治、金权政治、派系平衡的弊病积重难返。

再次，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关注使战后日本沦为一个“商人国家”（merchant state）和“日本株式会社”（Japan Co.Ltd.）。在国际体系中，日本通常被视为搭便车者。
[20]

 直至20世纪90年代，日本才完成了由“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者”（embedded mercantilist）向“国际投资者”（international investor）的“机制变革”（regime shift）。
[21]



阅读材料

一、必读材料

（一）中文

1.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三卷），韩润棠、阎静先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10页；《十年回忆》（第四卷），韩润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29页。

《十年回忆》是吉田茂对其政治生涯的回忆录。所选章节回顾了美苏在对日媾和方式上的对立、日本对媾和的准备工作、日本与美国的媾和磋商、旧金山和会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对旧金山和会形成的和平体制进行了评价，并阐述了外交与国际信义、日本同美国合作的必然性两大问题，可视为吉田茂对国际形势和日本外交的战略性思考。

2. 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江培柱、郑国仕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33—349页。

吉田茂政府时期的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西村熊雄在退休之前整理并公开了一份珍贵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详细记录了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领导层和外务省官员对于日本外交战略，特别是安保战略的政策评估和争论。所选的章节是日本著名政治学家猪木正道第一次基于这一备忘录，再现了当时吉田茂政府的政策酝酿和制定过程，并记录了1951年1月杜勒斯访日期间，日美两国领导人对于安保问题的交锋与妥协。

3.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37—554页。

该书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班克罗夫特奖（美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奖）、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运用日记、书信、漫画、海报、电影、档案等大量第一手材料，该书更多地从社会和个体的视角，而非国家的全能视角还原了战败初期的日本历史。

“拥抱战败”的书名，既意味着战后日本政府和普通日本人对胜利者和占领者采取欢迎和拥抱的态度，也意味着日美双方作为胜利者和战败者共同拥抱战败，重建和改造战后日本社会。所选章节既是全书的总结，其标题“遗产·幻影·希望”亦可用来形容“吉田纲领”。“吉田纲领”的实质是“占领军模式”。通过这一模式，“锻造于战争年代，加强于战败和被占领时期”对国家虚弱的恐惧、对外来保护的渴望、对实现最大经济增长的信仰“在接下来的年代中继续延续”。

4.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71—988页。

所选章节概要描述了1948年10月第二次吉田内阁到1954年反吉田联盟致吉田下野期间日本国内政局的风云变幻，特别是吉田茂所在的民自党与民主党、社会党等政治势力之间以及各个党派内部的权力角逐，勾勒出日本国内政治动荡与美苏冷战、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被撤职等国际政治因素之间的互动和博弈。

5. 徐思伟：《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81页。

所选章节以占领后期（1948年10月7日—1952年4月28日）吉田茂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为背景，围绕吉田外交、吉田茂政府与美国及其占领当局的交涉过程，分析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吉田内阁时期吉田外交思想发展和定性的两阶段特征。

(二) 英文

1. John W.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195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68-400.

该书脱胎于约翰·W.道尔的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这本618页的成名巨著已成为英语学界研究吉田茂和战后初期日本历史的必读书目。所选章节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日本重整军备、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保障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2. Richard B.Finn, Winners in Peace: MacArthur, Yoshida, and Postwar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270-285.

作为海军官员和外交官，查理德·费恩在美国占领时期（1945—1952）的日本度过了五年时光，并为此书采访了近一百位日本政治家、外交官和学者。书中引用了大量日文资料，弥补了英语学界前期研究的不足。费恩将美国对日占领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交行动”。与前人研究通常将占领时期的美日关系以1948年为界分为两部分不同，费恩根据日本国内政局变革，将其分为5个阶段。所选章节重点分析了日本对美媾和的政策制定过程。作者强调，在“吉田纲领”成功的背后，吉田茂与麦克阿瑟的个人关系与这一纲领的理念本身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3. Bert Edström, Japan's Evolving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From Yoshida to Miyazawa
 ，St.Martin's Press, 1999, pp.159-179.

依据1952年到1993年日本的外交文件特别是历届首相的讲话，瑞典学者伯特·埃德斯特罗姆（Bert Edström）对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编年体式的文本分析。在本书最后一章的总结和比较性研究中，埃德斯特罗姆总结，战后日本外交路线的基本理念根植于“吉田纲领”，即将日本视为一个贸易国家（trading nation），走全方位外交和经济外交之路，并注重政经分离的原则。

（三）日文

1. 高坂正尧：《宰相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68年版，第4—24页。

（高坂正尭「宰相吉田茂」
 、中央公論社、1968年。）

对于吉田茂从现实主义哲学出发、经济优先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高坂正尧给予了高度评价。高坂正尧认为，三张面孔构成了吉田茂复杂的个人形象：经验丰富、尽忠职守、利用游戏规则争取国家利益的“职业外交官”；正视实力差距、追求实际利益的“顽固亲英美派”；努力保留天皇制、维护国际声誉的一介“忠臣”。

2. 细谷千博等编：《日美关系资料集：1945—1997》，东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4、67—70、73—75、95—99、233—254、415—426页。

（細谷千博等編「日米関係資料集 1945—97」
 、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除了公开发表的官方报告、宣言、政策、条约、法规之外，所选部分更关注美日双方在“吉田纲领”制定、实施和评估过程中的会谈记录，记者见面会记录，演讲等档案文献，从而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政策酝酿和争论的过程而非仅仅是决策的结果。具体包括麦克阿瑟与乔治·凯南的会谈记录，国务卿艾奇逊的演讲，池田勇人与道奇的会谈记录，杜勒斯与吉田茂的会谈记录，池田访美记录，尼克松副总统在美日协会的演讲，麦克阿瑟致杜勒斯国务卿、罗伯逊副国务卿等人的报告等。

3. 中西宽：《战败国的外交战略——吉田茂及其继承者》，石津朋之、Williamson Murray主编：《日美战略思想史——日美关系的新视点》，彩流社2005年版，第155—174页。

（中西寛「敗戦国の外交戦略―吉田茂の外交とその継承者」
 、石津朋之、ウィリアムソン マーレー編集
 「日米戦略思想史―日米関係の新しい視点」
 、彩流社、2005年。）

吉田茂对战后的日本外交进行了重新定义。对于吉田茂而言，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目标在于以下三点。其一，摆脱战败国的地位，作为普通一员重新回归国际社会；其二，实现经济的繁荣，通过非军事手段构筑对外关系；其三，以相应的手段对抗和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在吉田茂及其继承者的努力之下，这一目标在20世纪70年代佐藤荣作执政时期基本实现。

4. 楠绫子：《吉田茂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形成——日美的构想及其相互作用：1943—1952年》，Minerva书房2009年版，终章《吉田茂选择的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意义》。

（楠綾子「吉田茂と安全保障政策の形成―日米の構想とその相互作用1943—1952年 (国際政治·日本外交叢書) 」、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年，終章「吉田茂の選択の国内政治的·国際政治的意味―安全保障構想の共鳴関係のなかで」
 。）

“吉田纲领”是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根本。“吉田纲领”的出台与美苏进入冷战阶段以及以朝鲜战争为标志的战后国际形势突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又是美国和日本作为战胜国和战败国相互作用、反复博弈的结果。该书运用日美两国大量第一手资料，分析了“吉田纲领”最终成型的原因及其过程。

二、选读材料

（一）中文

1.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李杜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94页。

该书由吉田茂本人于1967年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日本的卷首文润色而成，一度成为风靡世界的畅销书。所选章节从当事人和决策者的视角出发，描述了战后初期日本粮食紧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窘困状况，并以此为背景，简要介绍了盟军推行的战后日本改革及日本国内对此的争论与应对。

2. 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吴万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2页。

本书是战后日本外交通史类专著。它不仅是日本各大学的经典教材，还曾荣获吉田茂奖。所选章节围绕“被占领期的日本外交”展开，包括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为了国家生存的日本自卫外交、围绕占领改革的谈判、冷战下的日本安保、走向旧金山媾和之路等内容，对于“吉田纲领”与美国的关系也有概要性的阐述。

（二）英文

1. Kenneth B.Pyle, The Japanese Question: Power and Purpose in A New Era
 ，The AEI Press, 1992, pp.20-41.

“吉田纲领”及其机制化的过程充分表明，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并不完全是胜利者和占领者强加的产物，也是日本领导层审时度势，以机会主义的方式适应国际环境和制约条件，精心制定并谨慎追求国家目标的结果。

2. Ray A.Moore and Donald L.Robinson，Partners for Democracy: Crafting the New Japanese State Under MacArth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317-338.

该书以战后日本宪法的主要起草者查尔斯·卡迪斯（Charles L.Kades）的访谈和个人文件为基础，对于日本宪法起草过程中的政策争论进行了第一手的分析。卡迪斯认为，麦克阿瑟与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结成了一个真正的伙伴关系，极富技巧地在天皇制的忠实捍卫者、日本共产党人、美国的其他盟友等不同势力之间运筹帷幄、纵横捭阖。

3. Seigen Miyasato,“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in Richard H.Immerman，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89-212.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关于对日条约的原则和内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所选章节分析了杜勒斯在这一争论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他在与吉田茂谈判中扮演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日谈判和对日外交中的地位与影响。

4. Jussi M.Hanhimäki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old Wa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37-175.

受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赞誉的该书精心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官方和非官方的第一手资料，全景展示了冷战史的各个侧面。从冷战史的角度，作者将战后初期的美日关系置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1945—1965）内。所选部分，包括1951年12月吉田茂对日本外交的阐述、1951年的日美安保条约，以及195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日政策文件等重要内容。

5. Justin Williams, Japan's Political Revolution under MacArthur: A Participant's Account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9, pp.245-282.

作者贾斯汀·威廉姆斯（Justin Williams）曾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民政局法务处（Government Section's Legislative Division）处长，是美国占领当局的重要成员。与传统的对麦克阿瑟的负面描述不同，威廉姆斯将其形容为一个“多面的政治家、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所选章节刻画了驻日期间的麦克阿瑟、吉田茂等政治家，以及松平恒雄、佐藤尚武、福岛慎太郎等日本外交家。

6. D.C.S.Sissons,“The Pacifist Clause of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 Leg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of Rearmament,”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37, No.1(Jan., 1961), pp.45-59.

本文描述了麦克阿瑟和盟军主导下的日本和平宪法特别是宪法第九条的出台过程及其对后续政府重新武装日本的法律和政治制约。对考察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等吉田茂之后几届政府时期日本国内关于和平宪法的争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日文

1. 高坂正尧：《宰相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68年版，第25—71页。

（高坂正尭「宰相吉田茂」
 、中央公論社、1968年。）

本书基于吉田茂“商人的国际政治观”及其人格养成经历，对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和复兴过程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日本媾和的战略考量、交涉过程和历史代价。

2. 小仓和夫：《吉田茂的自问》，藤原书店2003年版，序章《日本的求生之道》。


（小倉和夫『吉田茂の自問—敗戦、そして報告書「日本外交の過誤」
 』、藤原書店、2003年、序章「日本の生きる道を求めて」
 。）


作者曾出任日本驻韩国和法国大使，现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被认为是外务省中理性的学者派。战后在决断单独媾和还是全面媾和之际，依据吉田茂的指示，日本政府制定了名为《日本外交的过失》的绝密文件。2003年4月，这份封存近50年的文件由日本外务省解密。基于这一解密文件及对堀田正昭大使、有田八郎大臣、重光葵大臣、佐藤尚武大使、林久治郎大使、芳泽谦吉大使等当时日本外务高官的访谈，围绕“吉田纲领”，该书对日本战败的历史和战后日本的和平外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3. 村井哲也：《吉田茂与战后政治体制》，村井哲也：《战后政治体制的起源——吉田茂的“官邸主导”》，藤原书店2008年版，第324—340页。

（村井哲也『戦後政治体制の起源—吉田茂の「官邸主導」
 』
 、藤原書店、2008年。）

吉田茂吸取了片山哲和芦田均中道联立内阁时期政治混乱的教训，充分利用早餐会、外相官邸联络会等非正式机制，汇集政策建议、形成国策共识，通过与会的官房长官、官房副长官、民自党干事长、政调会长向内阁会议、次官会议和民自党内部传达并贯彻政策意图，从而确立了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官邸主导的权力分布格局，也使“吉田纲领”等决策得以较为顺利地付诸实施。

问题

1. 吉田茂提出“吉田纲领”是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和历史背景？“吉田纲领”得以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与哪些历史条件有关？【请使用《理解战略行为》一文中的分析框架。】

2. 我们大致可以说，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吉田纲领”是不大可能成功的。那么，“吉田纲领”为何能够获得美国的支持，吉田茂又是如何获得这一支持的？【提示：这属于“联盟内政治”的一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战略实施的问题。】

3.“吉田纲领”的成功对东北亚地区局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请参考《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一文的分析框架，即使用四组效应来分析战略的影响：发生的/未发生的；意图性的/非意图性的（对战略发出方来说）；直接的/间接的；立即的/滞后的。可以画图。】

4.“吉田纲领”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战略目标（振兴经济、恢复国际地位）、手段（重经济、轻军事）和效果等方面具有较高程度的相似性。请比较这两个案例，尝试归纳出国家发展战略的成功需要哪些条件（考虑必要与充分条件的差别）。

5. 【反事实问搪】
 许多人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至少加速了“吉田纲领”开花结果的过程。如果没有爆发朝鲜战争，“吉田纲领”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并付诸实施？或者说，朝鲜战争是否是“吉田纲领”得以顺利实施并很快就结出硕果的必要（外部）条件？为什么？

6. 【反事实问搪】
 如果朝鲜战争最终以朝鲜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而宣告结束（可能因为美军的介入），那么“吉田纲领”的实施过程和效果会发生何种变化？即朝鲜战争的结果是否及如何影响日本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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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欧洲一体化的启动（1945—1957）

范勇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案例介绍

欧洲一体化的启动是现代国际政治中最重大的战略选择行为之一。它不像发动一场争霸战争、推动一次联盟革命或谋划一次领土变更等战略行为那样具有戏剧性。但是，它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战争的根源（通过战略决策消弭战争在历史上非常少见，其难度远远大于通过战略行为赢得战争），克服了困扰欧洲大国400年的安全困境和观念冲突，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深度国家合作，避免了旧的霸权大陆的迅速衰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欧洲的未来如何发展，欧洲一体化业已开创了全新的国际政治规则。

一、欧洲一体化的独特之处

欧洲一体化的案例与其他战略案例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第一，它的战略目标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两个国家。



第二，它的整体战略目标是多方位的。
 既要解决冰释法德仇恨、铲除纳粹和军国主义根源、消除再次爆发欧战的可能性等具体性问题，又有对抗苏联威胁、挽回欧洲国际地位衰落等结构性目标，还有突破现代政治和外交传统、实现新的国家合作模式、建构新的政治共同体组织模式等范式性战略尝试。


第三，它具有社会性和开放性。
 多数战略行为案例都是由少数战略行为参与者（通常是决策高层），基于多数情况下不公开的信息，通过密集的博弈和精密的策划加以实施。而欧洲一体化的战略选择是基于长达二百多年的精英观念辩论和社会舆论参与，通过官方、精英和大众的广泛参与，对不同方案进行长期试错后进行的一次相当成熟和稳健（当然也不乏风险和困难）的战略选择。它可以说是超越传统意义上“国家战略选择”的一种“超国家战略选择”。这里说的超国家性并非通常所指的欧洲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超越，而是它的实施方法上的社会性和开放性。政治精英和政府高官当然仍是决策的主要行为体，但是社会精英（包括贵族、名流、文人、科学家、运动领袖、媒体、各类协会、工会等）与其展开了频繁密切的互动。


第四，它的战略行为主体不单一。
 多数战略行为案例都是以某一个国家或集团为主体，而欧洲一体化则有多元的主体。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行为主体是法德两国政府，但其地位并非先定的。多种由不同国家/国家集团或非政府组织来启动一体化的方案都曾经被讨论或尝试过：除了由某君主国国王以联姻和王位继承方式或由拿破仑法国、希特勒的德国以征服方式统一欧洲之外，还有过以不同国家集团进行区域整合（如神圣同盟、国际联盟、协约国/同盟国集团、同盟国/轴心国集团、二战期间的法英同盟计划、荷比卢共同体、比荷法联合、希腊—南斯拉夫协定和形形色色的中欧、多瑙河、北欧联盟倡议等一体化启动方案）。然而，最终战略主体落在法德两国身上，这本身就是这个战略行为的一个重要阶段（战略主体的历史选择最终决定于主要的战略目标——法德和解）。除法德之外，英国秉持离岸制衡的传统原则，没有充当急先锋和发动机，美国、苏联并非欧洲的一员，在一体化启动之后也大多置身事外，但是它们在战略选择的初期阶段也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第五，欧洲一体化的战略行为不是即时性的选择，而是开启了一个迄今仍在进行的政治进程。
 不同于多数战略行为都具有明确、具体、即时性的成败标准，它的成功取决于它能否持续下去，能否不断为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合法性和动力。尽管从迅速消除法德仇恨、暂时搁置和容纳“德国问题”、快速实现西欧经济复兴等方面来看，可以做出该战略成功的判断，但是由于开启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政治逻辑和合作模式，它需要不断地以自己的成功发展来论证最初战略选择的成功。一体化启动之后六十余年中，每当遇到困难和危机，都会有人质疑一体化之初的战略选择，不断探讨一体化的倒退与退出问题，直到近几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反，对中国抗美援朝、日本“吉田纲领”、韩国“阳光政策”、古巴导弹危机等历史上重大的战略选择，较少发生类似的广泛而公开的反思和批评）因而，欧洲一体化开启了一个长达六十余年的系列战略选择，同时通过不断的选择来深化和扩大一体化的事业。

考虑到本书的分析框架与实证分析单元的可行性，本章聚焦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始（onset）这一战略行为，以法国与德国，特别是德国，在二战结束到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之间所进行的战略选择为分析对象。

二、欧洲一体化的背景

二战之后的欧洲，特别是法德两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抉择。

首先，战争危险
 。从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起，两王朝战争不断；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几乎摧毁和统治了普鲁士之外的全部德意志公国；德国统一战争又以法国战败为代价；之后两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角色。大战使德国陷入崩溃深渊，使法国蒙受沦陷之辱。两国之间的仇恨以及两国自然边界之间的争议地带——莱茵兰、阿尔萨斯和洛林——使欧洲面临着似乎是永恒的战争威胁。

其次，均势困境
 。欧洲，特别是法德，陷入了均势战略的两难困境。一方面，17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大都信仰均势。均势并不能带来和平，但至少能使战争保持在对主要大国有利的限度内，并且基本保障各国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均势本身经常成为安全问题的根源。欧洲历史上，为实现均势而埋下冲突的种子并导致战争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维也纳体系对德国的压制和分割导致了“二战”。均势思维对英国也许有利，对法德却是梦魇：法国面对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的永恒潜在威胁，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德国事务；德国则注定成为周边所有国家眼中的一个“问题”，失去独立发展自己历史的机会。
[1]



再次，复兴需求
 。在面临内部冲突根源的同时，欧洲整体上感受到昔日霸权大陆地位的衰落。美苏这两个“半欧洲”超级大国的兴起不仅使欧洲地位迅速下降（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使西欧痛苦地感觉到自己在美国的战略决策中何等无足轻重。90年代轰炸南联盟只不过是再次提醒欧洲顶多只有打扫战场的资格而已；东欧则比西欧更早地体会到自己在冷战阵营内的卑微地位），而且导致欧洲发生了自公元476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以来最危险的分裂。在苏联未拥有核武器之前，美国的战略威慑和苏联的常规军事力量存在之间形成了短暂的平衡。而苏联获得核武器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恢复西欧的常规武装力量。一方面是客观上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危急的安全境况和美国的强大压力要求其恢复力量，欧洲急需复兴的方案。

最后，整合人心
 。欧洲需要停止“观念战争”。欧洲是现代意识形态之源。其一，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理念和拿破仑帝国的征服活动共同在德国激发了反理性主义思潮，狂飙突进、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历史主义等非理性主义思潮都主要发生在德国，而且这些主义都或多或少地促成了纳粹的崛起。二战后的历史清算的底色基本是“犹太—美国”式的西方文明：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体制、理性主义观念。其二，民族主义在法德都得到了战争和仇恨的滋养，同时人们也都感觉到了它的恶魔力量，两国迫切地需要对它进行扼制。其三，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自西向东扩张，社会主义的由东向西渐强，两种潮流在法德之际交汇，激荡出19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深远回响。如何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妥协的可能，避免阶级斗争摧毁欧洲社会也是摆在欧洲面前的急迫挑战。

作为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欧洲开启了一体化的过程，这个战略选择的目标是消除战争根源、克服均势战略困境、恢复欧洲地位、整合欧洲社会。

三、欧洲联合的早期尝试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兴盛，欧洲各国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为“欧洲观念”变为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一批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契机，推动了一系列以“欧洲统一”“欧洲联邦”“欧洲合众国”为目标的社会运动。

1900年，法国政治科学领域的自由学派在巴黎举行会议，第一项议程便是探讨建立“欧洲联邦”的可能性。会议讨论了“欧洲联邦”的地理范围、组织机构、经济合作形式，甚至英国的“归属”问题。“联邦”的性质在会议上获得了一定的共识。作为此次会议精神的延续，1914年，由实业家推动建立的“欧洲统一联盟”，旨在谋求基于经济合作基础之上的“欧洲联邦”。

与此同时，“欧洲合众国”的思路另辟蹊径。考虑到欧洲国家的情况各有差异、结成“欧洲联邦”存在着较大的协调困境，亦有欧洲学者提出将欧洲建立在四大“地区联邦”之上，即日耳曼联邦、盎格鲁—拉丁联邦、东欧联邦以及俄罗斯联邦，形成所谓的“欧洲合众国”。
[2]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人构想的“联邦”毁灭于现实政治。但震惊之余，结束国家间征战、实现地区和平的愿望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国家联合”的向往。一批高举“欧洲”名义的反战组织和团体竞相成立，例如荷兰作家尼科·范·苏赫太兰创建了“欧洲联邦同盟”；一批德国和奥地利知识分子组成了“新祖国同盟”，而许多知名人士如阿尔弗莱·弗里德、路德维格·斯泰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路周·布伦坦诺等都是它的创始人，并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交往甚密，后者则在战时大声疾呼抨击“民族主义”。在这些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努力中，一些国家间同盟、地区间合作的主张得到了有效的宣传和尝试，并形成了两个方面的共识：强调区域合作首先以经济为基础的观点，以及以“蒲鲁东协会”为代表的欧洲联邦主义思想。

1915年前后，法国学者C.E.库尔尼埃曾著文《文明世界的经济组织》，指出欧洲问题的解决要回归到经济合作上，并提出关税同盟的经济合作形式可以从欧洲开始普及。荷兰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安·柯内利森的观点则集中于《欧洲合众国》与《战争的经济因素》之中，主张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建立一个经济组织。他甚至列举了这一组织的成员国，包括英、法、意、比、西、葡、荷、瑞士诸国，德国在稍晚些时候亦可考虑纳入其中。柯内利森强调经济因素在欧洲走向联合之路上的重要作用，既反映了欧洲人在战争中反思其世界中心的地位式微，也体现了地区间合作的理性步骤，为欧洲一体化的最终启动提供了思路。而伴随着法国地理学者阿尔伯·德曼荣《欧洲的衰落》和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出版所引发的欧洲社会危机思潮，率先在法国出现的联邦主义组织“区域主义者行动联盟”，即“蒲鲁东协会”日渐活跃。正如协会的代表人物让·汉那希、查理·布朗、吕西安·勒·弗阿耶、查理·利歇等和法国革命史学家阿尔方斯·欧拉尔所强调的，世界性的国际联盟（代表着世界性的和平）只有通过区域性的联盟（代表着区域性的和平）的组合才能实现；而欧洲则应该以“联邦”的形式应对危机。联邦主义的观念从欧洲1848年革命以来始终流行并传播甚广，加之民族主义的世界大战使欧洲深受其害，因而“蒲鲁东协会”从“欧洲联邦”角度观察和平问题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应者甚众，为欧洲一体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在以经济为基础、联邦主义为导向的共识推动下，欧洲联合的早期尝试出现了两次小高潮。

其一，是理查德·库当霍夫—卡莱吉伯爵倡导的“泛欧运动”。“泛欧运动”致力于将所有欧陆国家组织成“联邦”，形成“欧洲人的欧洲”。而到了二战接近尾声时，时值第五次泛欧大会中确定了泛欧主义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包括：遵循《大西洋宪章》；秉持区域性集团的性质；维持与美、英、俄的双边对等关系；反对欧洲大陆上的侵略与霸权；民主是欧洲联邦的基础。

其二，是以温斯顿·丘吉尔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发表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说为依据的“欧洲合众国”的构想。二战结束后，丘吉尔提出构建“欧洲合众国”，认为法德应该成为合众国的轴心，而英联邦则与美国和苏联一道作为合众国的“朋友和保证人”。

四、欧洲一体化的选择

仅凭理念的感召和社会运动的高涨，并不会对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进程产生实质性的推动。真正启动了欧洲一体化发动机的，乃是“二战”后欧洲现实政治的需要。

“二战”结束后，作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尽管收获了胜利，但大多数国家满目疮痍，经济陷于停滞，物质极度匮乏。重振经济、挽救遭受战争重创的社会是欧洲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尽管联合发展、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观点存在着共识，呼唤永久和平的欧洲主义运动也进行了动员；但此时的西欧各国就建立一个怎样的联合体，并没有明确的方案，或者说尚没有足够的能力与精力。直到“马歇尔计划”出台。作为冷战战略的一个具体步骤，也作为对“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向美国发出经济援助申请的回应，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为总额达到170亿美元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铺平了道路。“马歇尔计划”的推行，尽管在初衷上是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战略，使西欧在经济上更加依赖美国，在对苏战略上与美国更加协调，但客观上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一体化进程。

与此同时，“二战”后欧洲地缘政治局势产生了新变化：德国的分裂和东西方对峙。1949年8月24日《北大西洋公约》生效，宣告了北约的诞生。1955年5月14日，《华沙条约》签订。自此，欧洲走上了相互对立的“集团化”道路。抵御苏联的扩张威胁此时成为西方阵营的安全战略。而欧洲联合自强、结成从经济到政治到意识形态都极为紧密的阵营，此时也成为应对外来威胁的必然选择。

德国问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遗留问题。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谈到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时，曾这样形容道：“欧洲的形成和解体都是围绕着德国进行的。”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任法国外长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便曾构想了以法德和解为基础的“欧洲联盟”计划，并以《洛迦诺公约》、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以及《非战公约》为契机，推进与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的磋商，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国际联盟的欧洲安全体系。但逐日迫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个进程停滞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如何防止法西斯死灰复燃和削弱德国便登上了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日程。这其中，作为欧洲历史上深刻的地缘政治的体现，法德关系何去何从是欧洲维持和平、走向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曾在其题为《欧洲统一》的著名演讲中指出：“重建欧洲大家庭的第一步必定是法德之间的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法国才能在欧洲恢复道义上的领导地位。没有一个精神上伟大的法国和一个精神上伟大的德国，欧洲就不可能复兴。”
[4]

 从19世纪末的法国总理卡伊欧到“一战”后的白里安，以及“二战”后的法国政治家让·莫内和罗贝尔·舒曼，都因循着一条法国传统的欧洲构想：牵制德国，建立一个由法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欧洲大陆。因此，利用一体化达到牵制德国的目的，便成为战后欧洲大国走向一体化之路的直接动力；而重启法德和解便成为欧洲启动一体化之路的“敲门砖”。

五、欧洲一体化的启动

从1872年到1945年，法国与德国曾先后三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与强敌为邻，使法国余悸难消。在“二战”硝烟未尽时，法国政治家让·莫内和时任法国外长舒曼便开始考虑德法两国组织一个煤钢联营的有限联合来限制德国鲁尔钢铁基地不复为德国为所欲为地使用。作为煤钢共同体，自然需要一个能够实施管理、各成员国都要受其制约的高级机构。在让·莫内看来，这一机构以及煤钢共同体，将会是未来欧洲联邦或欧洲邦联的第一块基石。这一设想虽然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却也蕴含了“欧洲一体化之父”让·莫内思想中欧洲联邦主义的远景图像。根据这一构想，法国政府于1950年5月9日宣布了一项关于重新安排欧洲的计划，并正式提出组建煤钢联营的目标，这便是欧洲一体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舒曼计划”。随后，舒曼亲笔致信时任德国总理的阿登纳，坦诚地表达了欧洲对德国的疑虑，并附寄了煤钢共同体计划，希望得到德国的呼应。阿登纳同他的法国同仁一样，意识到了“舒曼计划”进一步的意义：联合的欧洲将构成世界第三种力量，尽管这一力量不及美苏强大，但是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足可在天平上投入自己的砝码”。
[5]

 1951年4月18日，西欧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根据“舒曼计划”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并开设超国家的权力机构——高级管理局，集中了成员国在煤钢领域的管理权，包括制定最低价格和投资政策，规定生产限额以及征税权等。除上述六国外，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加入，成为其正式成员。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以后，在推进成员国之间煤钢经营一体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的最初几年里，内部贸易增长很快，1952年到1955年初，钢产量贸易增长了151％，废铁增长了357％，煤增长了40％，铁矿砂增长了37％。1956年同1952年相比，粗钢生产增长了31％，铁矿砂生产增长了22％，焦炭生产增长了15％。
[6]

 欧洲煤钢共同体无疑促进了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就业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煤钢共同体的成功，推动了欧洲进一步的联合：1956—1957年的威尼斯会议、墨西拿会议分别酝酿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随后欧洲共同体创始条约《罗马条约》签订，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时至今日，欧洲一体化历经了六次扩大，拥有了27个成员国，人口超过5亿，总面积达到432.2万平方公里，与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几乎实现了重合。经济上，欧洲一体化终于通过建立单一市场和经济与货币联盟，最终实现了统一货币——欧元；作为一个地区一体化组织，从2005年起，欧盟的GDP总量已然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成功实现了规模经济效应。在制度建设上，通过《单一欧洲法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以及《里斯本条约》的法律框架，欧洲一体化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分工，并开始通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甚至迈向《欧盟宪法》等更深一步的一体化进程，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身的独特影响力。

应该说，始于和平的期望、迫于环境的压力、深植于统一观念的欧洲一体化的选择，是战略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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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篇国内老论文，有助于快速简单了解法德对一体化的态度和政策。

问题

1. 战略选择并不总是创新，通常需要历史经验的工具箱为基础。17世纪以来为解决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曾尝试过多种路径：（1）均势和联盟战略（据记载亨利四世曾有将欧洲重组成15个均衡国家的计划）；（2）大国协调（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欧洲协调到雅尔塔会议都体现了这种精神）；（3）国际法和仲裁（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形成的会议传统，英国公谊会教徒、特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创始人威廉·佩恩提议的“欧洲议会”，以及国际联盟和联合国）；（4）人民作主（启蒙思想家们的世界主义，康德的“自由国家联邦”，普鲁东的“联邦原则”，马克思的“工人无祖国”，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5）强力征服（拿破仑、希特勒）；（6）自由贸易（19世纪以来各种贸易协定和市场一体化努力）；（7）功能整合（地区性生产和资源的联合、万国邮政联盟等）。这些路径的利弊如何？欧洲一体化启动之初，法德等主要行为体在这些工具箱中为何选择了“一体化”？

2. 正如案例介绍的那样，欧洲一体化的战略目标是多方位的。既要解决冰释法德仇恨、铲除纳粹和军国主义根源、消除再次爆发欧战的可能性等具体性问题，又有对抗苏联威胁、挽回欧洲国际地位衰落等结构性目标。而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不同的战略目标之间会有不匹配或者矛盾的地方。请问，在欧洲一体化的不同战略目标之间，是否存在不匹配的地方。如果有，请问，欧洲一体化早期的推动者是如何在这些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走钢丝”的？

3. 【反事实问搪】
 二战后，西欧的主要国家都是基督教保守主义党派在执政。这一要素对一体化有何影响？如果当时左翼联邦主义力量没有退出，今天的一体化制度会有何不同？如果当时工党或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一体化会呈现什么面貌？【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行为体内部因素（国内政治）对行为体的国际战略选择的影响。】

4. 【反事实问搪】
 如果二战后美苏都回归孤立主义姿态，冷战没有发生，欧洲一体化能否启动？苏联自1945年起就开始将东欧组织起来，如果苏联没有这样做，西欧的一体化运动会有何不同？【这两个反事实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外部环境对行为体的国际战略选择的影响。】




[1]
 “德国问题”是欧洲战略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没有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包括俄罗斯，能够长期地成为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早在1817年，历史学家A.H.L.Heeren就指出，“保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松散邦联式的德国，是‘德国和欧洲的最高利益’”。直到冷战期间德国被分裂，西方才感觉到安全，认为“德国人生活在两个小国里比在一个大国里更安全”。美国著名外交官乔治·凯南在1989年说：“德国统一不是一个选项”。德国再次统一后，西方认为威胁将再次出现（参见Peter Alter,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Arnold, 2000, pp.1-34）。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所有我们的邻国都更倾向于接受德国的分裂”（参见施密特：《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页）。可以说，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到东西德统一，德国问题在欧洲所有安全战略问题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2]
 有关这一时期民间的欧洲统一运动或思潮，可参看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3]
 弗朗索瓦·密特朗：《稻草和谷粒》，法国普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页。


[4]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Winston Churchill's Famous Speeches
 , Cassell, 1989, p.310.


[5]
 ［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02页。


[6]
 《欧洲的煤钢联营》，《光明日报》1998年4月13日。


第九章　美国升级越南战争的决定（1961—1965）

王子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案例介绍

一、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背景

直到1961年上半年约翰·肯尼迪发动“特种战争”前，美国旨在抵抗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所做的战略预设和相对审慎的战略安排虽然成效一般，但总体符合战略预期。在此期间，美国扶植吴庭艳作为其在越南的代理人；1954年《日内瓦协定》中有关越南政权延迟确定的条款，使得越南的分裂与对立既成事实；同时，美国为南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对北越实施经济制裁
[1]

 。同一时期，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的建立及其在美国参议院的通过，也使美国实质上在东南亚范围内获得了进行单边干涉的权利。

然而到了1960年下半年，吴庭艳政权的无能与专制导致南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与此同时，越共转变了方针，在新的进攻性战略指导下组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NLF）开展游击战争
[2]

 ，越南冲突开始升级。这一新局面使得美国很难继续在既定的战略方针和介入程度下确保这一反共堡垒与前哨不成为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
[3]

 。

二、堡垒与前哨：“特种战争”的战略及其逻辑

越南局势的变动并不是1961年肯尼迪上任之初冷战时局中唯一的热点。然而在决策层看来，相比其他棘手而且受挫的危机事件，美国在越南的境况似乎还有解决之道。南越在东南亚的地理区位作为反共前哨兼具敏感性和边缘性的堡垒地位；同时也是美国经营多年，而且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在竞选期间就已先期布局，自信已经熟知的战略资源。加之先前“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战略在菲律宾的成功，以及“新边疆”（New Frontier）政策在第三世界的全面铺开和推广，越南问题在肯尼迪在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调试中成为美国尝试以“现代化”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争夺以民族独立为诉求的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示范点和突破口。

因此，在肯尼迪上任之初，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政策旨在通过加强对南越政府的“指导”和军队的训练，推动南越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从而提高军事实力，对抗北越的进攻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战。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美国的政策仍以政治目标为主，但在军事培训和物资援助方面加强了干涉的力度。1961年5月，肯尼迪做出了审慎却关键的决策——在越南南方发动“特种战争”，先期派出100名军事顾问前往南越指导游击战争；同时，派出400名陆军特种兵的“绿色贝雷帽”加入南越军队与越共游击队的战争
[4]

 。1960年12月，在南越的美军总人数仅约900人，至1961年底，达到9000人。
[5]

 虽然美国“特种战争”的决策及其行动规划已经相当审慎，然而决策既出，对内实现竞选时的主张、对外树立美国声望的期待就成为此后战略评估、决策与行动中贯穿始终的因素。就战略目标而言，南越作为对抗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此时已然被进一步地赋予了“前哨”的期待。

三、越南战争升级的背景

“特种战争”的战略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继续将南越作为反共堡垒，协助南越军队提高战斗力以对抗越共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战争；二是在更为主动的战略布局下将南越作为反共前哨，以“现代化”的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逻辑“赢得”整个越南，乃至更广大的地区。决策层在评估、制定决策，以及动员中以上述两项战略目标相互论证，并进一步细化落实更深入和密集的战略行动、对南越政权提出的更高的配合要求，以及嗣后“科学的”考察与评估等，都表现出美国决策层一厢情愿地对南越政权的行动，也是对己方的战略和行动“多、快、好、省”诉求和先入为主的乐观预期
[6]

 。

然而，直至1965年3月美国决定发动“局部战争”升级越南战争，上述战略目标中引导南越自身的“造血机制”的运转和在两个越南之间赢得人心的“现代化”建设都远未能实现。事实上，随着1962年“战略村计划”的失败
[7]

 和南越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种种暴力冲突，到了1963年，美军顾问在南越战场上“不交火”“不是‘战斗部队’”的原则已经无以为继。“特种战争”的失败已成定局。1963年的南越政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重新评估和调整对越战略、重申和落实最初战略目标的机遇窗口。然而肯尼迪在南越政变不久后的11月22日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L.B.Johnson）被推上前台。约翰逊接任总统后在“第一份重要外交声明”中即宣布“将继续施行前任总统对越南的政策”。这在相当程度上给之后美国对越南战略的评估、决策和执行的方向定下了基调。

倒吴政变后，南越的内部局势并无稳定的迹象，而是乱象丛生。南越内部政治力量的争夺和美国对代理人的挑挑拣拣，使得南越政府频繁更迭，导致了内无定策、外无定略的乱局。政变也进一步削弱了南越军队的凝聚力、行动力和坚定性。与之相对，1964年初越共三届九中全会之后，北越全面展开军事斗争并进一步壮大南越革命力量。来自中国审慎但积极的非战斗部队、武器，以及物资上的援助也进一步加强了北越的实力和取得胜利的坚定性。

约翰逊和他全部来自肯尼迪班底的顾问们在对越南政策上面临着比肯尼迪上任之初糟糕得多的情境。以“现代化”对抗共产主义的国家建构试验的失败，使得美国在地理和战略的双重含义上不再有稳固的堡垒与前哨。现状与先前战略目标之间的落差，以及这种境况导致的被剥夺感和焦虑感，使得将南越作为反共堡垒的最低目标和即时战略评估得出的“局势堪忧”论调，在偏好明确的约翰逊
[8]

 和他的顾问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美国在“用武力控制民族主义革命”的普遍战略目标既定，而越南的军事局势更为恶化的情况下，做出了“攻击北越，拯救南越”的决定，并就此构成了1964—1965年美国越南战略的基调。

四、必然的战争？——升级越南战争的决策

主旨既定，升级战争的决策成为“只是一个时间（时机）问题”的必然选项。然而，就“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升级越南战争”，麦克纳马拉在1963年底和1964年初两次考察越南都对战局做出了悲观评价和预期。而从1964年2月开始“34A行动计划”（OPLAN 34A），到8月以“东京湾（北部湾）事件”为口实，使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授予约翰逊发动战争的权力，再到最终在1965年二三月间发动“火箭行动”（Operation Flaming Dart）、“滚雷行动”（Rolling Thunder）和岘港登陆，把越南战争面升级为以美军为主的“局部战争”。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升级决策从酝酿到做出经历了一年有余，美国决策层在其中的犹豫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同前任肯尼迪曾经对升级战争还是撤退的考量相似，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对国内声誉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对战场局势的考量，成为影响决策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对约翰逊而言，无论是在总统选举前促使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还是此后为了1964年11月的总统选举和赢得大选之后“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的展开暂不升级越南战争，都是既能在当时避免为“遥远的越南”背上“狂热的战争鼓动分子”的名声，又或能在倒吴政变后旁观南越政局，在对南越政权新代理人的考察、说服和扶植中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固然使得升级越南战争的决策因为约翰逊对获得“美国国内民意支持”的坚持而表现出决策的审慎
[9]

 ，但也提高了决策层在最终做出升级战争决策时的自信和战略期待。

其次，对国际声誉的考量亦使得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在《东京湾决议》通过之后在零星的“报复性轰炸”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之间摇摆和试探，最终做出升级战争的决策。在此期间，美国渐次完成了对南越政权的实力和顺从程度、中国和苏联的态度和行动，以及同中国和苏联在官方和非官方外交场合的沟通等一系列因素的考察和布局。然而与此同时，北越方面也在这段时期内不断升级，并赢得对南越的挑战。有关国际声誉的考虑在实际战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激发，共同影响了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的决策。

再次，美国在越南战争越来越深的卷入程度使得升级战争成为必然。越南两方不断升级的冲突，以及北越从游击战向常规战争的转型，都令此前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存在更为深切地卷入了战争。
[10]

 而在约翰逊再三坚持的两项升级战争的必要条件中，“在南越建立美军基地”是其中之一。

此外，美国对越南战略的延续性亦是其做出升级战争决策的动因之一。如前所述，约翰逊和他的顾问班底一起全部继承自肯尼迪1961年初的组阁，乃至更早在竞选时形成的团队。加之猪湾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后肯尼迪对与外交和国家安全相关架构及机制的改动，决策层在战略各阶段的作用已经远超艾森豪威尔时期。同时，约翰逊上任后将“周二午餐会”的习惯带入有关外交事务的决策，进一步缩小了影响决策的战略人士的范围。决策层成员对基于早年评估的既往战略思路的延续，以及基于“美国要什么（南越方面）就给什么数据”的对战略行动的考察与评价，都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最终升级战争的决策。此外，行政程序上应被视为美国越南战争战略分水岭和风向标的《东京湾决议》在升级战争的决策中“提前取下的保险扣”的作用，升级越南战争或成为必然。决策层中并非没有对发动和升级越南战争提出批评的人士，然而在更多支持战争的成员面前影响不了最终的决策。
[11]



五、越南战争升级的影响

升级越南战争的决定使得美国在之后的十年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越南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后的数年间不断增兵，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人员和军费开支，以及重大的人员伤亡
[12]

 。但这并未使得美国在东南亚和全球冷战的棋局中获得先机。一方面，在越南，苏联和中国对北越审慎克制却关键的支援增强了越共实力和耐力。东南亚乃至全球冷战的格局则随着左翼运动在第三世界的发展和新左派运动在美国和西欧的兴盛，一度展现出艾森豪威尔以来历届美国政府旨在极力避免“多米诺”效应。这使得美国在派出地面部队进入南越战场并轰炸北越升级越南战争但却成效堪忧的状况面前，在国内面对左翼右翼都没了退路。加之美国对国际声誉的“迷恋”，在越南战争这样一场“意志的考验”中，继续升级战争几成唯一的选择。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经历使得“避免与中国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成为美国在一再升级的越南战争期间恪守的一项政策底线。虽然自艾森豪威尔以降美国的越南及东南亚战略最基本的预设是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突破中国向东南亚扩张的“多米诺”理论；但在实践上，基于朝鲜战争之后对中国实力和声誉的认知，以及越南战争期间中美双方对战争底线的把握和信息的沟通，美军在实践中恪守了有关“最北界线”的约定，中国和苏联也没有直接派遣战斗部队进入北越，避免了发生直接冲突继而无序升级的可能性
[13]

 。

苏联成为这一时期主要国家中最大的得益者。越南战争消耗了美国，分化了西方阵营。苏联则一改之前的“脱身”方针，在1965年战争升级后开始积极援助越共，并利用中国因素牵制了美国对其援助北越的抗议，巩固了苏联在中南半岛的影响。而美国在这一时期对东欧事务无暇他顾，亦在客观上巩固了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
[14]

 。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调整对苏联和中国战略，寻求大国之间的缓和，成为对美国而言可行并可能取得突破几近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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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将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的决策，从约翰逊紧急接任总统职务并随即表达出全盘延续肯尼迪时期的对越战略，到升级决策的最终做出，期间长达一年多。此间约翰逊对“美国民意的支持”和“在南越的军事基地”作为充分必要条件
 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升级越南战争时机的选择。请问：

(1) 约翰逊的这一坚持是基于怎样的认知、评估和判断？

(2) 将某项政策作为既定的选项，而只是等待具体的某个时机，这样的决策模式有什么缺陷？

2. 对历史经验的学习和类比是战略规划与决策中评估形势、预测其他相关行为体反应、预测战略成效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升级越南战争的决策中，美国在哪些方面做出了恰当的学习与类比，又在哪些方面出于什么理由做出了不恰当的学习与类比？为什么？我们在分析战略问题时，学习历史经验，或以之作类比的时候应当注意些什么？

3. 在升级越南战争的决策中，从肯尼迪到约翰逊，面对发生变化的战略环境，美国决策层人员构成保持了相当大的延续性。虽然决策层人员构成的延续保证了战略与决策的延续性（包括决策者的认知），但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对此前战略形势和行为的评估与判断。请问：

(1) 这种延续性如何影响了之后决策的制定？【提示：请将1960—1961年间和1964—1965年间美国在越南甚至在亚洲面临的战略环境通过列表进行对比。】

(2) 在战略评估和决策中，面对已经变化的战略环境，决策层应如何考量战略环境的变化才有可能避免继续推行或者延续甚至升级之前的既定战略？

4. 【反事实问搪】
 如果越战之前未曾发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结局是否不同？为什么？【提示，请考虑“反事实事件”的系统效应。】

5. 【反事实问搪】
 这个反事实问题在美国许多肯尼迪的支持者中非常有市场。如果约翰·肯尼迪1963年11月没有遇刺身亡，美国在越南的战略选择与行动是否会与之后的历史事实有所不同？为什么？【提示，从越南和美国两方面思考。】

6. 【深度思考题】
 对于冷战，美国最初规划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但在实践中，从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及改造，到漫长的越南战争，美国相当多的重要战略行为却主要在远东地区展开。回顾1961—1965年间美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决策，美国在东亚的深度卷入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整个冷战的局势（包括区域的、大国间的、全球的；短期的、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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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萨达特对以色列和平政策（1970—1973）

丁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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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特与以色列的单独媾和遭到埃及国内和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阿拉伯国家联盟据此取消埃及的成员国资格，并将总部由开罗迁至突尼斯。萨达特本人也因此被伊斯兰激进势力暗杀。时至今日，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对萨达特对以政策的批评者仍不乏其人。2011年，在民众抗议浪潮冲击下，萨达特的继任者穆巴拉克在执政30年后被迫下台。导致埃及政治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萨达特开启对以和平进程以来，埃及不顾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利益，与阿拉伯民族的敌人以色列开展合作，从而损害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合法性。

一、萨达特时期埃及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

纳赛尔逝世后，1970年10月15日，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萨达特上台伊始，埃及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经济濒临崩溃。纳赛尔时期的进口替代政策为埃及留下一个残缺不全、效率低下的国有计划经济体系。埃及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担任主力，蒙受重大经济和人员损失，经济损失约达四百多亿美元，牺牲十多万人，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1967年后，埃及与以色列陷入“消耗战”，扩军备战给埃及带来沉重的经济包袱。军费开支连年增长，1967年至1973年，每年平均20亿美元，1975 年增长到61亿美元，军费开支从196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上升到1977年的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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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区环境来看，以色列得到美国支持，在中东地区具有军事优势，在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惨败，包括埃及西奈半岛在内的大片阿拉伯国家领土被以色列占领。军事实力的悬殊决定了阿拉伯国家无望通过战争消灭以色列，收复领土。

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对以色列一边倒的政策，使萨达特意识到，若不能获得美国的支持，埃及无法赢得和平。这样，萨达特便面临战略选边问题，埃及只有终结与苏联的盟友关系，投向西方阵营，才能为赢得和平、收复失地创造条件。

二、萨达特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1. 脱苏联美

萨达特曾长期追随纳赛尔，深信只有战争才能解决埃以争端，因此他曾寄希望于在苏联帮助下，打败以色列，收复领土。他上任后，曾三次出访苏联，寻求援助，但并未如愿。第三次中东战争埃以陷入战略对峙的境况使得萨达特认识到打败以色列是不切实际的目标。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以色列生存的关键因素，解决阿以冲突的钥匙在美国人手里。萨达特认为，在美苏争霸中东的格局下，埃及可利用其在中东的特殊地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回旋。因此，萨达特开始着手调整外交政策，改变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致力于改善埃美关系。1971年5月，萨达特下令逮捕了以副总统阿里·萨布里为首的亲苏集团的主要成员，为摆脱苏联影响做准备。1972年7月，萨达特下令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宣布苏联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移交埃方。1976年，宣布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禁止苏联军舰使用亚历山大港。

2. 以战促和

萨达特上台后，多次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释放出对以和解的意愿。1970年10月1日，他请参加纳赛尔葬礼的美国特使埃里奥特·理查森给美国总统尼克松带口信：“我的全部希望是和平，让我们为和平而努力。……我将全力谋求和平。”
[2]

 1971年2月4日，萨达特在埃及议会提出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方案。
[3]

 然而，埃及的和平意愿并未得到美国和苏联的响应，在阿以冲突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以色列，亦无兴趣与埃及进行和谈。当时美苏希望保持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不愿居中调停。萨达特认识到向以色列“求和”没有出路，便决心打一场有限战争，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通过“以战促和”显示实力，获取和谈筹码，使美苏认识到解决中东问题的紧迫性，并迫使以色列响应埃及的和平倡议。萨达特一方面与美国接触，一方面联合叙利亚积极备战。1973年10月6日，埃及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摧毁了以色列构筑的巴列夫防线，对占领西奈半岛的以军发起进攻。埃及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胜利，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提振了埃及和阿拉伯民族的士气。

3. 开启埃以和平进程

1977年11月，萨达特在埃及议会宣布，他决定亲赴以色列，谋求和平。当月，萨达特亲自前往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贝京会晤，开启了埃以直接对话。同年12月，以色列总理贝京访问埃及，与萨达特举行第二次会晤。1978年9月，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斡旋下，萨达特和贝京在美国签订《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埃以签订和约。1980年，埃以正式建交，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30年之久的战争状态，埃及收回西奈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

4. 告别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纳赛尔倡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二战后民族国家体系逐渐形成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也不符合阿拉伯世界已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的现实，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埃及无法承载的“负资产”。在宣布访问以色列前，萨达特曾访问叙利亚，寻求阿萨德总统的支持；但后者认为，萨达特访以“是投降，不是和平”。这说明，在当时多个阿拉伯国家领土被以色列占领、阿拉伯世界反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如果埃及不放弃纳赛尔主义，不再承担自身国家利益之外的责任，埃以对抗将延续，埃及将被与以色列的战略对峙拖垮。因此，萨达特决定冒着被阿拉伯世界疏远的风险，率先单独与以色列和解。此举使埃及摆脱了阿拉伯世界的“准民族国家体系”，将其国家利益置于阿拉伯民族的整体利益之上。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去意识形态化”，使埃及回归“正常的民族国家”。

三、萨达特对以和平政策的影响

埃以和解是现代中东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当代中东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萨达特开启的埃以和平进程及其成果——《戴维营协议》，结束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全面战争状态。以《戴维营协议》为起点，阿以双方开启了“奥斯陆和平进程”。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议”也在阿盟贝鲁特峰会上被所有阿拉伯国家接受。虽然，除埃以和平进程外，中东和平进程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巴以冲突仍未得到解决，巴勒斯坦建国尚遥遥无期，但以和谈代替对抗，已成为阿以双方主流派的共识。因此，萨达特对以和平政策对促进中东局势走向缓和具有深远的影响。

1. 埃以和解的积极影响

第一，萨达特的对以政策打破了阿以之间长达30年的全面交战和对峙状态，为解决埃以冲突打下基础，并最终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埃以和解为在“土地换和平”原则基础上解决阿以冲突，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1978年，因对中东和平做出的贡献，萨达特和贝京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埃以和平进程影响下，阿以关系逐渐由冲突转为缓和、对抗转为对话。1982年，阿拉伯国家非斯首脑会议，以含蓄的语言放弃了对以色列的“不接触、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政策”。约旦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奥斯陆进程启动，“路线图计划”和“阿拉伯和平倡议”得到广泛接受，中东问题从此进入政治解决的新时期。

第二，埃以和解结束了埃及长达30年的战争状态，埃及收复了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与以色列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使埃及能够专注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以色列实现和解，实施经济改革，使埃及经济迅速恢复。1966—1974年，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9%，然而在1974—1981年间，该项数据达到了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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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埃及的国际环境得到改善。埃以和解不仅为埃及创造了和平的外部环境，还使其如愿改善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并得到西方经济和军事援助。在结束与苏联的盟友关系后，埃及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约旦等温和派阿拉伯国家一道，成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埃及作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其倒向西方阵营的举动加强了美国对中东的控制力，导致苏联在中东的势力下降。作为回报，美国开始向埃及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1979年3月《戴维营协议》签署后，美国便宣布将在未来3年内将向埃及和以色列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48亿美元，其中向埃及提供的援助为15亿美元军事贷款，3亿美元经济援助。美国还同意从1980年起的5年内，向埃及提供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使埃及成为仅次于以色列的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第二大受援国。
[5]

 此后的三十余年里，美国每年均向埃及提供约2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成为埃及因与以色列和解而获得的“和平红利”。

第四，埃以和解使以色列重新审视其安全政策。以色列建国后，一直与阿拉伯国家处于交战状态，成为被敌对国包围的“孤岛”。虽然以色列在历次战争中均获胜，但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安全的缺失严重制约以色列经济和社会发展。“十月战争”和埃以和解使以色列认识到，战争并非获得安全的唯一手段，和谈也是解决阿以冲突的选项。在实现与埃及关系正常化之后，虽然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但其最大的安全威胁——埃及成为其在政治、经济、安全、能源等方面的合作伙伴，阿以全面战争的威胁不复存在，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大为改观。

2. 埃以和解的消极影响

第一，埃及被阿拉伯世界孤立。对以和解给埃及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损失，当时有17个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其阿盟成员国资格被中止，阿盟总部也由开罗迁至突尼斯。

第二，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导致阿拉伯世界分裂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埃及将国家利益置于阿拉伯民族整体利益之上，分化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国家自此不能作为一个整体与以色列抗衡，以色列得以对阿拉伯国家各个击破。以色列自恃与埃及实现和平，稳住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大局，便对巴以和叙以和平进程采取拖延政策，致使中东的核心问题——巴以冲突至今仍未解决。

第三，引发埃及国内政治分裂，削弱了政权合法性。萨达特在未取得国内广泛共识的情况下，擅自与以色列和解，导致埃及国内政治分裂。埃及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强烈反对与以色列媾和，埃以和解催生了一批反世俗政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它们试图用暴力手段颠覆政权。1981年10月6日，在十月战争8周年纪念阅兵式上，萨达特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刺杀，为埃以和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后，延续了萨达特的对以和平路线。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在政治上与以色列配合，制裁哈马斯等反以激进组织。经济上，埃及与以色列开展广泛合作，以优惠价格向以色列供应天然气，引发民意强烈反弹，严重削弱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合法性。2011年初，在突尼斯剧变影响下，埃及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18天后，穆巴拉克被迫下台。2012年6月2日，穆巴拉克被判终身监禁。对以和平政策是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均为对以和解付出了代价。埃及剧变后，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组织通过民主机制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一贯坚持反以政策，支持哈马斯等伊斯兰组织的反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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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第二章论及埃以关系时谈到：纳赛尔在1970年接受了美国提出的“罗杰斯计划”，实现了埃以停火，同意与以色列直接和谈，但由于他的突然辞世，且双方分歧太大，该计划最终成为历史文件。萨达特上台后，虽频频向以色列挥动“橄榄枝”，但以色列在“六五战争”后处于强势，对埃及的举动置之不理。于是萨达特“为争取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和平”而发动了“斋月战争”，这使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崇高的声望，也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从而为接下来的和谈铺平了道路。书中谈到，萨达特认为，埃以之间的障碍主要是心理障碍，“埃以冲突有70%是心理上的问题，30%是实质性问题”，为了“克服这种心理障碍”，为了“打破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已陷入30年的恶性循环”，为了“子孙后代的前途命运”，萨达特访问了耶路撒冷，迈出了通往和平的勇敢的第一步。萨达特的这一举动看似意外，事实上却是埃及政策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苗头早已有之。因为一方面，埃苏交恶，埃及对外关系的重心转向了美国，另一方面，埃及国防开支过大，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萨达特想要的不仅仅是收复自己的领土，而是打破僵局，“为整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实现和平、安全、公正和稳定”。

（二）论文

1. Uri Bar-Joseph，“Last Chance to Avoid War: Sadat's Peace Initiative of February 1973 and its Failur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41 No.3, Jun.19, 2006，pp.545-556.

1973年2月，萨达特通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向以色列提出了和平倡议，本文作者认为，这一倡议是1967—1973年间，为实现埃以和平而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提议。本文详细解析了萨达特提出和平倡议的背景及相关各方的态度，指出，美国的不甚热心和以色列拒绝归还1967年战争中所占埃及领土的姿态使萨达特认识到埃以和平的实现，已无法再寄希望于和谈，必须通过军事行动向美、以双方证明自身实力，方可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

2. Mordechai Gazit，“Egypt and Israel：Was There a Peace Opportunity Missed in 1971?,”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Vol.32, No.1, 1997, pp.97-115.

依据美国、以色列两国主流出版物的观点，1971年，萨达特执政之初曾向以色列表达过打破僵局的意愿，但以色列傲慢的拒绝导致了埃及的外交失败，进而阻碍了埃以和平进程的推进。而本文作者则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论点，即1971—1973年间，萨达特仍坚持其维护整个阿拉伯世界利益的立场，不愿在细节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这一态度使得美国与以色列的外交努力全无成功可能。

3. Alan D.Owty，“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Guarantees to the Egypt-Israel Conflict,”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 1972，pp.253-267.

本文详细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初十月战争之前埃以双方从各个渠道获取的内、外各方保障，并指出，这些保障为埃以双方达成的共识提供了信誉度，而这种得到了保障的“信誉”则使得双方，特别是以色列方面，可以从现存“僵局”中获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不战不和”的局面。

4. Paul Jabber，“Peace Proposals for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67-1976,”Security Dialogue
 , Jan., 1977, pp.153-166.

本文的作者是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在文中，他详细地探讨了1967—1976年阿以各次和谈的总体特点，并将它们分为了“全面和谈”和“局部和谈”两类。论及“局部和谈”中的“有关西奈半岛被占领土的和谈”部分，作者指出，埃及是解决阿以冲突的关键，把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不仅从长远来看可以巩固埃及在泛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促进阿以冲突的和平解决，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讲，也可避免把漫长的边界暴露在敌对国家面前，赢得一个相对更安全的边界。

5. Stephen P.Cohen and Edward E.Azar，“From War to Peace : The Transition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5，No.1（Mar.，1981）, pp.87-114.

本文谈到了舆论对萨达特与以色列和谈的两种不同看法：支持者认为萨达特的做法为地区和平的实现打下了基础；而批评者则认为，这使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达成全面和解变得更加困难。本文从1979年5月在开罗召开的历史性的会议入手，全面剖析了萨达特所倡导的埃以和平进程的背景、始末及深远影响。

6. Moshe Shemesh,“The Origins of Sadat's Strategic Volte-face,”Israel Studies
 , Vol.13, No.2 (Summer 2008), pp.28-53.

本文从以色列的视角考察了萨达特对以政策转向，认为早在纳赛尔执政时期，萨达特便认识到埃及对外政策存在三大误区：一是与苏联的盟友关系，二是与以色列的对峙状态，三是埃及为阿拉伯民族承担超出其国家利益以外的责任。因此，萨达特上台后便着手调整埃及外交政策。作者强调萨达特于1971年便提出对以和平倡议，但遭到以色列拒绝，这使萨达特被迫采取以战求和策略。因此，以色列拒绝萨达特和平倡议，是1973年中东战争的主因。他还认为，以色列是埃以和平的最大受益者。

7. Jason Brownlee,“Peace Before Freedom: Diplomacy and Repression in Sadat's Egypt,”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126, No.4, pp.641-668.

本文是2011年埃及政治剧变后，对萨达特对以和平政策国内影响的反思。作者认为萨达特对以和平政策遭到埃及自由民主派、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一致反对。为维护政权稳定，萨达特及其继任者穆巴拉克强化了威权统治，以压制对以和平政策的反对者，从而加剧了埃及世俗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作者认为，萨达特将对以和平置于国内民主化进程之上，造成政权合法性基础被侵蚀，最终导致穆巴拉克政权倒台。

8. 刘合波：《缓和与1973年中东战争的爆发》，《齐鲁学刊》2010年第5期，第57—63页。

文章回顾了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前后埃及对以政策的转变，并将萨达特远苏亲美、促进埃以和谈的战略决策置于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争霸的宏观语境之下，从美苏中东势力消长、中东政策演变对萨达特战略抉择影响的角度分析了其政策动机。

9. 卢少志：《萨达特时期埃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54—58页。

本文从萨达特时期埃及国内政治斗争状况的角度提出：萨达特做出与以色列媾和战略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为了摆脱苏联控制，打压国内亲苏派势力，以维护自身统治。埃苏关系的急剧恶化始于萨达特上台之后与权力中心的斗争，从而增加了双方的不信任。随后，双方在埃及实行开放政策、调整中东政策、改善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等方面分歧日增。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加剧了埃苏矛盾，进一步导致两国关系终由盟友走向敌对。

二、选读材料

（一）著作

1.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和第二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重点是第一册第六章“动乱中的中东”第245—285页，第二册第十一章“中东战争”第1—131页，第十二章“莫斯科、停火、戒备”第132—219页，第十三章“第一次中东突破”第220—298页。）

本书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录，作者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从中东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参与者与决策制定者的角度回顾了埃以和谈的始末，分解并分析了萨达特自1970年起，为推动埃以和谈而采取的一系列对美、对苏、对以政策，并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对其行为动机进行了解读与剖析，为理解“萨达特做出媾和抉择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角度。本书英文原版是：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Little and Brown, 1982。

2.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埃及通向耶路撒冷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本书是布特罗斯-加利根据自己当时的日记写成的，它以一名参与者的眼光，记录了《戴维营协议》开启阿以和平进程、建立美国与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新关系的历程。本书忠于历史，生动地描写了许多历史伟人间的对话，包括富有远见卓识的萨达特、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埃泽尔·魏茨曼、不留情面的吉米·卡特、深不可测的摩西·达扬，展现了阿拉伯和谈者面临的种种困难，对于分析萨达特对以政策动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 威廉·匡特:《中东和平进程：1967年以来的美国外交和埃以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重点是第二部分“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执政”第57—178页，第三部分：“卡特总统执政”第179—238页。）

作者根据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及其他已发表的有关尼克松、卡特等总统的材料，将美国国家利益置于20世纪70年代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全方位回顾了美国参与之下的中东和平进程，分析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及其对埃、以双方的影响。

4. 贾汉·萨达特：《总统与我——萨达特夫人自传》，周仲安、陈寅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重点是第十二章“通往和平之路”。）

贾汉·萨达特是安瓦尔·萨达特的第二任夫人，《总统与我》是她以自传体形式写的一本书，该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萨达特遇刺身亡之谜，而且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埃及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该书的第十二章“通往和平之路”详尽地介绍了埃及社会在“十月战争”前后的艰难状况，以及萨达特应对这种窘境的做法，即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以打破僵局，实施变革，实现和平。

（二）论文

1. Olfat Hassan Agha，“The Role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Inter-State Conflict: the Arab-Israeli War of October 6, 1973,”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1978, pp.181-195.

作者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对1973年十月战争之前、之中、之后《金字塔报》与《耶路撒冷邮报》两大报刊中涉及对方的社论分别进行了统计与研究，数据显示：随着局势的恶化，社论用词的“信任-怀疑比”下降，反之则上升。作者进而得出结论：大众媒体对于消除敌对双方疑虑、促进和解的达成起重要作用。

问题

1. 萨达特为什么做出与以色列和解的战略抉择？萨达特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为何巴以、叙以和平进程至今未能按照埃以和解的模式得到解决？

2. 萨达特与美国建立盟友关系（1970—1973）与中美缓和（1969—1972）的背景有何异同？当时中国与埃及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何异同？这些相似和不同的地方是否能够解释他们的行为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果之间的异同之处?

3. 萨达特对以和平政策对阿拉伯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格局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其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有何种关系？

4. 【反事实问搪】
 如果萨达特延续对以敌对政策（即，将以武力彻底收复西奈半岛甚至占领更多以色列领土作为战略目标），埃及和中东政治格局将如何发展？

5. 【反事实问搪】
 如果率先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不是埃及，而是叙利亚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埃及将可能采取何种政策？

6. 【反事实问搪】
 如果埃及军队能够延续其在1973年“十月战争”初期的胜利势头，并最终击败以色列（至少收复西奈半岛全境），那么萨达特是否仍然会积极寻求对以色列的和平政策？




[1]
 王京烈：《安瓦尔·萨达特——埃及共和国总统》，《西亚非洲》1980年第9期，第65页。


[2]
 Anwar Al-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An Autobiography
 , London: Harpercollins, 1978, p.276.


[3]
 杨灏诚、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5页。


[4]
 根据OECD提供的数据计算而来。参见Au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2003, p.211。


[5]
 陈建民：《埃及与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第十一章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985—1990）

李承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案例介绍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介绍

1985年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开始实施“加速经济发展战略”，试图提升苏联经济体制的效率，摆脱苏联自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开始出现的经济停滞局面。在其经济改革计划遭遇困境之后，戈尔巴乔夫转向推动政治改革。其改革思想集中体现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书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社会发展的目标，他鼓励以“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方式放松舆论控制，加强对官僚集团的制约，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实行半竞争性选举等措施。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自由化改革措施刺激了反对力量的形成，新角色、新思想的出现极大地挑战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也使得变迁议程开始超出戈尔巴乔夫及苏共的控制。苏联共产党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能力日趋下降。

形势演变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急速变化的局面大大加剧了苏联内外矛盾。尤为突出的是三大矛盾：其一是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生私有经济之间的矛盾；其二是政治多元化诉求与苏联既存体制一元化之间的矛盾；最后是民族地方分离主义与苏联国家统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纠缠，其中又以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与组织方面面临的挑战与矛盾最为突出。由于苏联共产党实际构成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关键性组织力量，这一组织力量面临的挑战与威信受损所带来的后果最为严重。不受约束且无节制的“公开性”导致了对苏联共产党历史，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历史的全面批判与否定，苏共形象因此受到严重打击。最后，带有自由派倾向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异军突起，靠“公开性”与民主化所煽起的民粹主义力量以及直接选举所获取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对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联邦国家最具挑战性的反对力量。当苏联共产党中的传统派力量试图采取行动来挽救日趋混乱的局面、稳定秩序时，他们在共产党与军队中的号召力已经大不如前，无法应对叶利钦等反对派领导人的挑战。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瓦解标志着苏联分裂解体的结局已无法避免，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从此成为历史。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背景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正处于历史关键时期。长达近四十年的冷战对峙给苏联国家与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中苏关系的恶化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大三角关系的随之形成，使得莫斯科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一直要面对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这一局面造成苏联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于军备竞赛，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苏联本已十分严重的重工业过度发展以及经济军事化的趋势，同时导致苏联经济发展更为畸形，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激化。而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陷入的泥潭更是让苏联的经济雪上加霜。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苏联经济正遭遇困境，显出疲惫之态。在整个70年代，相比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7%左右的比例，苏联的军费占比一直高达16%左右。进入80年代，苏联军费支出年总额高达1300—1600亿美元，几乎75%以上的科学技术费用都被用在军备竞赛方面。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来看，苏联在50年代尚能维持10%的增长率，至1976—1980年已降为4.2%，1981—1985年进一步下降为3.6%。而就苏联国民收入来看，50年代的平均增幅为10%，70年代上半期降为5.7%，而到1981—1984年间已下降为3.5%。1983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还占世界总产值的14%，日本占9%，而到1985年日本已经追上苏联。
[1]



上述内外危机对苏联领导层提出了严重挑战，因此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前两任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时期便已经作为十分严肃的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不过，这两位抱有改革意图的领导人在位时间短暂，他们的来去匆匆不但未能缓和危机，反而由于在他们的任期之内政治与政策人事变化过于频繁，进一步造成勃列日涅夫时期累积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年轻充满活力、作风开明的戈尔巴乔夫于此时被委以苏共总书记的重任。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与前所未有的挑战，戈尔巴乔夫首先启动了加速发展战略，其后又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其改革思想，提出要将苏联建设成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拉开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改革大幕。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发展历程

1. “加速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受挫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后，于1985年4月第一次召开苏共中央全会，会议上他对形势作出了严肃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以及全面改革的任务。全会后苏共对干部队伍进行了调整，同时宣布要采取加强法制、整顿秩序、深化改革试验、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以及提高技术投资比重等政策。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召开，正式制定了4月全会上提出的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简称“加速战略”。该战略认为苏联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实现生产全面集约化，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加速战略”要求，到2000年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增长1倍，劳动生产率提高1.3—1.5倍，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提高5%，人均实际收入增加60%—80%。“加速战略”重视经济产出与数量，强调传统的机械制造等重工业的重要性。除了上述具体的经济发展规划外，“加速战略”还涉及提高企业自主权的《国营企业法》的颁布、禁酒运动的开展等内容。

不过“加速战略”实行得并不顺利。在“加速战略”实施的头一两年里，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比不上改革前的水平。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由1981—1985年的3.2%下降到1986—1988年的2.8%。财政赤字比80年代初增加一倍，整个经济形势恶化。“加速战略”失败的原因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制造业有很大关系，这一发展方向进一步扭曲本已畸形的经济结构。1987年苏联重工业的比重由1985年的74.8%上升至75.1%，甚至超过了战时1945年74.9%的水平。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其倡导的加速发展战略受挫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来自于苏联体制中存在的诸如官僚主义等一系列“障碍机制”，如果不清除这些障碍机制，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便难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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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从经济改革走向政治改革

建立在前述认知的基础之上，戈尔巴乔夫开始希望通过诉诸政治改革，也即提倡公开性与民主化，来攻破苏联体制中存在的“障碍机制”。戈尔巴乔夫从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改革的转变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在新的政治制度的设定方面）。其政治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基本成熟于他在1987年11月份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在该书中，戈尔巴乔夫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其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的出发点就是要摆脱旧意识形态的束缚，因为他认为过去的那些教条意识形态已经限制约束了人们的思考及思维方式，它们使得苏联无法实行务实的政策，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批判、抛弃这些几十年来被认为是不可触动的真理，新的思想与行为、政策才可能出现。而就对外政策而言，戈尔巴乔夫则明确提出了“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的观点，也即“新思维”的观点来指导苏联外交政策。有关“新思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戈氏后来坦陈：“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由意识形态的偏见所留下来的公式）重新思考周围的一切……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新思维。它成了改革年代全部内外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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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希望通过公开性与民主化来提高透明度以增强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并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想法，当时的其他苏共高层领导人，包括雷日科夫等对该政策也持赞同立场。但是他们在公开性与民主化发展的度的把握与控制方面，与戈尔巴乔夫存在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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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无论当时戈尔巴乔夫与苏共其他领导人的看法如何，后来的实际情况是，一旦戈尔巴乔夫将“公开性与民主化”作为其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的主要手段，政治变迁议程就开始逐渐脱离其控制。无节制的公开性的提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各种批评声音——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反对苏联共产党、要求打倒政府的声音——开始泛滥，不少人将批评矛头直接指向苏联共产党。正如有评论家尖锐指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政策从“反勃列日涅夫主义和反保守主义发展成了反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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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6月苏共召开的第19次党代表会议具有特殊意义，该次全会不但正式确立了苏共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而且明确提出了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思想。更为关键的是，此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通过公开、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尽管存在一些优势，但苏共党员须与其他社会团体成员平等参与竞选。这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史上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步，它不仅意味着苏共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在实质制度上被削弱，而且意味着苏联民主反对派开始拥有一个合法正式的政治舞台来直接参与影响苏联改革的进程。

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于1989年3月正式选举产生，戈尔巴乔夫被选举担任最高苏维埃这一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的主席。1989年7月，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由四百多名代表自行串联组成了人民代表跨地区小组，其中苏联著名的政治异议人士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叶利钦，与波波夫等五人担任小组主席。这一小组产生的基本背景是建立在苏联党内外各种反对势力自1988年后迅猛发展的基础之上。据估计，各种政治团体在1989年时已有六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个。这一地区间代表组织的成立不但为苏联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异议人士提供了活动与交流场所，而且方便了他们与西方国家建立并保持密切联系。由于其激进的政治改革色彩，这一跨地区小组逐渐取代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光环。跨地区小组的成立以及他们与戈尔巴乔夫的分道扬镳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戈尔巴乔夫主导改革进程的影响力越来越受到制约。
[6]



戈尔巴乔夫改革影响力下降的另一个标志是在激进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之下，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等决议，决定删除确立苏共在苏联政治体制中领导核心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这等同于在法律上取消苏共在苏联一党领导的地位，正式承认了多党制的合法性。与此相对应，该决议同时宣布实行总统制，将党和国家分开，使国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3月15日，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总统。当天戈氏宣誓就职时，声称他将从国家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角度考虑问题，不代表任何阶级或政治派别。3月下旬，戈氏任命了总统委员会。尽管18个成员中有一半为苏共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但苏联政治权力中心却由此发生了重大根本性转变，总统委员会取代苏共政治局成为苏联的最高决策机构，苏共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被进一步削弱。

戈尔巴乔夫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全貌至此基本明朗，那就是采用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以及总统制，这从根本上颠覆了苏联的党国体制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此，对苏联问题很有研究的高放教授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不是超前，而是改向，改变为从西方引进议会制、总统制和多党制。这样就必然招致政局混乱，政治危机加深，最终引起政治、经济和民族三个危机的并发症，导致党、国家和社会制度三个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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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改革与地区及联盟间危机的相互刺激和苏联的最后解体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以公开性与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并没有为经济改革带来正面效应。与此相反，频繁的政治动荡与集会游行，以及因政治因素的干扰所致的不确定性，使得苏联经济不进反退。据不完全统计，仅1989年就有近两百个城市举行了五千多次群众集会，参加人数达1600多万，1990年仅头两个月就有2000次集会，参加者达800万人。
[8]

 其中，1989年7月开始于西伯利亚的矿工大罢工，后蔓延至乌克兰、哈萨克等地，参加人数高达50万，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而在经济政策方面，苏联政府在1990年2月决定将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5月份又转变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9月份再变为500天计划（也就是在500天之内转为市场经济）。如此一年三变，危机加剧，1990年经济负增长2%，1991年负增长达到12%。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权力归苏维埃”、直接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多党制等政治改革措施不但影响了苏共在苏联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加强了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政治地位。政治自由化改革也导致一些原本存在的民族矛盾变得更为尖锐激化。苏联的统一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1988年9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因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发生流血冲突事件，此后一些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日益严重。

1990年春夏之际的苏联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其政治盟友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则分别当选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的苏维埃主席。此外，在波罗的海三国等加盟共和国，反对派也获得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胜利。这些地方选举加强了政治反对派与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对抗的资本。

在这一背景之下，苏共第二十八届代表大会于1990年7月2日—13日举行。大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和苏共新党章，确认了苏共“二月全会”取消党的法定地位的方针，苏共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在多党制下与其他党派平等竞争。新党章规定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再是苏联最高决策中心，其职能限于提出有关苏联内外政策的建议，领导苏共活动。以叶利钦为首的党内激进派在发言中主张将苏共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叶利钦在全会结束后当众发表退党声明。随后，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也公开发表退党声明。而代表传统派的利加乔夫则被逐出党的领导核心。由此苏共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被削弱。

1990年12月17日—27日，苏联召开了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宪法的修正案》，准备建立强有力的“总统权力体制”，采取总统治理的方式强化统治。大会还授权总统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行使一切权力来控制局势，同时设立副总统职位以行使总统委托的权力。这次会议与安排清楚表明戈尔巴乔夫向美国式的总统制过渡的想法。此外，大会还提出由总统负责起草新联盟条约并将在1991年3月17日就新联盟条约举行全民公决。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构想却遭到来自加盟共和国的强烈反对，波罗的海三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都表示不会签署新联盟条约，而叶利钦则公开宣称“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时代过去了”。苏联作为一个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分歧进一步加剧。

1991年1月11日，苏联内务部采取强硬措施以阻止立陶宛日益强烈的独立倾向，结果双方伤亡近两百人。叶利钦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活动积极支持，以各种集会游行等方式来对抗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倒戈运动”，要求戈氏下台。到3月底，苏联全国三分之一的矿井停产，几十万人大罢工，要求总统和政府辞职，军队和安全部门实行非政治化。

在独立运动的高压之下，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留联邦举行全民公决，结果有76.4%的投票人赞成保存联盟。公决之后，苏联有关机构开始起草新联盟条约。4月23日，戈尔巴乔夫与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会晤（9+1会晤），决定尽快签订新联盟条约。

6月12日，叶利钦战胜前总理雷日科夫等候选人，赢得了首届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的胜利。这是具有标志性的大事，它赋予了叶利钦以政治合法性，大大加强了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政府抗衡的地位。叶利钦由此也进一步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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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利钦的政治盟友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则分别当选为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市长。7月20日，叶利钦颁布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个总统令，即“非党化”总统令，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组织在俄联邦国家机关、军队和企业中任职。由于苏联共产党是最主要的参与国家活动的政党，叶利钦此举显然是进一步削弱苏共在俄罗斯联邦中的影响与地位。

1991年7月29日—30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三人会晤，确定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该条约决定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若该条约得以通过，将大大强化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联盟中央的地位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在这一背景之下，8月19日清晨，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部分苏联领导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旨在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反击之下，这一行动未能成功。

“8·19”事变之后，一些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至12月16日，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都已宣布独立。事变之后，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的活动也被叶利钦宣布为“非法”，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被查封。戈尔巴乔夫于8月24日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一职，苏共中央随后被解散，其财产被全部没收。至此，苏联共产党被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联手摧毁。12月7—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也即《别洛韦日协议》，正式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正在停止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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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1日，在戈尔巴乔夫缺席的情况下，11个原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于阿拉木图举行会晤，正式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成立独联体。协议也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苏联总统职位同时取消。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成立74年之后成为了历史。

四、简评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春被选举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面对苏联自勃列日涅夫时期累积下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开始推行以“加速发展战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试图借此提高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改变经济与科技落后的局面。但这一改革没有持续多久，戈尔巴乔夫就开始转向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认为苏联体制中存在的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一系列障碍机制阻碍了经济改革的实施与推展。戈尔巴乔夫与其他苏共领导人因此强调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措施来改革苏联政治体制，要将苏联建设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无节制的公开性尽管激活了此前沉闷的苏联舆论，新思想与新的政治组织由此也开始出现，但也导向了对苏共与苏联历史的带有偏激色彩的批评与否定，这些批评与否定导致苏共这一苏联体制的核心稳定力量的形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遭受严重打击。尔后推行的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制以及总统制为代表的政治制度表明戈尔巴乔夫试图将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移植至苏联，但苏联的联邦体制使得戈尔巴乔夫在设计政治制度与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遭遇到来自地方与民族反对力量的严重挑战。在戈尔巴乔夫及其所属政治力量由于其公开性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弱化了他们在苏联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在他们还未能通过新的政治体制建立完全合法性的时候，一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其中最主要的是俄罗斯联邦的叶利钦，却通过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所建立起的一系列民主制度的正式运作赢得了选举胜利与政治合法性。这种局面造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础面临双重挑战。此后戈尔巴乔夫对于改革的控制力大不如前，以叶利钦为首的地方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不断对戈尔巴乔夫与苏共中央发起挑战，正是在这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的挑战之下，苏联被摧毁。戈尔巴乔夫短短5年的改革由此不但葬送了苏联共产党，最终也引发了苏联解体。

阅读材料

一、必读材料

（一）专著

1.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30章和结束语“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政治经济”，第809—944页。

本书是国内不多的研究苏联通史的专著，它由三位长期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所撰写。此处所选三章涵盖了整个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民族关系等几方面内容，其中又以第28章最为重要。该章较为系统地叙述了从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到1991年的“8·19”政变5年期间，苏联在经济与政治改革方面经历的一系列发展变化。它阐述了戈尔巴乔夫是如何在最初的“加速发展战略”失败之后，转向政治改革，试图通过公开性与民主化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后实际演变为否定苏共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实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以及总统制，由此进而给苏联社会带来深刻危机。1991年的“8·19”政变是苏联共产党中的保守派试图挽救苏联的最后努力，却未能成功，苏联解体由此不可避免。第29章论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基本内容，并追述了美苏关系的发展历程，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思维”与苏联在东欧剧变、两德统一问题上的退让以及苏联自身危机加剧之间的联动关系。而苏联民族矛盾的激化则与苏联经济危机的加剧和政治体制的变迁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前戈尔巴乔夫时期被遮蔽的民族问题由于过于激进的“公开性”与民主化的推动而变得日趋尖锐，最后演变成民族分离运动的强大浪潮。

2.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9—84页。

该书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苏联解体7年之后亲自撰写的有关苏联历史与改革的回忆反思性著作。书中，戈尔巴乔夫以十分明确的方式系统阐述了自己有关十月革命、苏联体制、社会主义、他所领导的改革、联盟关系以及“新思维”等一系列在苏联改革发展过程中极为重大问题的系统看法，对我们了解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的内心世界以及真实想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说此前的许多著作，包括研究专著和其他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苏联改革发展演变的过程，那么戈尔巴乔夫的这本书则能够告诉我们苏联改革何以会通过实际展开的方式发展演变，也即可以帮助我们洞悉部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奥秘，因此显得格外特别。此处所节选的部分内容主要集中介绍了戈尔巴乔夫是如何看待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又是如何认识新思维之内容与必要性，以及公开性及民主化缘何为改革所必需。

3. 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章“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学”，第93—123页；第8章“苏联解体的国际背景”，第173—197页。

这是中国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冯绍雷教授的一部阐述20世纪俄罗斯发展演变历史的有影响的专著。作者在所选章节中系统考察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战略方面的失误、在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知识分子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外交战略存在的过于轻信西方的援助、过于退让以致未能坚持国家民族利益等问题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就戈尔巴乔夫改革战略而言，作者认为戈氏的“折中主义”政治路线，也即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寻求妥协的政治路线，是影响苏联解体的一个直接背景。这具体表现为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一方面以“公开性”为政策对传统体制进行抨击，另一方面又对过于激进的政治改革主张加以阻遏。作者认为，戈氏后来发现倘若不触动政治体制的话，其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亦难以开展，如此才又转向借政治改革来推进经济改革，但戈尔巴乔夫一直处于激进与保守两派势力的夹攻之下。作者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3月中旬就任总统后，如果他采纳与当选俄联邦总统的叶利钦联手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也即实行“500天计划”）的话，情况可能不会如后来那样糟糕。可惜由于戈氏过于留恋其中间立场，从而失去了与叶利钦联盟的机会，改革最终流产，苏联也由此进一步走向解体。

4. ［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庄辉、郑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篇：戈尔巴乔夫时代，1985—1991年，第35—129页。

本书是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新一代著名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的代表性专著。作者从一般后共产主义制度转型角度探讨了苏联俄罗斯的转型问题。在所选章节中，作者认为与其他社会转型不同，俄罗斯转型非常独特的一面在于其主要由戈尔巴乔夫和苏共领导层所发起。尽管如此，作者还是认为一旦改革被启动，苏联转型与变迁的具体路径就难以为戈尔巴乔夫所控制，而是开始进入作者所发展的角色中心过渡模式的轨道。依据该模型，体制转型的路径、结果与制度选择将取决于精英等行为体之间的偏好、能力与互动情况。具体就苏联转型而言，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上任后推动的经济改革未获成功的情况下即通过两种方式转向推行政治改革：其一是通过公开性在基层释放反对力量，同时藉此增加其改革的社会支持度，其二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先是试图扩大苏维埃在苏联政治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后又新创总统制，希望借助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总统制而不是共产党的支持来建立其政治权威，重构其合法性。但是，这些改革措施均使得苏共领导地位被削弱，苏联转型最终以解体式的直接对抗而不是和缓的协约方式结束。

（二）论文

1. 陆南泉：《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第55—70页。

这是由国内一位老资格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结合自己多年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的研究成果而撰写的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就学术界有关苏联剧变的两大基本理论解释，也即体制原罪说（斯大林模式的内在弊端）和戈尔巴乔夫改革战略错误说（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而言，作者认为上述两种因素在苏联剧变中都起了作用，但其中又以斯大林模式的制度性弊端——特别表现为作者在文中详加论述的所谓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指称的该体制存在的“阻碍机制”——更为根本。而就戈氏改革战略的失误而言，作者认为其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与方向——改革初始即强调加速发展，未能重视农业等——存在问题。而政治体制改革则从失控到迷途，过于激进。体制弊端乃决定性因素，改革失败则加剧了苏联解体。至于东欧剧变，作者认为与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没有因果关系，戈氏任由东欧发展的政策也无可指责，它不构成苏联外交的惨败，与苏联的最终剧变也没有关联。

2. Stephen Cohen，“Is the Soviet System Reformable？”Slavic Review
 , Vol.63, No.1(Autumn, 2004), pp.459-488.

这是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科恩的一篇系统总结反思美国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研究的文章，此前科恩的《失败的十字军东征》（Failed Crusade
 ）一书认为苏联解体及叶利钦时期向市场与民主制度的过渡转型很不成功，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美国往俄罗斯输出民主与市场经济的“十字军东征”是失败的。该书出版后在美国与国际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认为体制原罪说难以成立，而以苏联解体的结局来推断苏联体制不具改革性同样是宿命决定论，它与一系列反事实推论不符。认为苏联制度与民主市场改革不相容的观点也没有道理。在科恩看来，一项成功的改革——即意识形态上维持19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就政治合法性来看延续十月革命的苏维埃制度、经济体制方面保持社会主义成分但又引入了私营经济、维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由主要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是可能在苏联得到实现的。特别是苏联体制的双重性（dualities），也即包含民主与威权体制要素的双重构造特点使得苏联体制具备改革的条件。

3．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88—201页。

在这篇系统全面考察戈尔巴乔夫改革起点因此可能也构成戈氏改革非常重要组成部分的“加速发展战略”的论文中，作者非常详细地考察了这一战略出台的基本背景、定义及其主要内容和执行发展情况。作者认为，最初旨在完善社会主义的“加速发展战略”包含有以机器制造等为主来带动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内容，以及提高企业自主权的《国营企业法》的颁布、禁酒运动的开展等。但上述经济改革措施开始不久便遭受挫折，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转而认为是苏联体制中表现为“障碍机制”等的弊端，阻碍了改革的深入。他因此决定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以推进经济改革，并由此倡导公开性与民主化措施以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上述政治新举措结果引发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与制度的运动，使得“加速发展战略”背离了完善社会主义体制的初衷，偏离了改革方向，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的严重恶果。

4. 朱秀芳：《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再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俄罗斯研究》总第158期，2009年第4期，第121—136页。

该文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旨在改变苏联经济的停滞状态，公开性与民主化则希望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思维”思想则是为了给苏联改革创造一个更为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也即上述改革措施本身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为什么建立在这些相对合理的举措基础之上的戈氏改革最终却归于失败呢？作者认为这是苏联体制，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僵化的结果，也是苏联历史各阶段累积矛盾总爆发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则进一步加速了体制失败的过程。

二、选读材料

（一）专著

1.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8页。

该书作者认为苏联解体既不是因为社会经济体制缺乏生机，也不是来自基层民众的反对或外来压力和干涉的结果，因为苏联经济在改革前尽管存在问题，但却未到引致解体的地步，同样苏联民众对于这个经济体制也都存在不满，但大多数人仍希望维持联盟，而外部压力则一直存在。作者认为导致苏联体制终结的原因是因为一个产生于改革中的亲资本主义联盟为了经济与政治利益背叛了苏联与社会主义所致。这一联盟由旧的统治集团中以叶利钦等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及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和私营企业主等所组成，他们形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作者的结论是苏联解体是“来自上层的革命”所致。

（二）论文

1. 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与成因》，《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2期，第14—16页。

本文作者认为改革初期的戈尔巴乔夫便已经认识到苏联体制的弊端，而在推行“加速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他更是直接感受到苏联体制中存在的障碍机制，因此想通过“公开性”来打破障碍机制，推动经济发展。“公开性”引发出的言论自由开始主要以对苏联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批评为主，后逐渐发展演变成为要求对苏联体制进行改革的强大动力。在这种舆论压力之下，戈尔巴乔夫首先试图提高苏维埃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再继之以总统制，最后发展到多党制。总之，作者认为戈氏政治改革既未能促进经济发展，也没有建立起管理国家的有效民主体制，因而是不成功的。

2. Mark Kramer,“The Reform of the Soviet System and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tate,”Slavic Review
 , Vol.63, No.3 (Autumn, 2004), pp.505-512.

作者在此文中批驳了前述科恩（Cohen，2004）一文中的一些观点。认为科恩没有很好地区分体系与国家（system and state）。文章援引了不少材料来说明一个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时，苏联制度并未恶化到非采取如戈尔巴乔夫后来实际所采纳的激进全方位改革的地步，他可以选择“渐进改革”（muddle through），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做，苏联很有可能仍能够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问题

1. 显然，戈尔巴乔夫对他的从198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受挫的评估是促使他走向更加激进改革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而他对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分析一定是有失偏颇的。我们的问题是：他对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分析是什么？是评估、决策、动员，还是实施的问题？你对这场改革失败的原因分析是什么？到底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请参考《理解战略行为》一章中的部分内容。】

2. 198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受挫后，是否只有依靠更加激进的“改革与新思维”（“公开性”与“民主化”），也即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推动经济发展？为什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类似）中国式“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

3.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国家机器是它的官僚体系。而“改革与新思维”恰好冲击的是苏联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改革与新思维”对苏联的官僚体系的冲击是巨大的，而这肯定是导致苏联快速崩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你是戈尔巴乔夫，在不从根本上冲击官僚体系的前提下，如何改革？请至少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并说明理由。【注意：这些措施相互之间不能有大的相互矛盾，而且任何措施都会产生多重效应。】

4. 【反事实问搪】
 几乎可以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要重整苏联雄风，而苏联的最终结局是他改革的“未曾预计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面对危局，所有的改革家都面临一个平衡或者两难：不改是死路一条，改则前途未卜，甚至有可能导致快速崩盘。如果苏联的加速发展战略能够顺利促进经济发展（比如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轻工业和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优化了他的经济战略），那么戈尔巴乔夫是否还会积极推进政治改革？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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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印度核试（1998）

张贵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

案例介绍

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兰沙漠进行了五次代号为“实力”的地下核试验。据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奇丹巴拉姆和国防部长科技顾问阿卜杜勒·卡拉姆透露，五次核试验中包括一个45千吨的氢弹，即热核装置；一个15千吨的裂变装置；三个分别为0.2、0.3和0.5千吨的低当量装置。它们所用的裂变和其他材料都是印度自己生产的，采用了聚变和裂变两种引爆方式。试验是在7公里外遥控进行的。此次核试验为印度设计不同用途、不同运载系统、不同当量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数据。他们还强调，印度已经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印度的导弹可以装备任何种类的核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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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核政策的演变

印度的核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和平核政策、双重核政策（核门槛政策）和核武公开化政策。

第一阶段：和平核政策。从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尼赫鲁奉行不结盟政策，保证和平利用核能。在国内，印度政府公开表示反对从事核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并承诺和平利用核能。1948年4月，尼赫鲁提出印度发展原子能是为了和平使用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战争。印度国会通过《原子能法案》，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在国际上，印度积极提出军控和裁军主张。1954年4月，尼赫鲁向联合国提出缔结一项停止核试验国际协定的提案。1954年8月，成立独立的原子能局，统一印度的原子能发展。1955年又成立了统一的原子能机构，并于当年建成亚洲第一座核试验反应堆。这一时期印度和平核战略是其不结盟政策的一部分。同时，印度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

第二阶段：双重核政策（核门槛政策）。20世纪60年代，受中印边界战争、印巴战争和中国核试验的影响，印度的核政策发生变化。英迪拉·甘地在坚持和平利用核能政策的同时，提出印度有权保留核选择。这种政策的特点是表面上仍实行和平核战略，但事实上已模糊核能的和平利用和武器化之间的界限。1968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以条约的歧视性为由，拒绝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反对国际核查，强调印度核计划的独立性。1974年印度进行第一次核试验。这一时期，基于印度成功地肢解了巴基斯坦，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支配地位，再加上印苏与美巴在南亚形成对抗格局，印度的核战略向安全需要转移。

第三阶段：核武公开化政策。冷战结束后，印度的核政策再次进行调整。其核政策目标更加明确，把拥有核武器作为争取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环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从原有立场后退，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8年印度大选时，人民党在竞选纲领中就承诺，一旦获胜，它将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印度首次安全防务评估，以研究和分析安全环境并提出合适的建议……重新评估国家的核政策并把发展核武器的选择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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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党上台后两个月，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对安全环境作出评估，印度就进行了核试验。

1998年11月，印度成立了三个国家安全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国家安全顾问（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和国家安全顾问团（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NSAB）。1999年8月17日，由22名成员组成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团公布了一份《核原则草案》（Draft Nuclear Doctrine，DND），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基本目标是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打击印度及其军队的任何国家或实体进行威慑；第二，印度将寻求一种“可信的最低威慑”，在这种“仅用于报复”的核政策中，核设施的生存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印度核力量的实际规模、组成、部署和使用将取决于印度的战略环境、技术和国家安全的需要等因素；第三，不对无核国家或没有与核国家结盟的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第四，印度不首先发动核攻击，但一旦威慑失败，印度将进行惩罚性的报复；第五，核武器将严格控制在最高政治领导层；第六，印度的核武器将建立在“三位一体”（陆基、海基、空基）概念之上。2003年1月6日，印度正式确认这一原则草案，并成立了核指挥部（Nuclear Command Authority, NCA）和战略力量指挥部（Strategic Forces Command, SFC）来管理和指挥其核力量。同年10月5日，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宣布，印度的核指挥中枢，包括多个“核战指挥神经中枢”已经到位，使印度正式具备核报复能力。这意味着印度核指挥部开始运转。

印度核政策的特点是：（1）重视核武器的政治作用而非军事价值；（2）防御性核政策，以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为基础；（3）不首先使用（No First Use）核武器；（4）政策公开。

二、印度为什么要进行核试验？

印度公开核试验的借口是中国的威胁。1998年5月12日，在写给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一封信中，时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把来自中国的威胁作为印度核试验的理由，称“我们的邻国有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它在1962年曾武装入侵印度……它还大力协助巴基斯坦成为秘密的核武器国家”，“印度处于核武器的包围之中”，“印度进行核试验是不得已的行为”。
[3]

 一些支持核武化的印度战略家认为核武器的战略意义在于对付中国。印度政府官员公开声称，面对中国的威胁需要建立有效的威慑。

印度进行核试验既有内部原因和政治考虑，也有外部原因和战略考虑。第一，巩固执政地位。1998年3月刚上台的以人民党为主的瓦杰帕伊政府试图通过发展核武器争取国内对其执政的支持。第二，追求大国地位。印度认为拥有核武器是获得国际尊重和重视、争取大国地位和地区霸权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并把核能力视为世界大国的首要条件，是进入安理会的入场券。第三，形成威慑能力。印度认为核武器可以用来威慑巴基斯坦、平衡中国核能力、限制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第四，提高技术能力。印度独立后就开始发展核能力，1974年还爆炸了一颗核装置，但印度科学家认为只有“接上最后一根导线”，才能真正拥有威慑力。第五，应对国际压力。印度战略家认为，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和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巩固了现有核国家的地位，而把印度限制在核俱乐部之外。因此，印度把核不扩散体制视为一种潜在的束缚而必须加以冲破。

三、国际社会对印度核试验的反应

1998年5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就印度试验发表声明，要求印度停止进一步的核试验，对核试给南亚和平与稳定造成的影响表示关注，重申南亚紧张局势只有通过和平对话而不是使用武力或其他军事手段来减少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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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15日，八国集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表声明，谴责印巴核试验。1998年6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日内瓦发表公报，谴责核试验，同意迅速采取行动避免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要求印度承诺不部署核武器和导弹，不出口相关设备、材料和技术，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不扩散机制和核裁军的基石，积极鼓励印巴通过直接对话寻求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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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172号决议，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发表了17条声明，主要包括：谴责印巴核试验；要求印巴避免进一步核试验；敦促印巴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避免有威胁的军事行动以预防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敦促印巴开展对话；要求印巴立即停止他们的核武器发展项目，不要部署核武器，停止弹道导弹项目，明确并承诺不向别国出口可以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装置、材料或技术；认为印巴核试已严重威胁全球防扩散和裁军努力；要求印巴立即无条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要求印巴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关于停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公约的日内瓦裁军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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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12日，八国集团外长就印巴核试验发表公报。对印巴核试进行了谴责，认为这些试验影响了两国与八国集团每个成员国的关系，损害而不是改善它们的安全环境，破坏了它们实现持续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景，与全球防核扩散和核裁军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并将对两国的国际声誉产生严重和长期的影响。公报支持安理会第1172号决议对印巴提出的要求。

1998年6月27日，克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双方表示“同意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场合紧密合作，以避免南亚核竞赛和导弹军备竞赛的升级，加强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努力，促进印巴之间分歧的和解与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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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度的核力量

关于印度核试验装置的当量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1974年5月印度试验其第一个裂变装置时，印度科学家称其当量为12千吨。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大约只在2—6千吨之间。

1998年5月印度第一轮核试验后，印度宣布试验了三个核装置：一个12千吨的裂变装置、一个43千吨的热核装置和一个0.2千吨的装置。这些数据随后修改为15千吨的裂变装置和45千吨的热核装置。但一些独立分析人士通过地震测量数据认为印度核试验的当量在20—30千吨之间，这意味着热核试验是失败的。一些印度科学家也认为裂变装置只是部分燃烧。

关于1998年印度核试是否成功的争议在2009年又一次被提起。1998年核试验基地的主管桑瑟兰姆（K.Santhanam，曾担任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称热核试验实际上是失败的。印度一些科学家因此提出要再进行一次核试验，停止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印度政府对此表示否认，并重申印度自愿暂停核试验。

据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2008年11月的估计，印度大约有70枚已组装的核弹头，其中约50枚已完全部署。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9年年鉴显示，印度有60—70枚已部署的核武器。这些估计都基于对印度已生产的武器级钋的贮存量的测算。

据公开的材料，印度每年可生产20—40公斤的钋，大约已有280—600公斤武器级钋的存贮，足够生产40—120件核武器。

印度公开核试验后，又进一步发展其运载工具，致力于建设陆基、海基和空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1999年4月11日，印度试射射程可达2000多公里的“阿格尼II”（Agni II）中程导弹。1999年8月17日，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拟订了“可信的最低核威慑”（Credible Minimum Nuclear Deterence）的核战略草案，明确提出在未来30年内，印度将投资100亿美元左右，建立一支由陆基弹道导弹、空军远程攻击机和空对地导弹、海军潜艇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从而成为世界上第六个由导弹、飞机、潜艇组成的运载工具三位一体的核武器拥有国。

五、印度与国际防扩散体制和核裁军

1998年印度核试验，核扩散第一次从大国化转变为地区化，第一次在短时间内同时向两个国家扩散，第一次向中小国家扩散。

印度的核武器试验对国际防扩散体制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国际社会如何处理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的地位。印度拒绝加入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但宣称支持真正核不扩散的目标。

长期以来，印度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非核国家是不公正的，带有歧视性，并批评该条约允许五个核武器国家进行纵向核扩散和有选择的横向核扩散，因此拒绝签署该条约。

印度也反对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建立南亚无核区问题一直得到国际社会的关心，也曾是很长时期联合国大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1974年12月9日，联大通过第一个关于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决议。此后直到1997年，联大每年都要通过一个关于此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认为，建立南亚无核区同在其他区域一样，将有助于增强该区域各国的安全，使其免受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危害。决议敦促南亚各国继续为建立南亚无核区做出一切可能的努力，并且在此期间不要采取违背这项目标的任何行动。

印度前外长辛格曾表示，印度将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再进行核试验。但在美国参议院1999年10月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印度对签署该条约采取不积极态度。

印度曾经是联合国全面和彻底裁军目标的积极支持者。1948年，印度就呼吁原子能应仅用于和平目的。1954年印度是最早提出结束所有核试验的国家之一。1978年印度建议就达成一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进行谈判。1982年印度又倡议“核冻结”（nuclear freeze），即禁止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禁止生产与核武器相关的投放系统。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联合国发表了著名的“无核武器世界”倡议。印度的核裁军主张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印度出于国内政治、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等国家利益方面的考虑，于1998年进行了核试验，并拒绝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或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核武器和裁军问题上，印度口头上的“高调”和行动上的“违抗”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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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解释了印度核发展的动态过程。不同于传统的解释，该书认为印度地区安全环境的结构条件有利于印度的核发展，但还没有迫切到要通过核武化来维护其国家安全。问题的关键是印度的安全考虑及其对印度安全政策发展的影响。作者解释了核武器的象征意义和价值，它们在印度国内政党竞争和压力集团之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影响了印度与其他国家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关系。本书指出了战略精英在决定印度核进程中的作用。作者还认为印度追求核武器背后的关键动力之一是争取国际承认和印度精英对被西方国家“歧视”和“忽视”的强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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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cmillan India Ltd., 2005. 重点阅读：“The BJP-Government and the Indian Nuclear Posture，”pp.391-430。

该书对印度核武器战略、政策和态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本书前半部分把印度的战略文化追溯到吠陀印度的强权政治，对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进行了解构，揭示尼赫鲁的权力政治取向。后半部分探讨了印度核武化政治的演变，分析了印度政府、核和国防部门、军队、行政机构和战略界对核武器和核威慑的思考。作者利用美国和英国政府最新解密的文件，通过与印度决策者的大量访谈和参与起草印度的核原则的经历，使本书成为一部关于核武器和印度安全的权威性研究。

5. C.Raja Mohan,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 Penguin Books India, 2003.重点阅读：“The Nuclear Leap Forward，”pp.1-28。

该书对印度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反思，提出冷战后印度外交政策的五个方面转变：集体共识上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建设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决策中从过去强调政治到现在强调经济、从第三世界主义转变为促进自身利益、改变反西方的思维方式、从理想主义变为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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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该书记录了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作者与印度外长贾斯旺特·辛格从1998年6月到2000年9月在三个大陆、七个国家、十个地点进行的14轮对话，不仅减轻了印度核试对美印关系的消极影响，增进了两国在安全问题上的谅解和理解，也促成了克林顿总统2000年对印度的历史性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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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印度1998年的核试验在印度本身、印巴中三角关系（南亚）、全球三个层次上的影响是什么？对于每个方面的影响，请从直接的/间接的、意图性的/非意图性的、立即的/滞后的、发生了的/未发生的这四对影响考虑问题。

2. 印度人民党推动的1998年的核试验是有多个目标的。在他们的目标中，（1）哪些目标得到了立即实现。为什么这些目标已经实现？（2）哪些经过一段时间后，例如，已经过了十余年的当下，已经得到了实现？为什么？（3）哪些恐怕难以实现？为什么？【提示：请至少从印度国内、地区和全球的制约因素考虑，因为要实现大部分目标，都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

3. 印度核试验后，特别是在美国公开了瓦杰帕伊给克林顿的信后，美国先是和中国联合谴责印度。但是，美国几年后就改变了立场。请问：为什么美国选择公开瓦杰帕伊给克林顿的信？（而且，瓦杰帕伊应该也想到了美国会公开信的内容的可能性）美国几年后就改变了立场。如此看来，中国当年和美国联合谴责印度是否就是错误的？为什么？【请从联合谴责造就的结果以及如果不和美国联合谴责可能造就的结果比较入手。】

4. 对于BJP（印度人民党）来说，核试验是一个短期的决定。但是，他们肯定也意识到这会有长期的影响。这样的决策似乎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面对这一决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BJP是如何权衡的？

5. 【反事实问搪】
 如果美国没有公开瓦杰帕伊给克林顿的信，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

6. 【反事实问搪】
 在学界对于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原因的分析中，至少以下四个因素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冷战后美苏核保护伞作用的减弱、对国际核武器机制的失望、印度国内政治的变动以及印度经济的发展。请通过提出反事实问题（例如，如果印度经济增长步伐缓慢，其是否仍会发展核武？）并予以回答的方式探究上述四个因素中是否存在导致印度选择进行核试验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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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y 18, 1998.但是，根据西方一些地震学家的记录和分析，人们怀疑印度是否成功地试验了热核装置，并相信其裂变或热核装置没有像设计的那样有效，参阅George Perkovich, India's Nuclear Bomb: 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426-427; P.R.Chari, “India's Nuclear Doctrine: Confused Ambitions,”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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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韩国金大中政府对朝鲜的“阳光政策”（1998—2003）

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案例介绍

1945年8月，美国和苏联商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朝鲜半岛分区接受日本投降，从此，朝鲜半岛成为冷战的最前沿。数十年后，当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基本结束，这里依然处于南北分裂和对峙的状态，被称为“冷战的活化石”。本案例所涉及的正是由力图结束朝鲜半岛冷战状态并推动南北和解与合作的政治家金大中及其后继者所推动的“阳光政策”。

一、何为“阳光政策”？

“阳光政策”(sunshine policy)是韩国金大中政府（1998—2003年）的对朝鲜政策，也被称为“包容政策”或“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继任的卢武铉政府（2003—2008年）提出的“和平繁荣政策”与“阳光政策”一脉相承，也被涵盖在“包容政策”之内。“阳光政策”的提法来源于伊索寓言“风和太阳”的故事
[1]

 。金大中在当选总统前曾提出过“三阶段统一论”，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南北联合阶段、联邦阶段和完全统一阶段
[2]

 。在1998年2月的总统就职演说中，金大中全面地阐述了“阳光政策”，表明自己有别于往届韩国政府，不再片面地强调对朝鲜施压，愿意在和解、合作以及和平的基础上发展南北关系，其基本原则是：禁止一切武装挑衅、放弃吸收统一、积极推进和解与合作。

二、“阳光政策”出台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格局发生巨变。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积极推进“北方外交”，适时改善与苏联（1990年9月30日建交）、中国（1992年8月24日建交）等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期间，尽管南北关系没有大的进展，但北方外交对朝鲜形成了“包围”之势
[3]

 ，迫使朝鲜在南北关系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也为对朝和解政策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美国一直是影响南北关系的重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对朝政策为韩国对朝政策划定了一个大的框架，韩国可以在此框架调整其对朝政策，但很难有大的突破，即使偶有突破，也将被重新拉回框架之内。或者说，南北关系是美朝关系的因变量。克林顿政府时期（1993—2001年），为应对朝鲜的核计划，美国政府推行了“软着陆”政策
[4]

 。1993年6月至1994年10月，美国与朝鲜展开多轮高级会谈，最终签署《日内瓦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朝鲜同意冻结其核计划，美国将负责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在轻水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起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第一次朝核危机以补偿换冻结的方式得到缓解，美国也表态要在解除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促进与朝鲜关系正常化等方面作出努力。美朝关系的改善是韩国调整对朝政策的重要背景。时局发展也表明，美朝关系的恶化也直接导致“阳光政策”受挫，这是后话。

1991年9月17日，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双方各自的主权国家身份得以确立。也就是说，朝鲜和韩国都是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的国家，这是双方必须面对的问题。确立双方的合法身份，有助于建立共存、共处的南北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金大中有很清醒的认识：首先，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其次，朝鲜在短期内不会崩溃，韩国必须学会与朝鲜共存；再次，韩国不应谋求近期内与朝鲜的统一，迅速的统一对于韩国经济无疑将是一场灾难。承认朝鲜的客观存在，谋求与其在一定时期内的和平共处，这是“阳光政策”与往届政府对朝政策最大的区别。

三、“阳光政策”实施过程

“阳光政策”五年的实施过程可以大致概括为：初期的“试探和接触”、中期的南北峰会和后期的“受挫”等三个阶段。

1. 初期的“试探和接触”

从1998年初到1999年底可以被看做是“试探和接触”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双方进行了官方的接触，判断对方的战略意图，互探底线。金正日想要知道，作为一个长期在野的民主人士，金大中与其前任到底有什么不同？“阳光政策”能给朝鲜带来什么？金大中则想知道，朝鲜能否打开大门，与韩国进行实质性的和解与合作。

在“试探和接触”阶段，南北关系的进展遇到过挫折，但总体尚好，双方建立了起码的互信。在1998年4月的南北会谈中，双方在离散家属和支援肥料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朝鲜对此相当失望，遂于1998年5月21日至6月3日在《劳动新闻》连载《并非“国民政府”》的文章，批评韩国政府和阳光政策。在此后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生了三起影响南北关系的大事，包括6月22日的束草海岸潜艇事件、7月12日东海市海岸边武装间谍尸体的发现，以及8月31日朝鲜的火箭发射等。一时间，朝鲜半岛上乌云笼罩，山雨欲来。这是对金大中能否坚定贯彻阳光政策的巨大考验。难得的是，金大中政府没有受到上述事件的干扰，稳步推进南北经济合作，解除了对朝鲜广播和出版物的限制，对潜艇事件采取了温和态度，同意在板门店举行“8·15”统一大联欢等做法，表现出发展南北关系的诚意。在此期间，朝鲜对南北间的民间交流，尤其是对韩国人访问朝鲜持积极的态度。韩国有多个社会团体访问朝鲜，包括韩国文化财团、《中央日报》社和《东亚日报》社等文化团体和机构。1998年6月16至23日，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访问朝鲜，并赠送了500头牛。正是以“黄牛外交”为起点，现代集团开始在迄今为止十余年的南北政治接触和经济交流中扮演重要、特殊而又备受争议的角色。
[5]



2. 中期的南北峰会

2000年是“阳光政策”获得重大突破的一年，以南北首脑会晤为标志，南北关系获得实质性进展，同时美朝关系也出现缓和。

2000年1月20日，金大中总统表示有意积极促进南北首脑会谈。是年3月访问德国期间，金大中发表《柏林宣言》，表示：现阶段，韩国的目标是终止冷战，实现和平稳定，而并不是急于统一；韩国政府愿意帮助朝鲜克服经济困难，希望朝鲜能积极响应和解与合作的提案，开展南北政府间的对话等。《柏林宣言》向朝鲜传达了积极的信息。朝鲜对金大中的“考察”告一段落，开始积极地予以回应，迈出关键的一步：派出亚太和平委员会副委员长宋浩京与韩国就南北首脑会晤问题进行接触。韩国为避人耳目，派出了时任文化观光部长官的朴智元。经过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多次接触，双方达成协议，决定于2000年6月举行首脑会晤，南北关系迎来转机。

2000年6月13至15日，韩国总统金大中率领大型代表团访问朝鲜。这是朝鲜半岛分裂五十余年以来的第一次南北首脑会晤。外界急切地想通过这次访问窥探一下封闭的朝鲜和“隐居”的金正日。令金大中始料未及的是，金正日委员长突然现身顺安机场，亲自来迎接。这个计划之外的小插曲足以说明，金正日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也表明金正日对金大中还是相当欢迎的。访问期间，南北首脑举行了三次会谈，双方就统一问题和南北合作等充分交换了意见。会谈结束后，双方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北共同宣言》，内容包括：（1）南北双方决定，统一问题由其主人即本民族齐心协力自主解决；（2）南北双方认为，旨在实现统一的由南方提出的联邦制方案和由北方提出的低阶段联邦制方案具有共同性，并决定今后应该沿着这一方向去促进统一；（3）南北双方决定，在2000年“8·15”之际，进行离散家属、亲属访问团互访，并尽快解决“非转向长期囚犯”等人道主义问题；（4）南北双方决定，通过经济合作，均衡发展民族经济，并加强社会、文化、体育、卫生、环保等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信任；（5）南北双方决定，尽快举行当局之间的对话，早日将上述协议付诸实施。当然，会谈中，金大中还热情地邀请金正日访问韩国，可以猜得出来，金正日应该也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只是由于外部环境的突变
[6]

 ，或是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或是对自己在韩国受否会受到欢迎感到没底，因而未能成行。

南北峰会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国际社会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欢迎，金大中也因此而获得了200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韩国民众对南北峰会和《南北共同宣言》也相当支持。根据2000年峰会结束后6月19日韩国统一部进行的调查，93.7%的受访者支持对朝包容政策；此前，6月17日进步倾向的报纸The Hankyoreh
 《韩民族日报》调查显示，包容政策的支持率高达95.7%；韩国保守媒体《东亚日报》在是年8月25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86.7%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7]

 。峰会的交流使韩国国民对金正日有了更多的了解。有评论指出，“南北峰会给了金正日一个去妖魔化（de-demonize）的机会，它使金正日的形象由一个隐遁的疯子变成一个受尊敬的、和蔼可亲的、有幽默感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8]

 。2000年6月南北峰会结束后立即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43.3%的受访者认为金正日是“朋友”，35.5%的人认为他“基本上是朋友，也有可能是敌人”，17.2%的人认为他“是敌人，但也可能是友好的”，只有2.7%的人认为他就是敌人
[9]

 。

首脑会晤以后，南北之间的交流明显升温，双方举行了多次部门间会谈。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南北代表团共同入场，在场数万观众热烈鼓掌，表现出世界各国对南北和解的欢迎和期待。在南北关系发展的同时，朝美关系也出现了改善的征兆。2000年10月，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明录访问美国，双方发表共同声明。10月23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朝鲜，朝美关系似乎正孕育着大的突破。

3. 后期的受挫

进入2001年，“阳光政策”受挫。起因或许主要在于美国对朝政策的风云突变。2000年11月，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当选总统，对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包括其对朝政策。2001年“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对朝政策更加强硬，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之一。2002年10月，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访问朝鲜后表示，朝鲜没有停止发展核计划。11月，美国正式宣布，由于朝鲜没有履行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决定从12月份开始中止对朝供应重油，并希望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的成员国也停止向朝鲜供应重油，第二次朝鲜核危机爆发。朝美关系的再度紧张约束了南北关系的发展。

从2001年到2003年金大中离任，南北关系没有大的起色。实际上，从2000年的高峰开始，走出了一条下降曲线。特别是在2002年底，有媒体报道，现代集团为首脑峰会支付了数亿美元。一时间，这笔钱可能被用作开发核武器等的质疑之声四起，南北峰会被描述成“金钱铺路的政治秀”。为调查这一对朝汇款事件，韩国国会通过《特检法》。在调查进行过程中，2003年8月，时任现代峨山公司（专营开城工业区和金刚山旅游开发项目）社长的郑梦宪（郑周永之子）自杀身亡，可见当时当事人所受压力之大。调查表明，对朝汇款基本属实。在不少人的眼中，“阳光政策”的光芒顿时黯然失色。

四、后金大中时代“阳光政策”的命运

2003年2月，韩国卢武铉总统上台，在“和平繁荣政策”的旗帜下继续推行“阳光政策”。卢武铉强调：要通过对话解决南北问题；要实现相互信任和互惠主义；要实行以南北当事者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与金大中政府一样，卢武铉的对朝政策也遭到了国内保守派的质疑。2006年10月，朝鲜进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韩国国内对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和卢武铉的“和平繁荣政策”的批评剧增，有人甚至认为，朝鲜此举直接宣告了接触政策的失败。2007年10月，卢武铉总统从陆路访问平壤，与金正日进行了南北关系历史上的第二次首脑会晤。

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政府，推出了新的对朝政策：非核、开放、3000，即，如果朝鲜“弃核”和走向开放，韩国将帮助朝鲜在未来10年内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上；反之，如朝核问题解决不了，南北合作将不会扩大。在朝鲜看来，李明博完全背离了“阳光政策”和“和平繁荣政策”，没有执行前任政府所签订的“南北首脑宣言”，一味地追随美国的对朝强硬政策，根本没有改善南北关系的诚意。至此，南北和解遭遇寒冬。朝鲜在2009年5月和2013年2月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核试验，在核武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五、“阳光政策”的影响

根据韩国统一部2003年2月发布报告称，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大致取得了下列成果：（1）促进了南北首脑会晤和多层次、各种级别的南北对话；（2）缓和了军事紧张局面；（3）推动了南北经济共同体的建设；（4）增加了人员、物质的交流；（5）离散家属会面问题得到解决；（6）实施了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支援；（7）支援朝鲜安顿出走的居民；（8）为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作出了努力。
[10]

 统一部是韩国专门负责南北关系的部门，它在报告中评价“阳光政策”有自吹自擂之嫌，尽管如此，报告中所提及的缓和军事紧张、促进南北人员和交流等的作用还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各方看待这一问题的视角会有所差异。

“阳光政策”一度改变了韩国的对外关系。有学者表示，“阳光政策”使韩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却使韩美之间出现裂痕。
[11]

 由于对朝政策的差异与《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的不平等问题交织在一起，韩国国内多次爆发针对美国的烛光示威。同时，美国也出现了反韩和嫌韩的舆论。直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上台，韩美双方才开始修复“受损的同盟关系”。

对朝包容政策实施后，韩国政治社会中的保守派与进步派的分歧公开化，甚至因此而加剧。保守派与进步派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朝鲜（当然，还有美国）的认识的差异上。保守派认为，“朝鲜不仅是一个拥有‘可怕的人权纪录’的国家，还是一个失败国家，从1948年建立之初就不合法，现在在制度矛盾的重压下更是注定将走向失败”。改革派则认为，“北方不仅有自己的合法权利，使其制度上能在美国的敌意面前生存下来，而且，如果美国解除制裁并与之接触，帮助朝鲜克服历史上形成的它是个被占领的防御国家的自我形象，它还能够并将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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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大中、卢武铉正是韩国改革派的代表；而随后上台的李明博代表的是保守派。基于对朝鲜认识的差异，保守派与改革派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对朝政策，相互之间的攻防战不是弥合，而是加剧了认识上的分歧，并使这一分歧向社会大众蔓延。

对朝包容政策改变了韩国国民对威胁的认知。通过接触和交流，韩国民众对金正日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对于韩国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也有了新的评价。1993年韩国盖勒普公司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国民认为对韩国的安全最具威胁的国家是：朝鲜（44%）、日本（15%）、中国（4%）、美国（1%）。而到了2003年，调查的结果变成了美国（39%）、朝鲜（33%）、日本（12%）、中国（8%），美国被认为是比朝鲜更危险的国家
[13]

 。尽管这两项调查结果不是完全可比，也不能说韩国国民安全意识的变化都是由包容政策所引起的，但很难说包容政策对此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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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认为，朝鲜半岛位于美、日、中、俄四大国利益互相交叉之地。南北关系的任何变动都将影响韩国和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和地区秩序。基于此，本文认为阳光政策要想取得成功，需要有四个基本条件：韩国国内的共识、强大的经济、国际支持和朝鲜的积极回应。此文认为，南北和解政策促进了韩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却使韩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明显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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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详细分析了金大中政府时期韩国主要报纸对“阳光政策”的态度变化，表明总体上各主要保守媒体对“阳光政策”持批评态度，而且随着金大中政府针对媒体的税务检查的深入，相关媒体对“阳光政策”的批评也日益激烈。也就是说，媒体更多的是从主观情绪出发，片面地抨击“阳光政策”。在民众与政府之间，缺乏透明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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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将对朝包容政策上溯至卢泰愚政府的北方外交，历经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和卢武铉的和平繁荣政策时期。作者认为，未来有必要继续与朝鲜展开全面的接触，并诱使其发生积极的变化。为此，结构性的包容政策，即将南北交流稳定化、制度化，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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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二部第二章卢武铉政府五年回顾中有两节内容涉及南北峰会与南北关系等，有助于了解卢武铉领导下推进南北和解政策的详情。书中也论及卢武铉对金正日的评价，“就和听说的一样，金正日委员长是个说话很直的人，而且对于国政运营也了如指掌，令人吃惊。我和他一说到改革或者开放，他就会很清楚、很有逻辑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而且对于实务性质的问题，也具有灵活性，让我觉得是个可以进行沟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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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利用权力转移的分析框架，阐述了朝鲜半岛所面临的地区局势的变化以及韩国的外交选择，并对卢武铉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文中，作者认为，韩国政界保守派和改革派（进步派）对朝鲜的本体论认知的差异，导致双方对朝政策的巨大分歧。

2. 方秀玉：《反思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5期，第55—63页。

文章回顾了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强调其与金大中的国家利益观和统一哲学的一致性，认为阳光政策促进了韩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批驳了韩国国内保守派对阳光政策的指责。

3. 金祥波：《试析卢武铉“和平繁荣政策”与韩朝关系的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1期，第98—102页。

文章回顾了和平繁荣政策出台的背景，从朝韩贸易、人员交流等方面积极评价了卢武铉的对朝政策。

问题

1. 从金大中的初衷来看，“阳光”就是为了除去朝鲜武装的“外衣”，使之走向国际社会。从这个角度讲，十年的“阳光政策”并没有能够如愿，朝鲜没有走向改革和开放，在核武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说阳光政策到目前为止是失败的，那么失败的缘由是什么？【请运用《理解战略行为》一文的框架进行分析。】（1）金大中政府为什么选择与朝鲜进行和解政策？他的基本判断是什么？是他对局势的判断错了吗？（2）如果他对朝鲜将不会立刻崩溃、韩国需要与朝鲜长期共存等判断没有问题的话，是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资源动员和执行过程中出问题了吗？现代公司充当南北和解的排头兵，向北方“送金”，是否干扰了和解战略的实施？（3）外部因素，比如布什政府调整对朝政策，以及“9·11”事件后国际形势的改变，是否对阳光政策的实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2. 即便是在目前并不成功的形势下，金大中（及卢武铉）的南北和解政策对东北亚地区局势产生了哪些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哪些是韩国政府所希望的，哪些是不希望的？哪些是滞后的、可能在未来发生的影响？【请参考《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一文，可画图。】

3. 南北和解是否加剧了韩国社会保守派与进步派的分裂？为什么？这会对今后韩国对朝政策起到怎样的作用？为什么？

4. 【反事实问搪】
 如果没有朝鲜，或者说现在的韩国未来统一了朝鲜半岛，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会出现多大的变化？中国应该怎么办？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做？

5. 【反事实问搪】
 如果金正日在金大中政府时期如约回访韩国，南北关系是否会比现在有更大的发展？为什么？如果是戈尔（Al Gore）而不是布什在200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南北关系是否会比现在有更大的发展？为什么？如果这两个反事实事件都发生了，是否南北关系就一定会有很大的进展？




[1]
 在这个寓言故事里，风和太阳两方为谁的能量大而争论不休。这时，他们看到路上有一个行人，太阳说：“谁能使行人脱下外套，谁就更强大。”于是，太阳藏在乌云后面，风开始拼命地吹，风刮得越猛烈，行人越是裹紧自己的衣服。太阳出来了，暖暖地晒着行人，行人感到很热，很快就把外套脱了下来。


[2]
 ［韩］亚太和平财团：《金大中三阶段统一论》，1995年版。此书亦有英文版：Kim Dae-jung and Kim Dae-jung Peace Foundation, Rhee Tong-chin Trans., Kim Dae-jung's “Three-Stage”Approach to Korean Reunification: Focusing on the South-North Confederal Stage
 , Center for Multiethnic and Trans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97.


[3]
 卢泰愚离任总统职务后，曾于1995年6月在高丽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阐述了北方外交的目标及其实施战略。他说：“为实现北方政策的目标，战略上要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通过与苏联、中国的建交，展开全方位外交，对朝鲜实施包围；第二阶段，实现南北统一。在南北关系方面，我们已经签署了关于和解与合作的协议书，发表了无核化共同宣言。尽管在南北关系上目前还存在核问题、轻水反应堆等造成一时混乱的问题，但亦可以说我们正在实施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也可以说是最终目标，作为东北亚的伟大中心国家，要扩大我们的生活文化圈。”卢泰愚：《北方外交》，在高丽大学研究生院的演讲（1995年6月4日），载《月刊朝鲜》1995年7月号。转引自沈定昌：《韩国外交与美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4]
 “软着陆政策”将正在进行核开发的朝鲜比作装满武器的飞机，如果这样的飞机在大城市中心爆炸或坠落，会非常危险，因此要让它平稳地、可控地降落。


[5]
 这段过程描述参考沈定昌：《韩国外交与美国》，第175—176页。


[6]
 根据前统一部长官的说法，“金正日先生原来计划在2001年春天的时候回访首尔。但是，布什总统上任以后，美国政府开始推翻前任克林顿政府的朝鲜政策，导致朝鲜改变对南战略以及整个外交政策。结果，金正日先生的回访未能成行”。参见《接触政策不会改变——专访韩国统一部前长官、“阳光政策”奠基人李钟奭》，《中国新闻周刊》专访，2007年1月1日。


[7]
 ［韩］金在弘(Kim Jae Hong)：《金大中政府的对朝包容政策的媒体态度和国民舆论调查比较分析》，《韩国政治学会报》2003年，第37辑，第2号，第197—218页。


[8]
 Manwoo Lee, “Sunset for Kim Dae-jung's Sunshine Policy?”Current History
 , Apr.2002, pp.166-171.


[9]
 Donald Kirk, “Kim Dae-jung and Sunshine: Polls, Popularity and Politics,”Korea Observer
 , Autumn 2001，pp.409-429.


[10]
 ［韩］韩国统一部：《国民政府五年：和平与合作的实践》，统一部，2003，第2—13页。参见沈定昌：《韩国外交与美国》，第179页。在李明博上任时，统一部险些被裁掉，先是由前驻华大使金夏中担任长官，后来换成了“非核、开放、3000”政策设计者之一玄仁泽。


[11]
 Choongnam Kim, “The Sunshine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South Korea's Relations with Major Powers,”Korea Observer
 , Vol.35, No.4, Winter 2004, pp.581-616.


[12]
 金炳局：《夹在崛起的中国与霸权主义的美国之间：韩国的“防范战略”》，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382页。


[13]
 参见韩献栋：《朝鲜半岛的安全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第十四章　伊拉克战争（2001—2003）

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案例介绍

一、伊拉克战争决策过程

2001年“9·11”事件爆发以后，美国总统布什很快宣布向恐怖主义开战，开始以反恐怖划线，建立全球反恐怖的志愿者联盟，并将伊拉克等多个国家列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

在这一背景下，2002年伊拉克危机爆发：联合国通过第1441号决议，联合国武器检查团重返伊拉克，检查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3年1月27日、2月14日和3月7日，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向安理会先后提交三份核查报告，承认伊方提供了“相当多的”有关过去4年研发导弹和生物武器的新材料和新信息，指出核查人员通过对三百多处可疑地点实施突然核查后得出结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伊方对核查进行了事先准备”，称伊在销毁违禁武器方面采取了一些实质性措施，“致命武器正在被销毁，核查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并可能产生一些结果”。简而言之，三个月突袭式核查也未发现伊存在恢复其核武器计划的证据或迹象。

即使如此，3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要求并没有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武检团立即撤离伊拉克。3月20日，美国正式打响了伊拉克战争。

根据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说法，美国对这场战争最终要达成的目的包括：第一，铲除萨达姆政权，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第二，发现并销毁藏匿在伊拉克境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恐怖分子；第三，结束制裁，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第四，保护伊拉克的石油以及其他天然资源。

虽然美国政府宣称有49个国家支持该军事行动，但真正参战的国家只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波兰四国。丹麦政府也对伊拉克宣战，并派遣了两艘军舰支援美军，日本等多个国家提供后勤支援。这场战争遭到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阿拉伯联盟、不结盟运动等一百多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批评与谴责。奥地利等多个国家宣称，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由于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已经违反了国际法。埃及籍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谴责该军事行动，认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奥地利、瑞士和伊朗禁止联军战机飞越其领空，沙特阿拉伯禁止美军导弹通过其领空袭击伊拉克。全球普遍的反战情绪最终导致了全球反伊拉克战争大游行。

二、伊拉克战争的过程

1. 战争开始阶段

美英联军从3月20日（伊拉克时间）起向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斩首行动”和“震慑”行动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布什在战争打响后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推翻萨达姆政权战争的开始，强调战争将“速战速决”。在这一阶段，美英联军先后向巴格达、巴士拉、纳杰夫、摩苏尔、基尔库克、乌姆盖斯尔等十余座城市和港口投掷了各类精确制导炸弹两千多枚，其中战斧巡航导弹500枚。与此同时，萨达姆也向全国发表讲话，号召伊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击败美英联军。

2. 战争僵持阶段

由于供给线太长和伊拉克方面的抵抗，美英联军“速战速决”的目标未能实现，地面进攻曾一度受阻。伊军在伊中部的卡尔巴拉、希拉、欣迪耶等地与美英联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每天都有数百名伊拉克人从约旦等国家返回伊拉克，加入与美英联军作战的行列。

3. 战争转折阶段

美英联军凭借空中优势和机械化部队，兵分几路发起强大攻势，先后攻陷伊南部巴士拉等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并对巴格达形成合围，从而使战事呈现一边倒的态势。4月8日，美军从北部和南部两个方向推进到巴格达，并夺取了巴格达东南的拉希德军用机场。美国坦克开进巴格达，占领了萨达姆城。面对美军长驱直入巴格达和提克里特，伊拉克领导人号召军队和人民对美英联军采取“同归于尽”式的袭击行动。

4. 战争收尾阶段

4月15日，美军宣布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结束，联军“已控制了伊拉克全境”。据美国官方公布，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美军人数为128人，其中110人阵亡，18人死于事故。英军士兵死亡31人。战争消耗了美国大约200亿美元。2003年5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主要战争已经结束，行动成功了。

三、伊拉克战后反叛乱战争

但是在美国宣布获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以后，很快发现自己在两个方面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第一，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美国没有发现证据来支持自己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伊拉克拥有并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第二，伊拉克正规军被打败以后，各种反政府活动和叛乱活动日益猖獗，稳定伊拉克的努力失败，军费开支和人员伤亡远远高于战争时期，受到国内舆论的攻击。

1. 战争借口正确性危机

2003年夏天，美国政府成立“伊拉克调查小组”，该小组由1000多名武器专家、翻译和其他方面专家组成，第一任负责人由前联合国核查官、美国人戴维·凯担任。凯曾在2003年10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中期报告，称他所带领的小组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4年1月，凯突然辞职并称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几乎都错了”。此后，迪尔费尔接替凯带领调查小组。2004年10月6日，迪尔费尔带领的“伊拉克调查小组”公布了有关伊拉克武器问题的最终调查报告。报告认定：伊拉克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就没有再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由于联合国十多年的制裁，萨达姆政权在制造武器方面的能力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提高，反而受到了极大削弱。至此，为期十八个多月的武器搜查工作画上了句号。这种状况使得美国和英国等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国家面临极大的舆论压力，美国也被迫修改自己发动战争的主要目标：从彻底清除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转到推翻萨达姆政权、帮助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这一国家建设目标上来。

2. 战后合法性危机

然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国家建设过程却面临来自各种武装叛乱活动和恐怖活动的极大困扰，引起伊拉克民众越来越大规模的反抗。

伊拉克不同地区的零星暴力活动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在伊拉克西部，零星暴力活动很快就发展成叛乱活动，动力在于阿拉伯逊尼派民族主义和失去政治地位的仇恨。在其他地区，暴力活动往往由小组织执行，以宗教派别和部落为单位组织并相互冲突，有时暴力活动还发生在本团体内部。但这些地区的暴力活动都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至少是部分由于美军及其联军没有在关键的开始阶段给予有效疏导和遏制，暴力活动成为伊拉克社会生活中的经常状态。
[1]



四、关于美国的伊拉克战略失败的几种观点

这些观点把失败原因归结为两大类：第一，伊拉克的结构性问题。伊拉克社会本来就由于宗教和民族问题而处于分裂状态，再加上多年的战争、制裁和错误的治理而更加碎片化。第二，美国的政治背景，包括政治制裁、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也限制了美国的政策选择空间。简述如下：

1. 美国没有作好充分的战争前准备

（1）美国没有在建立一个广泛同盟体系上投入足够的精力，也没有对敌人可能具有的关键性能力给予足够重视。

（2）美国没有部署足够的军事力量，也没有为反叛乱战争作好准备。

（3）缺少足够的外交支持，特别是安理会主要成员国的支持，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行动的合法性有缺陷。

（4）美国没有对战后建设阶段进行认真的规划。主要有两点：首先，美国不理解伊拉克，过快在伊拉克解散原有的社会复兴党体系（de-Baathification），并在一个只知道暴政的社会中试图推进民主，来证明自己在寻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以后还具有推进民主化进程这一合法性。其次，美国没有为自己在伊拉克的政府重建工作制订一套明确、有效的时间表和顺序，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从安全问题、政治制度问题、经济问题到社会问题，反而导致一个领域的成功被另外一个领域的失败拖累了。例如，美国军队一开始就在伊拉克西部的逊尼派聚居区打击走私活动。走私活动是这一地区部落势力的一个传统，萨达姆当年曾以容忍这些走私行为来换取逊尼派部落的忠诚。美国的反走私行为不仅难以制止枪支走私活动，反而迅速恶化了与逊尼派部落之间的关系，增强了他们失去权力后的危机感和仇恨意识。再如，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后，美国马上根据自己的言论自由原则放开了对媒体的控制。结果到2003年6月，伊拉克出现了至少85家新报纸，其他阿语电视台如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和阿拉比亚电视台（Al Arabiyya）很容易收看到。在这种狂热的、幼稚的媒体环境下，谣言和阴谋论是最容易被民众接受的。2003年夏天，在伊拉克的逊尼派聚居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犹太人和以色列已经买下了大部分的伊拉克土地。
[2]

 此外，民主化进程也会导致不稳定（民主化国家发生战争的概率是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两倍
[3]

 ，在民主转型与不稳定之间存在着关联性
[4]

 ），不稳定会导致民众没有安全感，民众没有安全感会导致少数群体不投票，少数群体不投票会导致不能民主化。少数群体的不信任、强势集团的憎恨和精英对自由的剥夺，经常导致民主化在其转型期间被颠覆。要想保持民主化进程可以延续下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制止冲突、打击极端行为、保证政治交易可以进行。而在转型时期，政府往往都是软弱的。

2. 美国与伊拉克人之间缺少共同威胁
[5]

 ，也就没有共同的安全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占领行为都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的反弹。在历史上，美国占领德国和日本的成功，固然是因为德国与日本国民比较容易服从于权威与力量，也部分来源于美国与其被占领国之间对苏联这一共同外部威胁的共识。

3. 美国事实上在每一个环节都犯了错误
[6]



简而言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是因为未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美国不仅不了解伊拉克，更重要的是对自身也缺乏了解，美国的决策者们根本不了解美国在占领伊拉克方面的能力局限性。经常冷战的胜利、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胜利、打击前南斯拉夫的胜利以及对阿富汗战争的胜利（2003年前后阿富汗的局势比较稳定），及其在这些战争中发展出来的信息战优势和零伤亡理念，美国决策者们认为自己终于走出了美国在海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主要局限性——人员伤亡问题，可以放开手脚在伊拉克打一场战争了。因此，在伊拉克案例上，美国的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成功是失败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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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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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拉克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请讨论它对中东政治、经济、安全局势的影响。【请参考《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一文，可画图。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讨论它在全球层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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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事实问搪】
 也许有人会说，2010年后的“阿拉伯之春”不正好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结果么，尽管这个结果来得有点晚？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请给出你的理由。【请参考《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可画图。】

6. 【反事实问搪】
 如果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例如在战争初期即受阻并遭遇严重伤亡等），则美国随后的伊拉克战略是否会受到影响？如果“是”，会受到何种影响？如果“否”，为什么？




[1]
 Daniel Byman, “An Autopsy of the Iraq Debacle: Policy Failure or Bridge Too Far?”Security Studies
 , Vol.17，No.4, 2008, p.600.


[2]
 Nir Rosen, In the Belly of the Green Bird
 , Free Press, 2006, pp.57-59.


[3]
 Edward D.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s of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0, No.1, Summer 1995, p.5.


[4]
 Daniel C.Esty, Jack A.Goldstone, Ted Robert Gurr, Barbara Harff, Marc Levy, Geoffrey D.Dabelko, Pamela T.Surko, and Alan N.Unger, State Failure Task Force Report: Phase II Findings
 , McLean, VA: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1998, pp.19-22.


[5]
 David Edelstein, “Occupational Hazards: Why Military Occupations Succeed or Fail,”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9, No.1 (Summer 2004), pp.59-64.


[6]
 Larry Diamond, Squandered Victor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nd the Bungled Effort to Bring Democracy to Iraq
 , New York: Times Books, 2005, p.279.


第十五章　中国出兵朝鲜（1950年6月25日—1950年10月5日）

林民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案例介绍

一、抗美援朝的决策背景

1950年，刚刚建成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旧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人民解放军正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解放全中国。1950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提出1950年的主要任务：“第一，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第二，厉行生产节约；第三，准备进行或着手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第四，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继续加强中国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大团结。”
[1]

 此时朝鲜问题根本没有进入中共领导人的视野。正当各项工作逐步取得进展之时，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将这一事件看作是共产主义国家有预谋有意图发起的挑战，立即作出强硬回应，宣布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事实上，这已经阻止了中国要在1950年内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

即便如此，美国政府和军方都清楚地认识到，经由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所确认的三八线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修改三八线的行为将可能破坏二战期间所确立的国际格局。杜鲁门政府的政策目标主要是迫使朝鲜退回到三八线以北，避免过度刺激苏联和中国。因而，杜鲁门不仅拒绝了蒋介石派兵援美，还规定美军在三八线以北进行的军事行动仅限于破坏后勤补给。7月中旬，朝鲜战争表现出僵持态势之后，美国开始逐步扩大战略目标。但是，其政策的核心前提仍是不变的：不刺激苏联和中国，避免与苏中发生战争。

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美国仍然没有忘记其政策底线：避免与苏中发生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为了“摧毁朝鲜的武装力量”，可以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前提是如果在执行行动时没有大量苏联或中共部队进入朝鲜，或者没有他们要进入朝鲜的声明，以及苏联或中共都没有恫吓要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进行抗击。同时还指示，无论任何情况下，美军都不准越过中朝边界或朝鲜和苏联的边界，韩国的部队一概不准在和苏联接壤的各道或在中国东北边境使用，同样严禁对中国东北或苏联领土使用空军或海军。

可见，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政策的目标是“恢复朝鲜半岛原有格局”，不能把战争“扩大”，避免美军在远东和苏中军队展开较量。仁川登陆后，美军大幅扩大政策目标，但前提还是要避免引起与苏中爆发战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在考虑是否越过三八线前采取“小心翼翼”的试探，在越过三八线时对军事行动做出不少谨慎而克制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竭力避免承担保护蒋介石政权的军事义务，抑制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行为，竭力避免被蒋拖入与中共的战争。

二、中国的准备

战争爆发后，为了以防万一，中国立刻就组建了东北边防军。此时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直到美军仁川登陆后，出兵问题才逐步提到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中。10月1日斯大林发电报给毛泽东，希望中国出兵朝鲜，中共党内立即就此进行了正式讨论。中国出不出兵，在毛泽东心里是有一个“底”的，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越过三八线。

为了避免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达中国政府的抗议，态度鲜明地表明，“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决不会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声明，对于朝鲜，“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2]

 10月1日，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10月3日凌晨1点，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明确表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同样在这次谈话中，当周恩来提及“要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时，潘尼迦要求周解释其详细内涵，周恩来清楚地表示，“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意见，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
[3]



既然美国政策的目标是“恢复朝鲜半岛原有格局”，避免与苏中军队展开较量，为什么当中国发出如此清晰的严厉警告后，美国还是无所顾忌，最终于10月7日越过了三八线，挑战毛泽东的“底线”？为什么美国认为中方警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中美没有建交，中方依靠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美方传递信息，可是，杜鲁门认为潘尼迦是个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他的话不能当真；第二，中美实力对比相当悬殊，美认为中方不可能兑现承诺；第三，美方认为，中国在朝鲜半岛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利益，不可能冒着如此大风险和美国进行战争，特别考虑到当时中国国内还存在大量困难；第四，美方误认为中国一向喜欢虚张声势，这次也不例外。

除了不相信中国的威慑信号之外，美国敢于跨过三八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战争爆发以来，苏联采取的克制和退让政策，使美方确信苏联采取了“袖手旁观政策”，即便失去朝鲜也全然不顾。这就助长了美国的机会主义动机，间接地消除美国国内对于扩大战争目标所存在的分歧，变“恢复朝鲜半岛格局”为“解放朝鲜半岛”。而且仁川登陆的巨大胜利导致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果：对麦克阿瑟将军一贯正确的认识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美国政府和军方默认了麦克阿瑟的做法，放弃了先前的克制和谨慎。

三、艰难的决策

面对强大的美军跨过三八线，斯大林向中共提出出兵请求，而党内意见分歧甚大，毛泽东面临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决策之一。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4]

 “我们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愿的。老实讲，当时内战刚刚结束，我们国内一大堆问题，我们绝不可能鼓动朝鲜发动战争。”
[5]



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依然坚持中国应该出兵朝鲜。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认为，以往对于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大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保护东北的工业基地，免除反动势力的威胁，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另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的举动主要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激情，并以此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手段。
[6]

 但是，这一决策背后也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因素。

首先，抗美援朝也是稳定国内政局的需要。建国初期，国内那些具有亲美倾向的知识分子、民主派人士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由于美国务卿艾奇逊采取鼓励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中共统治的政策，加剧了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担忧。“毛泽东也希望通过抗美援朝，打破国内不少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崇美’、‘恐美’心理，共产党的威信必将极大提高，政权亦会极大巩固。”
[7]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斯大林长期以来都不信任毛泽东。中共公开表明“一边倒”政策之后，中共与苏共之间相互猜疑的微妙气氛才有所改变。即便如此，斯大林对毛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原因在于，“毛泽东总是依靠农民而不是依靠工人阶级，他是个小资产阶级，他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始终是背道而驰的”。
[8]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里有大量的民主党派人士而被斯大林怀疑中共可能走“第三条道路”。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是“刚露头的铁托”。
[9]

 在这种情形下，中共是否出兵朝鲜就成为考验中共对苏联盟友忠诚度的重要表现。毛泽东后来说：“只有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斯大林）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10]

 可见，中国的出兵决策中，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中苏之间微妙的关系考虑的。

另外，当时中共党内也讨论过不出兵的选择。这一选择之所以会被排除，主要由于美方多次欺诈导致其作出的安抚承诺对中方而言没有任何可信度，即便美方多次声称不会跨过鸭绿江也无济于事。这主要是两个事件导致的。首先是美在台湾政策的变化。毛泽东针对杜鲁门6月27日声明就说到：“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11]

 另一个欺诈中方的事件则是，美未经联合国同意就越过三八线。10月3日，周恩来与潘尼迦的谈话中就提到：“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尽管在三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同意，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
[12]

 美国的多次欺诈导致中方不得不认为，“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听任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在朝鲜得逞，那么它还将迫使我们在另一个战场同他们较量，那么我们就会很被动”。
[13]

 到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已经决定出兵朝鲜。

四、抗美援朝的影响

出兵朝鲜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人员的伤亡上。志愿军在战争中死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
[14]



同时，朝鲜战争也延误了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甚至不少学者认为，没有朝鲜战争，中国早就已经统一台湾了。此外，朝鲜战争也消除了中美接近的可能，形成了之后长期的对抗，中国外交的灵活性丧失，不得不完全地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更重要的是，朝鲜战争加剧了美苏对抗，使得美苏对抗态势在亚太地区完全确立，世界正式进入两极格局。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也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和威望。中国至此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大国和强国，国际影响力大大加强。整个冷战期间，美苏都要小心翼翼地对待中国的利益诉求。美军一直将越南战争保持在十七度线以南，就是基于朝鲜战争的经历。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外交现在仍在享受着朝鲜战争给我们带来的战略收益。

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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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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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并没有对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进行过分析，但是考虑到中共的决策体制以及毛泽东个人意见在最终决策中的作用，需要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毛泽东的政治人格及其影响。事实上，很多优秀著作的分析中已经隐含着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白鲁恂的这一经典研究，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毛对政治本质、权力、竞争对手的认识和态度，尤其是毛的家庭关系和早年经历如何塑造他后来的政治行为。朝鲜战争的这一关键决策，无疑也凸显出毛泽东的人格特征对政治结果的深刻影响。

2. 奥马尔·N.布莱德雷:《布莱德雷将军战争回忆录》，郭莹译，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布莱德雷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在回忆录中，他详细记叙了朝鲜战争的发展进程，披露了美国决策层是如何思考朝鲜战争，如何理解中方和苏方发送的信号，同时也详尽地披露了美军各指挥层次之间的种种分歧与矛盾，为了解朝鲜战争进程和内幕提供了第一手的美方资料。

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三卷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该书对朝鲜战争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回国，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对朝鲜战争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该书主要依据军方的档案资料，因此对于朝鲜战争中军事方面的情况介绍尤为详尽。

4. 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三卷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

沈志华等人翻译的这些档案材料，大多是苏联、中国、朝鲜三方领导人及相应机构之间的往来电文、会谈纪录，苏共和苏联政府从中央到各主管部门的会议纪录、决议草案、请示报告及情况通报，苏联驻中国和朝鲜使馆与国内相关部门往来的电报、信函等等。这些材料对于理解朝鲜战争的过程及决策具有重要的价值。

5.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Shu Guang Zh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1953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陈兼教授将中国的朝鲜战争决策放置在中美关系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理解。陈兼和张曙光两位作者都偏向于认为，毛泽东的决策主要是基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热情，而非国家安全的考虑。陈书第三部分及张曙光教授一书对此都有细致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朝鲜战争决策的思路。

6. 1950年全年《人民日报》。

历史研究要求研究者能够将自己放置在历史人物的情境中去，才能理解其所作所为。要理解领导人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动机，需要研究者将自己放置在1950年的历史中去。因而，翻阅一下1950年全年的《人民日报》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人民日报》呈现出当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不论是当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人民日报》都能提供不少研究线索。

7.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八卷本），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这是以中央情报局为主的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中国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和评估的报告。

问题

1.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已经把朝鲜半岛排除在自己的“防御线”之外。那为什么美国会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天内就决定出兵朝鲜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后，请回答这样的决策大转弯对于我们预测其他决策者的决策有什么意义和挑战？

2. 从柯庆生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联盟政治对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最终决定出兵朝鲜的决定的深刻和广泛影响。中苏朝联盟是一个非对称性的联盟，而且是一个进攻性的联盟（这里，进攻性没有任何道义意义）。在这一个联盟内部，有三个不对称关系：苏—中；苏—朝；中—朝。而且他们各自的战略目标有很大不同（尽管有一些交集）。从这个非对称性的联盟的决策过程，你觉得：为什么其中最弱小的国家能够获得更加强大国家的支持？而为什么中国（夹在中间）相对最为难受？这样的理解，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3. 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影响的文献都集中在美国的政策上。这场战争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影响（例如，中国、日本、苏联、两个朝鲜）？包括短期的（10—20年）和长期的（20年乃至更长）。你可以挑选任何两个国家来讨论。【请参考《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可画图。】

4. 【反事实问搪】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美是否也会形成严重的对抗（即，战争）？【提示：放宽你的视野，不要只停留在东北亚这个地区。】

5. 【反事实问搪】
 美国原本是要避免与中苏发生战争的，但是为什么在中方的明确警告下，却跨过三八线呢？而当美军跨过三八线之后，对于中国而言存在哪几种战略选择？为什么有些选择在讨论中被抛弃了？换个方式问的话：为什么美军越过三八线后，中国和美国的交战就变得难以避免了？要有什么样的行为和条件，才能避免中美在三八线的战争（比如，如果苏联在1950年9月30—10月7日之间，严厉警告美军不应该跨过三八线，是否美国就会选择不跨越三八线呢？）【特别提醒，这个问题考察的是必要、充分、必要充分、非充分但必要这样的条件的行为或者行为与环境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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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中美走出敌对（1969—1972）

姚百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案例介绍

1969—1972年同此前20年的中美关系比较起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中美关系从敌对走向了缓和，或者用很多学者的说法，叫做“解冻”。面对苏联扩张威胁所形成的共同战略利益，以及中美两国领导人对这种战略利益的理解，促成了两国的接近。但中美的长期交恶，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各自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官僚政治的影响等等，还是让中美缓和用了近三年的时间，直到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才最终完成。中美缓和，一方面改善了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及各自的战略地位，同时也深远地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的亚太国际格局。

一、缓和的背景

1969年，国际政治中出现的两个新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第一个是尼克松于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第二个是3月的中苏珍宝岛事件。

尼克松是共和党成员，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曾任副总统，长期以来以反共著称。但是，尼克松上台时，美国在越南面临的困境，让他不得不重新看待中国的地位与作用。从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已一步步掉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到尼克松上台之时，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人员已超过54万人，每周伤亡逾两百人。越战引发了大规模反战运动，并演变成对美国冷战战略的强烈批评。从国际上说，美苏战略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美苏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实力趋于平衡，美国丧失了其优势地位；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了欧洲盟国和日本的挑战。无论是要解决越南问题，还是应对苏联的战略挑战，都需要同另外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接触。尼克松还选择了一个与他有同样战略理念的基辛格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后者通过学习19世纪欧洲外交，非常崇尚均势战略，主张用多极格局来取代两极格局。尼克松与基辛格“二人团”，在中美缓和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中美之间的“解冻”是否可能，还要取决于中国方面对战略环境的认识。持续多年的中苏分歧至1969年演变成了严重的边界冲突。是年3月，两国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接连发生了两次边界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让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中方甚至担心马上就要与苏联开战，而苏联也向美国试探，如果打击中国核设施的话，美国会有何反应。珍宝岛冲突开始把中美苏战略关系的课题提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那就是，在面对苏联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如何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联美制苏。在中国的高层决策里，“毛—周体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往往决定重大战略方向，而周恩来则负责具体的实施。

二、缓和的进程

基辛格这样评价珍宝岛事件：“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爆发冲突的时候……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了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但实际上，中美缓和的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双方的相互试探中逐渐进行的。

1. 接触的渠道

中美缓和的第一个困难在于没有直接的交流途径。尼克松在入主白宫后不久，就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一下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但同时提醒基辛格，这项工作要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为了同中国进行接触，美国构建了三条秘密接触途径和一条公开的途径。

秘密途径分别为巴黎渠道、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1969年3月份，尼克松访法，请戴高乐向中国转达美国希望同中国缓和关系的意向。5月，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向中国转达了尼克松的信息。8月，尼克松利用访问巴基斯坦及罗马尼亚的时机，也希望这两国领导人能向中国传达，美国对结束中国的孤立很感兴趣，并希望他们能把中国的反应告诉美国。这三条渠道是秘密建立的，就连国务卿罗杰斯也不知情。

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很多公开场合对华示好。比如，1969年7月，放宽了中美人员往来和贸易的限制。而在苏联扬言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动武之时，美国向苏联表示，绝不参与任何威胁第三方的战略安排。9月份，副国务卿理查森在一次讲话中对苏联威胁中国表示“深深关注”，接着撤走了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尼克松与基辛格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赛尔，想办法与中国外交官联系，重新开启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两国在华沙举行了第135次和第136次会谈。华沙成为中美接触的公开渠道。

2. 停滞的可能

尽管目前的材料还不能完全揭示中方在对美缓和中的决策过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中方并不是消极的等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四位老帅从1969年6月开始研究国际形势和安全问题，并在7月、9月分别提出两份报告。报告指出，在中美苏之间，“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利用美苏矛盾，并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陈毅还主张，应主动向美方提出举行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有了中方的主动，华沙渠道也就很容易建立了。在华沙会谈中，双方表示了改善关系的意愿，以及举行更高级别会谈的愿望。

但中美缓和的初步进程，因两个事件而有停滞的可能。第一个是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机场会谈。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柯西金在回程中非正式地停留北京机场，同周恩来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双方同意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10月份，中苏边界谈判在京举行。中美缓和的战略基础是苏联威胁，尤其是中国方面想要摆脱苏联大兵压境的困境。从这个方面来说，如果这次机场会谈，中方能更好地加以处理的话说，那么可以很好地改善中苏关系，从而大大降低需要改善对美关系的重要性。而从另外一方面说，如能妥善地利用，也可以在将来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中，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地位。但在这方面，中国做的似乎不够。

在中国方面的第二个困难，是如何处理长期以来革命意识形态以及现在的实际外交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宣传中，美国一直是“头号敌人”，而现在却不得不同这个敌人打交道。毛泽东一直说中国是“放空炮”，但在战略选择和革命理念之间，取舍总是比较困难的。1970年3月，美国策动柬埔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的政权，4月份，又出兵柬埔寨。为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斗争，中国通知美方，推迟预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5月20日，也就是原先预定举行会谈的日期，林彪宣读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中国的“五·二○声明”对美国的缓和构想，无疑是重大打击。在此之前，国务院就对华沙渠道的作用表示怀疑，这种官僚斗争让华沙会谈从3月份推迟到4月15日，后又借口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将要访美而推迟到5月20日。中国的声明加强了国务院的力量，就连尼克松本人都十分丧气，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并且下令，凡是在越南用不到的第七舰队军舰，24小时内调往台湾海峡。

3. 从“乒乓外交”到“波罗行动”

但是，在关键时刻，政治家的理智战胜了感情的冲动，在基辛格的劝阻下，尼克松收回了把舰队派往台湾的命令。1970年的下半年继续在双方相互试探中度过。10月初，尼克松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如果我死之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12月份，毛泽东就在京接见美国记者、中国人的老朋友斯诺，谈话中也表达了愿意接见尼克松来华的意思：“……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12月9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达的口信到了白宫：中国政府愿意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特使，就台湾问题展开会谈。次年1月，同样的信息又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传递了一次。美国方面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复信表示，举行北京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建议尽快讨论该会谈的方式。

至此，中美关系已接近破冰时刻。但要真正实现“解冻”，还有一些路要走。两国都要克服各种国际、国内压力、美国有反共亲台的势力，也需要处理台湾这个“盟友”以及同南越、韩国、日本等国的关系，中国方面也要克服自己长期意识形态中的对美敌意，也要处理同越南、朝鲜等盟国的关系。而且双方谁也不愿意主动，以免行动失败后陷入尴尬境地。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场意外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外交的新局面。1971年4月在日本出席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代表团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而同一天，尼克松宣布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五个步骤”，这些步骤在人员往来、战略物资的出口等方面进一步放松了限制。“乒乓外交”既让美国看到了中国要改善双边关系的决心，也在舆论上为即将到来的美中缓和做了铺垫。

4月27日，美国收到周恩来的口信：“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会晤”。经反复考虑，尼克松决定派遣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访华，为他的北京之行做准备。中国对此表示欢迎，“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口信，都是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秘密传递的。1971年7月9日—11日，基辛格利用他在亚洲的访问，从巴基斯坦出发，秘密访问了北京。在这次“波罗行动”中，基辛格和中方主要讨论了尼克松访华日期以及相应的准备工作，同时为尼克松的访问做了些预备性会谈。双方就台湾问题、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日本、越南、南亚次大陆、苏联等问题交换了意见。7月15日，中美相约同时发表了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和《公告》：“获悉，尼克松总统曾经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的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4. 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携基辛格、国务卿罗杰斯等人来华访问。当天，毛泽东接见了尼克松，谈“哲学问题”，从战略的角度为这次中美会谈奠定了基调。此后，在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周恩来与尼克松之间进行了5次会谈，双方就台湾问题、苏联、日本、印度支那半岛、南亚次大陆等一系列国际和双边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同罗杰斯就关系正常化、互设联络机构、开展文体人员的交流合作、互通贸易问题进行了5轮会谈；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基辛格之间就会谈公报进行了谈判。随着公报的达成，尼克松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28日，尼克松返美。同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联合公报》声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的做法，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公报接着申明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以及两国同意扩大人民的交流、发展贸易、交换意见并就关系正常化展开具体磋商。

尼克松访华及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解冻”的正式完成，中美关系史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三、中美缓和的影响

中美关系解冻，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改善了中美两国的战略地位。从中国方面说，中美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对抗，并以此为突破口，同西欧、日本等西方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即为一例，同时也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从美国方面说，同中国关系的改善，加强了它在越南问题上谈判地位，同时也提高了对苏联讨价还价的能力。整体而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的扩张。但是，中美缓和的影响极其深远，绝不仅限于中美苏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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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一本论文集，此处节选的是两篇论文，分别是《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与《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前文指出，珍宝岛事件后中方对苏联威胁的认识，逐渐拉开了对美缓和的大门。后文认为，在对美实用外交和中国革命传统之间的内在碰撞，导致了在中美和解过程中中方的变化波折。

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206页。

熊向晖作为四位老帅对美政策研究过程的亲历者，以特别翔实的史料与回忆记述了四位老帅受托研究战略形势、国家安全的全过程。

7. 李捷：《物极必反：60年代的中国国内政治与中美关系》，载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91—537页。

文章较为全面地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有些还延伸到5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的变迁与中美关系变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中国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8.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4—1640页。

利用了一些未解密的材料，解释了在中美缓和过程中毛泽东的一些活动。

9.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79—707页。

中苏分裂撕裂了莫斯科是统一的共产党运动首领之假象，美国外交因此出现了新的机会。尼克松政府优先考虑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作为外交的主要议题，实现了理想主义的务实做法。

10. ［美］迈克尔·沙勒：《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美、中、日关系和“尼克松冲击”》，载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420页。

分析了在中美缓和过程中的日本因素，以及中美关系缓和对日本的影响。

11. 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1969—1973）》，载牛军主编：《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204页。

文章重点考察了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与结束印度支那的干涉政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全球均势联系起来。

12. 李丹慧：《打开中美关系进程中的周恩来——来自尼克松外交档案的新证据》，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6辑，第141—173页。

主要利用尼克松外交解密档案，分析了中美缓和进程中周恩来的作用。通过对谈判内容的分析，认为中方仍处于革命与务实之间的矛盾当中。

问题

1. 在中美决定缓和时，双方考虑的因素中，对各自来讲哪些是决定性的因素？双方的决定性因素中又有哪些共同的基础（这决定了双方可以接近）？又有哪些不同（这往往成为以后分歧之所在）？在这些因素中，哪些对缓和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

2. 中美在缓和进程中，都受到国内政治和他们的国际盟友的一定牵制。他们的国内政治和国际盟友是如何影响了中美缓和的？途径如何？具体影响了哪些方面？

3. 在中美缓和中，苏联是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如果你是苏联领导人，你会考虑采取哪些可能的行动来阻止中美缓和？（避免停留在过于宏观的层面上，比如缓和美苏关系、缓和中苏关系等）。为什么？（请答出每一个政策的对象以及预期效果。）

4. 请阐述中美缓和的多方面影响。【请参考《理解国际安全战略中的“系统效应”》，可画图。】

5. 日本和台湾都非常清楚地预见，中美缓和之后，日本和台湾在美国心目中的战略地位一定会有所下降。为什么日本和台湾都不能阻止美国实施中美缓和？

6. 【反事实问搪】
 几乎可以肯定，在决定实施中美缓和的时候，美国的领导人是不可能预见到毛之后中国会进行改革开放，而且取得巨大的成功，从而成为美国的潜在竞争者。如果美国当时就预见到目前的结局，美国还应该实施中美缓和吗？为什么？

7. 【反事实问搪】
 如果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会谈导致中苏关系大幅回暖，而越南也在胡志明去世之后宣布北方接受南北共存，中美之间是否还会缓和关系？



结语

本教程的主要目的不是给出特定的结论，而是训练思维。因此，本书的结语也仍旧是一个练习。我们的核心问题是：通过这个教程的练习，你是否确实学到了一些战略思维的技巧，而你也对自己的战略思维有了新的认识？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也希望你给出对本教程的评价，从而帮助我们继续改进本教程。对于这些问题，你都可以详细阐述。比如，如果你觉得本书的某些案例阅读材料可以进行调整和补充，你可以将你的意见，包括你推荐的读物，写入你的回复。

对于以下的选择题，请在你的选择下打钩。如果你有多项选择，可以用数字或字母表达顺序（1、2、3；或者是A、B、C）。对于问答题，你可以自由发挥。你也可以提出其他的问题和看法。

1．你最喜欢这一教程中的：

A. 案例

B. 案例阅读材料

C. 案例中的问题

2．你从这一教程中学到最多的东西是：

A. 关于某一个特定案例的具体历史事实

B. 对历史的颠覆性理解

C. 分析方法

D. 对制定、执行战略本身的理解

3．你觉得这一教程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

A. 案例选择

B. 阅读材料

C. 案例中的问题

4．学习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通过学习本教程，你发现你自己最让自己惊讶的能力（长处）和缺陷（短处）是什么（当然是关于理解战略行为方面的）？

5．你觉得你的思维在面对不同类型的战略问题上有何不同？【这里，我们主要考虑三种情形：冲突战略、合作战略、介于冲突和合作之间的战略（比如，冷战后的中俄关系）。】这些不同是否包含了一些思维缺陷？

6．你在思考涉及中国的问题和不涉及中国的问题时，是否你的思考方式也有所不同？这些不同是否包含了一些思维缺陷？

7．你觉得你应该如何弥补上述这些缺陷？

我们恳切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回答和思考直接反馈给本书的主编唐世平教授（twukong@yahoo.com;twuk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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